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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與知識經濟促使全球經濟模式逐漸由資源密集型產業轉變為知識密集型產

業。面對此一轉變，大學不僅要扮演知識傳遞者與創造者的角色，更需為國家創新系統

中一重要的社會創新研發單位，擔負起增進國家創新能量之責，日漸與產業在教學、研

究與服務上有密切的合作與互動。近年如芬蘭、瑞典和丹麥等蕞爾小國透過大量投資教

育與創新研發，整合國家內外部資源與人力來建構其國家創新系統，因而在 WEF 和 IMD

等國際評比組織中獲得良好之國家競爭力排名。本研究係利用理論分析法、文件分析法

和歷史研究法，從國家競爭力的角度探討芬蘭、瑞典與丹麥三國之產學合作，分析北歐

三國產學合作模式之發展與其國家競爭力之關係，並綜合研究結果為我國以產學合作提

升國家競爭力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與參考。 

研究結果顯示北歐三國乃是以開放的態度，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加強產學合作之基

礎建設，建立自由創新的環境，提供增進產學合作的相關中介機構，鼓勵大學與產業在

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強化知識的創新、擴散、流通，藉以增強其

國家創新能量。然卻因產學合作產出和應用之不可計量性、研究上的限制與教育難以在

短時間看到成效等原因，而無法說明產學合作與國家競爭力之間的關係。我國若欲參考

芬蘭、瑞典和丹麥三國以產學合作來提升國家競爭力，本研究建議應先建立國家整體發

展願景，訂定明確支援產學合作之相關政策和中介機構，並因應產業的需求進行大學課

程的統整。此外，後續研究則可加強產學合作與國家競爭之相關中介變項和我國產學合

作之情境脈絡之探討，以俾進一步了解產學合作對我國國家競爭力促進之可能性。 

關鍵詞：國家競爭力、產學合作、國家創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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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on Finland, Sweden and Denmark 

Student: Jou-Chen Chen              Advisor: Dr. Hsiou-Hsia Ta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hesis primarily concentrates on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with studies of Finland, Sweden and Denmark. As the com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based economy, universities not only hav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reating and 

delivering knowledge, but also a R&D institution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refore, 

universities have interacted with industry more frequently in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research and 

service. Recently, some small countries like Finland, Sweden and Denmark have built up thei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with greater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R&D, together with 

resource integration to improve their position in the WEF and IM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s. The thesis employs qualitative metho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 Finland, Sweden and Denmar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 the thre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consequent changes in their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s to provide useful suggestions to Taiwan's related polic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reassert that the open attitude and support of relevant policies from 

Finland, Sweden and Denmark did help to construct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innovative environment, provide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termediaries, and encourage universities to cooperate with industry in teaching, research and 

service. Thus, the three Nordic countries improved production, diffusion and interaction of 

knowledge, and enhanced thei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Due to research limitation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are 

not fully explored.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aiwan should enlarge its country visions, conduct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policy and intermediaries, and offer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Effects brought by intervening variable on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emain for future exploration. Future research may hopefully discuss how to 

enhanc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y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 Taiwan. 

Keywords: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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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先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背景、研究動機與目的進行說明，接著再依

據待答問題，選用適切之研究方法並擬定研究分析架構，確立本研究進行之方式

與程序。最後再藉由重要名詞、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的界定，使本研究之研究架

構、意涵趨於完備。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背景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所引起的經濟型態轉變，及國與國日漸劇烈的競爭，使得

各國政府在國家及國際局勢中所扮演的角色產生巨大的變化。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以下簡稱 WEF)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IMD)自 1980 年代起，每年依據不

同指標進行世界各國國家競爭力的評估調查與排名，此兩機構所公布的《全球競

爭力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和《世界競爭力年報》(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中的國家競爭力排名一直為世界各國政府矚目的焦點

(WEF, 2007; IMD, 2007)。近年芬蘭、瑞士、新加坡等蕞爾小國紛紛在 WEF 和 IMD

所做的國家競爭力排名上打敗英美與其他歐陸大國，各國從而廣泛探討如何運用

國家既有之優勢與資源，在全球競爭市場中獲取國家競爭優勢，故「國家競爭力」

逐漸成為國內外學術界與各國政府普遍關切的課題。本研究將以國家競爭型態的

轉變與產學合作之角度，探討利用產學合作強化國家競爭力的時代背景與緣由。 

壹、國家競爭型態的轉變 

自蠻荒時代起，因資源有限性與人們慾望無窮，人們無可避免地需透過競爭

來獲取資源及延續生存的機會。其中，競爭力(competitiveness) 指涉個體能否具

備獲得及掌控資源的能力，藉以追求較其他個體優越地位；不論擁有競爭力的單

位為個人、企業、產業還是國家，其贏得競爭優勢之主要目的均為獲取資源與生

存的機會，並擁有美好舒適的生活（蓋浙生，2002； Khalil, 2000）。 

以國家層面觀之，競爭乃是為了獲取資源及將資源轉化為經濟產出的方法之

一。由於每一國家的人口、地理位置、自然資源、生產技術不一，使得每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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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擁有的要素稟賦(factor endowment)的結構也有所不同。Ricardo 強調即便各國的

要素稟賦不一，但只要各國將其要素稟賦與他國相比，從中選擇自己最有優勢的

產業發展，運用本身較為豐富的要素稟賦來發展專精的產業，然後再透過國際分

工和國際貿易的方式，與他國換取所需的產品，進而擴增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

本，最終達到拓展市場範圍的目的。此一方法除了可以滿足各國國內的需求，亦

可進一步促進各國產業分工的深化及經濟發展的興榮(Boyes & Melvin, 2005)。在

工業革命的效應尚未普遍運用於產業前，世界各國產業發展十分仰賴於國境內的

土地、勞力、天然資源等要素稟賦，且多為勞力密集的產業經貿活動也大致遵循

前述 Ricardo 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法則。當時各國除了因宗教、政

治因素發動戰爭之外，戰爭的發動最主要還是源自於對要素稟賦的爭奪，因而對

國家競爭力的探討也僅限於要素稟賦的影響力。隨著工業革命的效應帶動生產技

術的變革，國家的要素稟賦在國家競爭力上所扮演之角色便逐漸縮小。 

然由近代歷史發展觀之，不論是十五、十六世紀擁有海上霸權，分別在印度

和美洲大陸得到大量經濟收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或十七世紀因為東印度公司而

成為海上霸主的荷蘭，亦或是十九世紀有日不落國之稱的英國，均缺乏有利於生

產的天然資源，但卻依舊可成為霸權國家。是故，一國要素稟賦的豐缺與否不一

定等同於其國家競爭力，即便沒有擁有天然資源也可以成為世界強權，無法單以

要素稟賦的豐腴與否來判定一國國家競爭力興衰的原因。 

1980 年代以降，科技技術與運輸交通工具日新月異，再加上網際網路具有

彈性化、虛擬化、透明化和全球連結性的特性，資訊溝通、傳遞與交易的成本因

而大幅降低，科技與生產技術得以快速地在國際間流動，全球的時間與空間開始

產生劇烈壓縮。國家產業的競爭力不再來自低廉的生產成本，許多國家雖擁豐富

有天然稟賦，但其國家競爭力逐漸開始衰退，紛紛轉而投入技術密集的產業，工

業生產也由物質、勞力密集的產品轉向知識密集的產品。財富的創生開始來自於

新知識的創造與應用，「知識」成為生產力提升與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和主要驅

動力，一種建基於「知識下資訊的生產、分配與使用」策略技巧的經濟模式—「知

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因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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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為一種建立在知識與資訊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模式，其價

值在於經由知識的創造、擴散、流通和運用之經濟活動及體制的過程所產生的知

識累積與創新，企業可藉此創造高附加價值，提升市場競爭優勢。在此一新興商

業模式中，企業極為重視使用者的需求，透過直接服務和個性化設計來滿足和創

造使用者的需求，並以深度新興科技和跨領域的專業整合，來降低生產成本，發

展專業化的產品與服務，進而追求在市場中的獨特性。於是「知識的激發、傳播

與運用」逐漸成為市場上主要的競爭型態，誰能「掌握知識、創造知識，妥善應

用知識，並將其轉化為高效能的生產力」，誰就具備永續發展的競爭條件。而技

術創新非但可以補足資本的不足，也較資本能增進生產力的效益，能否掌握最新

的知識和技術在國家競爭力的存續上顯得更為重要(林海清，2002；林炳中、林佳

慧，2003；戴曉霞，2006；OECD, 1996; Duderstadt, 2005)。 

跨國的商業活動模糊了國家疆界，企業因節省成本、回應顧客需求、母國市

場飽合、分散企業營運風險等因素，其活動範圍不再限於母國，而是逐步將營運

的觸角伸展到國外，許多大型跨國企業亦將公司日常運作提供後勤服務的部門外

包(outsourcing)到工資較低廉的開發中國家。同時，企業也會為了加速建構核心能

力，維持或增加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進入位於海外的必勝市場(Must win 

market)1或領導市場(Lead market)2。企業最常採用的作法不再是將營運總部或研

發中心設在母國，反是以企業整體營運的競爭力作為最主要的考量，將企業營運

總部或研發中心轉移最能增加企業競爭力的國家，並自世界各地聘用最能增進公

司發展的優秀人才，透過各種計畫合作與升遷機制，帶動各地產發中心與分公司

的良性競爭(Hagel & Brown, 2005; Gillespie, Jeannett & Hennessey, 2007)。故如何

在全球競爭脈絡下，善用國家既有優勢條件與掌握全球產業發展的機會，並規劃

出最佳的發展策略，以取得國家競爭優勢成為今日各國首要的治國目標。 

                                                 
1 必勝市場係指一企業若欲成為產業龍頭，或打入某一地區市場所必須先進入且取得勝利的外國

市場，而必勝市場常會是該產業主要競爭主戰場或研發中心所在地。 

2 領導市場乃是某一產業主要競爭的主戰場，在此一市場中的客戶會對產業的發明與品質產生推

力，因而領導市場往往是企業研發中心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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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產業與大學合作的強化 

教育不單能傳承國家的傳統文化，更可以培養人民的現代化素養，擴大一國

之人力資本，協助國家解決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變遷適應參與富裕生活的問

題。由於大學掌握著國家大部分知識的創新、發展和傳遞，能為國家教育出高知

識水準的勞動力，並將研發成果提供給產業界應用及轉化成商品，增生更多創造

與發明，因此大學在國家持續發展與繁榮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當全球環境

產生巨大變化以及知識經濟所帶來之衝擊，迫使大學需積極地回應產業的需求，

與產業進行合作，協助國家產業結構的重組與再造，提升國民所得，進而帶動國

家經濟的成長（蓋浙生，2002；Whitty, 1992; Bok, 2003; Odin & Manicas, 2004; 

Gjerding, 2006）。 

大學在工業革命之前一直扮演著文化傳承的角色，僅少數貴族可以進入大學

就讀，大學主要著重在文學、法律、神學、醫學四大學科的發展，並未與產業有

何密切的合作關係（林玉体，1995；王曉輝，2007）。工業革命後產業對於高素

質勞工和科技創新、技術商品化的需求，驅使大學必須將產業需求納入辦學的考

量，與產業進行合作。隨著產業發展及產業對於技術研發的需求，大學逐漸開始

與企業建立合作關係，兩次大戰雖使大學與產業在技術研發上互動密切，然而戰

後人力資本論的興起與各國政府對於大學經費的大量投資，卻降低大學與產業合

作的意願。1970 年代石油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蕭條，使得各國自 1950 年代快速擴

充的高等教育受到極大的影響，各國政府開始減少對於大學的支助；1979 年英國

柴契爾夫人上台後，興起「大市場、小國家」的新自由主義風潮，英國政府不僅

大量刪減大學經費，要求教育體系積極回應工業界的需求，強調大學教育品質與

效率的提升。隨後各國政府紛紛群起效尤，各大學因而不得不朝向市場靠攏，開

始向外尋求資金與資源的挹注，回應市場需求，與產業進行密切地的合作。 

其次，近年國家經濟的全球化促使各國政府將更多的資源投諸於研發的的加

強與管理，使企業和國家得以獲得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優勢，並因此增加對於產學

合作的支持(Sporn, 1999)。以往大學多承擔以教育為主軸的社會責任，然而在國

家創新系統中大學則轉為是以科技知識生產為目的之社會研發單位，大學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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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學上的整合將促使產業增進經濟的發展。美國於 1978 年成立的「商業／高

等教育論壇」(Business-higher Education Forum)，邀集近 500 位的企業經理人、大

學校長與私人基金會的董事，藉由透過大學與企業結盟合作，和對國家政策之影

響力，形塑大學對於國家經濟發展之全國集體共識，以提升美國的國家競爭力 

(BHEF, 2008) 。 鄰 國 加 拿 大 亦 於 1983 年 成 立 「 企 業 ／ 高 等 教 育 論 壇 」

(Corporate-Higher Education Forum)來協調大學與市場的活動，鼓勵以企業對大學

的捐贈來補足政府刪減經費所造成的資金缺口，進行密切的產學結盟，促使大學

朝應用型研究發展(Torres & Schugurensky, 2002)。如何透過產學合作來增進該國

的國家創新系統，並進一步強化本國家創新系統與他國的互動，逐漸成為各國政

府提升與維持其國家競爭力的一重要手段與方法。 

我國自 1990 年代初期即由教育部、經濟部與國科會開始推動大學與產業的

合作，爾後在政府的主導下，大學與產業漸有合作計畫。我國產學合作政策主要

發軔於 1999 年的通過《科學技術基本法》，其象徵的意義在於政府放寬產學合作

之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的規定，政府所出資補助研究計畫的成果，可以依「公平」

與「效益」原則，下放到研究計畫執行單位；即政府從管理執行的角色改變為協

助、輔導與補助的角色（江雪嬌，2005）。此後，因政府積極鼓勵產業與大學進

行合作，補助各校成立創新育成中心、技術移轉中心、區域產學中心，大學與產

業界合作之計畫日漸增多（林欣吾、林秀英，2005）。2005 年修正後的《大學法》

更清楚寫出大學可基於發揮教育、訓練、研究、服務之功能，與政府機關、事業

機關、 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進行產學合作之事宜，此為產學合作奠定法

源依據。次年通過的《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則明文規定產學合作之定義

與範疇，將產學合作成果之分配與相關注意事項下放給大學自行規定，大學握有

決定權與自主權。 

為有效整合我國既有資源與技術，藉以具體化為經濟成長之實質動力，經濟

部在 2005 年主導的《2015 年台灣產業與科技整合研究計畫》勾勒出我國未來十

年重點發展產業和厚植國家競爭力之願景。此計畫將「加值產學（研）合作連結

創新」列入主要的推行重點，並要求教育部進行各大專院校的產學合作績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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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希冀透過整合大學與研究機構的研發能量，成立優質評價市場及產品研究

院，支援國內企業的發展（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資訊工業

策進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2007）。為審慎檢視產學合作推動成效，促進大專院

校檢視自身產學合作之特色與條件及配合行政院產學合作加值計畫之推動，財團

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 2007 年針對我國 163 所大專校院進行大規模的

產學合作評鑑（陳達仁、耿筠，2007），教育部據此評鑑結果頒發 5,200 萬元獎勵金

給 58 所產學合作成效績優大學，希冀增進我國產學合作之發展。 

為更有效整合我國現有產業與技術，發揮技術能量，促成技術集成、應用與

創新，我國未來產學合作的發展將加強人才及設備的交流，以及與民間企業合力

經營知識/科技研發網路，籌組研發聯盟、創意聯盟，提升研發成果之運用，朝向

跨國、跨領域、跨單位的技術融合研發方向發展，提升企業的創新研發能力，健

全國家創新體系，進一步增強我國之國家競爭力。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節旨在說明引發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以期進一步點明本研究之形成

背景與起因。 

壹、研究動機 

在全球競爭自由市場脈絡下，「國家競爭力」代表一國是否能否在政治、經

濟、社會等各方面永續發展，WEF、IMD 等國際研究機構所公布之國家競爭力排

名則好似各國政府施政績效的成績單，點出每一國政府在過去及當下的努力是否

能帶領整個國家走向美好光明的未來，並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佔有不可取代的一

席之地。另一方面，在面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衝擊與挑戰，創新在資源、機構、

市場與技術等國家產業的競爭優勢來源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Mowery & 

Nelson, 1999)。而一國之創新乃為該國獨特的文化、制度、社會價值的展現，主

要是由個人、團體、企業等創新的主體巧妙運用時間、空間的優勢，在政府的輔

導與提供基礎建設、人才、教育、資訊、資金上的協助，所進行的革新活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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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創新系統即統合政府、大學、企業、研究機構等內外部之人力資源、科學及技

術能力，根據科技的特性、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適度調整，進一步促成知識、技

術的創造與擴散，帶動國家經濟發展。 

國家競爭力所涉及層面甚廣，然我國過去對於國家競爭力的關注多集中在單

一國家政策、單一產業對於國家競爭力的影響的探討，或國家競爭力評比方法之

鑽研，僅陳慧棻（2007）以台灣政府為研究對象，針對 IMD 與 WEF 之國家競爭

力報告進行全面性的國家競爭力評比研究。基於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動機乃

在試圖從國家競爭力之最根本的內涵及本質，釐清一國如何善用外在環境的機會

與威脅，以國家既有之能量，勾勒出美好的國家發展願景，強化國家競爭優勢。 

關於產業與大學的合作、互動，B. Clark(1998)、D. Bok(2003)等學者認為產

業與大學的合作是為回應國家對大學經費的刪減、市場競爭的需求，並且強調由

市場競爭機制來主導產學合作的實施，國家的角色並不明顯。我國近年博碩士在

產學合作的研討，則多從產業、企業的角度出發，主要集中在產學合作需求、管

理及運作機制、策略發展與成果分析，以及知識蓄積與技術移轉之探討，所研析

的產學合作內涵也僅包含如產學合作實驗室、國科會合作計畫、育成中心、策略

聯盟、標準化合約、參與教授之人格特質、教授參與意願等單一的產學合作方式

上。鮮少以國家發展的角度論及整體產學合作活動對於國家創新系統、國家競爭

力之影響。然當以國家創新系統的觀點觀看產學合作的運作，國家則轉化為積極

且需預先規劃的角色，大學的社會生產力也需重新檢視；表面上在國家創新系統

中國家在產學合作上的力量增強許多，但國家並非是要掌控產學合作的運作，而

僅是在加強基礎建設，建立自由創新的環境，提供鼓勵產學合作的機制，進而發

揮產學合作應有之功能。故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動機係以國家創新系統的角度探討

產學合作對於國家競爭力的影響。 

北歐國家均屬於小型「大陸邊緣型國家」，雖然國家歷史悠久，有象徵已開

發國家進步的完善官僚體系，卻因位居歐洲北部偏遠、長年寒冷的斯堪地那維亞

半島，缺乏豐厚天然資源，高生產成本和過小的國內市場，使之未能在全球競爭

中有亮眼的表現。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北歐國家面臨著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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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區域經濟整合的經濟壓力，其體認到若欲強化國家競爭力與永續生存發展，則

必須以開放的胸懷於全球舞台上與他國競爭，方能獲得專屬於己的競爭優勢

(Ohmae, 2005)。 

北歐國家二十世紀中期以前本以傳統的自然資源密集型的產業，如採礦、造

紙和漁業為國家主要的經濟發展來源，近年則成功地由仰賴自然資源經濟轉型為

以知識、技術密集為主的高科技產業。即便近三十年來挪威亟欲擺脫國家經濟對

於石油的依賴，然而石油和天然氣的出口量仍舊占挪威全國總出口量的三分之一

強，且挪威 2006 年的研發投入經費占 GDP 的比重僅有 1.49%，在北歐國家中最

低的 OECD；冰島雖然同樣欲將國家產業轉型為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但冰

島的經濟仍舊相當倚賴漁業，漁業佔冰島總出口所得近 70% (OECD, 2007; CIA, 

2008)。相較於挪威、冰島國家對於自然資源的依賴，芬蘭、瑞典和丹麥則以開放

的態度，善用鄰近大陸所提供的優勢，善用全球化之利，以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政

策，並基於國家發展考量前後加入歐盟，逐年依據內外環境的需求與改變，在各

個層面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建立起如 Nokia、Volvo、IKEA 等大型跨國企業，成

功地以後起者優勢異軍突起。 

由表 1-1 可看出芬蘭、瑞典、丹麥等北歐三國近年在 WEF 和 IMD 所做的國

家競爭力排名上有著極佳的表現。另一方面，IMD 認為當國家的競爭力提升之

後，人們對生活品質的期望也會隨之升高（薛立敏、錢玉蘭，1996）。White 在 2006

年根據由預期壽命、政治指數、自然資本與人類福利指數構成的國家快樂值，提

出世界快樂地圖(World map of happiness)的報告書，藉以呈現一國之國家快樂競爭

力，而芬蘭、瑞典、丹麥三國亦囊括此國家快樂競爭力的前三名。 

表 1-1  北歐三國近五年國際競爭力在 WEF 和 IMD 之比較 

世界經濟論壇（WEF） 
全球競爭力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 
世界競爭力 

國家 
 

年度 芬蘭 瑞典 丹麥 芬蘭 瑞典 丹麥 
2007 6 4 3 17 9 5 
2006 2 3 4 10 14 5 
2005 1 7 3 6 14 7 
2004 1 3 5 8 11 7 
2003 1 3 4 3 12 5 

整理自：IMD(2003-2007), WEF(200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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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北歐三國在各類不同國家競爭力評比標準中均有優異的表現，展

現出即便是小國寡民的國家亦可將先天限制化為後天異軍突起之動力，藉由本土

市場發展的特性與相對領先優勢，於特定領域建立高科技產業優勢，塑造國際品

牌大廠與高價值創新，使之具備優於大國的國家競爭優勢。 

然而表 1-1 卻也顯現此三國分別在 WEF 和 IMD 評比上的差異，芬蘭跟瑞典

雖在 WEF 的評比中有不錯的表現，但是卻在 IMD 的排行中表現不佳，此一差異

雖與 WEF 和 IMD 不同的評比方式有關，不過也顯現芬蘭與瑞典在國家競爭力的

維繫上出現問題，尤其是芬蘭近年近兩年在 IMD 的評比上更是大幅的滑落，其部

分原因在於其經濟發展過於仰賴資訊科技業，且芬蘭的科技產業又集中在 Nokia

一家公司，中下游產業缺乏在國際競爭市場上的競爭力，故當全球資訊科技產業

大幅成長的榮景不再與人口快速老化，高薪資成本與高稅賦支出的福利政策便成

為芬蘭國家競爭優勢存續與否的阻礙。此一現象與台灣近年人口老化、資訊通訊

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簡稱 ICT)產業衰退的情形極為類

似。是故，本研究欲以芬蘭、瑞典、丹麥三國小國崛起與面對國內外局勢轉變的

經驗，探討小型經濟體在缺乏豐沛的天然資源，且又為技術後進國家時，該如何

善用技術創新的開發與累積，透過企業間合作網路，整合產業資源，增加知識資

本運用的效益，擴大經濟規模，獲取全球競爭市場的訂單。作為我國未來增強國

家競爭力之參考，此乃研究動機之三。 

相較於英美德法等大國，芬蘭、瑞典、丹麥原屬技術後進的小國家，但憑藉

著自身的努力，近年芬蘭、瑞典、丹麥三國不僅是在 ICT、生物技術和能源等科

技產業的異軍突起，歐盟 2007 年創新指標報告更指出，北歐三國係屬表現最為

優異的一群，為創新領先國家(innovation leaders)，其在創新綜合指數的得分超過

其他歐盟國家（如圖 1-1 所示）。北歐的大學在國家創新系統中背負著扮演區域性

經濟成長促進者的角色，大學除了強化自身的特殊專長以外，亦發展出符應社會

需求的專業（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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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各國創新表現變化趨勢圖 

資料來源：EU (2008: 9). 

過去我國教育界研究焦點集中英美法德日等政經大國，顯少關注北歐國家等

小國家之教育政策。然小國家先天發展的條件與脈絡本與大國家有所差異，無法

在所有產業均具備競爭優勢，故須在特別的領域或產業中，訂定發展之優先計

畫。因而，借重北歐三國小國家的成功經驗，對於身為島國的台灣在教育政策的

參考與比較上較具實質意義與價值。但是我國目前針對北歐三國進行探討的博碩

士論文僅有五篇：許麗嬋（1999）、黃伯威（2001）、邱宣智（2004）等三篇研析

丹麥與瑞典成人教育之制度與課程的論文，以及陳精芬（2005）和蔡昕翰（2001）

兩篇分別研究芬蘭、瑞典兒童閱讀活動，及瑞典創業投資產業對資訊通訊產業發

展影響的論文；對於北歐三國教育政策的關注仍嫌不足。芬蘭、丹麥、瑞典的國

家發展與台灣多有相似之處，究竟此三國如何利用大學與產業的合作，具體將文

化中冒險犯難、創新的精神成功化為建構國家創新系統之動力，進而增進整體國

家競爭力，係為研究動機之四。 

貳、研究目的 

依循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擬以芬蘭、瑞典、丹麥三國為研究對象，探討產

學合作對國家競爭力之影響，以做為我國產學合作發展與政策制訂之參考。具體

而言，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下列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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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瞭解國家競爭力之意義。 

二、探討產學合作的發展脈絡與內涵。 

三、探究在國家創新系統中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之關係。 

四、分析北歐三國產學合作模式之發展與其國家競爭力之關係。 

五、藉由綜合研究結果，為我國以產學合作提升國家競爭力提出具體可行之

參考與建議。 

 

參、待答問題 

基於上述討論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後續將深入探討的研究問題依序分

述如下： 

一、國家競爭力指涉意涵為何？ 

二、產學合作的發展、定義、方式與利弊為何？ 

三、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在國家創新系統中有何關係？ 

四、北歐三國如何藉由產學合作來促進國家競爭力？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本節主要說明本研究過程中所運用之研究方法，及呈現本研究實施之研究步

驟與研究架構。 

壹、研究方法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問題，本研究兼採理論分析、文件分析法與歷史研究等

研究方法，分析國家競爭力與產業、大學以及產學合作之關係。茲將本研究所使

用的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一、理論分析法 

本研究以理論分析為主軸，從全球環境變遷的角度出發，探討國家競爭力與

產學合作理論發展、彼此之間相互作用關係。並透過北歐三國的實際案例分析，

比較理論與實務的差異，瞭解欲以產學合作增進國家競爭力可能的途徑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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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件分析法 

蒐集相關與國家競爭力、產學合作及北歐三國產學合作的著作、期刊、法案、

宣言、公報、研究報告、官方與研究機構提供之統計數據，揉合質化與量化研究

方法之優點，以客觀的分析角度，推論文獻內容的環境背景及意義，理解所欲探

討之研究議題在時間序列上的脈絡發展，協助本研究者窺探本研究議題的內涵，

以及發展方向。 

三、歷史研究法 

本研究將以全球競爭市場為研究的情境脈絡，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研析全球競

爭型態轉變與國家內在環境因素變遷對於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發展之影響，據

以瞭解北歐三國過去、現在產學合作的方式對於其國家競爭力的作用為何，探討

北歐三國如何以產學合作的方式面對全球競爭市場的轉變與衝擊，藉以拓展本研

究的深度和廣度。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預定進行之步驟，茲說明如下： 

一、確定題目與研究目的 

首先依本研究之研究動機分析研究議題之可行性與發展性，以確定研究題

目，據以提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著手研擬本研究之研究核心概念、研究架構，

並撰寫研究計畫。 

二、資料蒐集 

利用圖書館、網際網路、電子資料庫廣泛蒐集與國內外有關國家競爭力、產

學合作及北歐三國產學合作相關之書籍、學位論文、期刊、法案、宣言、公報、

研究報告等文獻，茲作整理。 

三、理論探討與建立研究分析架構 

以步驟二所蒐集到的相關資料為基礎進行文獻分析，探討國家競爭力和產學

合作的意涵，論析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之關係，進而發展出本研究之研究分析

架構，及所欲達成之目的與實施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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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分析與詮釋 

將蒐集到北歐三國產學合作與國家競爭力的相關文獻資料加以整理，瞭解北

歐三國產學合作運作發展、現況與未來規劃概況，並根據研究分析架構個別針對

芬蘭、瑞典和丹麥進行分析，窺探產學合作對於北歐三國國家競爭力之影響。  

五、結論與建議 

歸結北歐三國產學合作之模式與變革，進而推論此三國產學合作對其國家競

爭力之影響，據以作為我國未來以產學合作增進國家競爭力之參考與建議。 

參、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係為先從全球化與知識經

濟的脈絡來探討經濟型態轉變如何引發國家競爭模式改變，接著再討論產業與大

學對於國家競爭模式改變的回應，並從教學、研究、服務等產學合作的面向探討

產學合作如何強化國家創新系統，然後再進行國家創新系統的構建對國家競爭力

提升的研析，以芬蘭、瑞典和丹麥三國作為實證的個案研究，最後據以提出結論

與建議（如圖 1-2 所示）。 

全球化 知識經濟 

經濟型態轉變 

國家競爭模式改變 

產業創新 大學革新 

產學合作 

國家創新系統 

國家競爭力 

教學

研究

服務
芬蘭 
瑞典 
丹麥 

第四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圖 1-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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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研究將茲依序分成以下五章：第一章從國家競爭型態轉變和產學合

作強化之歷史脈絡進行探討；第二章由國家競爭力的意涵開始探討國家競爭力與

產業、大學之關係；第三章轉向研析產學合作的發展與意涵，進而深入探究產學

合作與國家競爭力的關係；第四章則進入芬蘭、瑞典和丹麥三國的個案探討，點

出北歐三國產學合作運作發展、現況與未來規劃和其國家競爭力的關係；第五章

綜合前述章節所得之結論，為我國提出以產學合作增強國家競爭力之建言。 

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欲探討之問題，涉及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等重要名詞，本節主要

針對此重要關鍵用詞的意涵與範疇加以定義，希冀藉此使本研究所欲表達之意涵

更為清晰明確。茲釋意如下： 

壹、國家競爭力 

國家競爭力係指一國在全球競爭脈絡下，以其文化、態度與價值和國家社會

的凝聚力、國家的資源稟賦因素、國家的產業組織以及政府領導力等國家能量，

巧妙運用國內部發展的優劣勢與外在環境的機會點與威脅點，適切地依其國家能

量之特長，調整其政策方針，善用內外部資源、知識、人力，進而創造出更高的

價值，建構良好生活環境，發展具競爭優勢的產業，藉以獲取資源及國家永續發

展的一種能力。國家競爭力指涉層面過於廣泛，且其維持與提升乃是涵蓋物質與

精神層面之動態自我追尋與自我超越過程，故 WEF、IMD 等國際評比組織則從

國家之基礎建設、經濟發展狀況、創新能力等項度來評定一國國家競爭力之優劣。 

貳、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係指大學為因應知識生產型態的改變、擴展經費來源、回應產業和

國家發展需求，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在教學、研究和服務等方面與產業界共同

辦理之各項合作事項。產學合作的形式包含大學與產業在資金、人員和設備的流

通與共享，大學於各類教育相關課程中涵養學生的創新精神，設立創新育成中

心、技術移轉辦公室，辦理其他如專利、論文發表智慧財產相關之運用事項，以

及將知識技術的研究發展及其應用進一步商品化之衍生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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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家創新系統 

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乃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創新系統，

其主要由政府產業創新政策、國家整體科技系統與環境構面組成。國家創新系統

強調政府、產業、企業、大學與研究機構彼此間內部與外部的資源、知識與技術

整合與合作，透過互動與相互學習促成知識、技術的開發與創造，強化企業與產

業之核心競爭能力，產生產業集群，加速知識、技術在不同國家創新系統流通與

擴散，進而使國家、企業得以獲致在全球競爭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國家創新系統

中國家創新能量則可從經費和人員之投入、專利、論文之產出加以衡量與評估。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旨在劃定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首先，將先界定本研究探討所涵蓋

的範圍，然後在對本研究進行將面臨之實際限制進行說明。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係以芬蘭、瑞典、丹麥北歐三國為研究對象，探討此三國如何透過產

學合作的機制來增強與維持國家競爭力。故本研究嘗試從時間脈絡與產業結構、

類型等產業特性分析芬蘭、瑞典、丹麥產學合作的相關配套政策、經費投入、產

學合作計畫、大學教學與課程設計等實例，瞭解此三國如何在產學合作的利弊中

取得平衡，使其產業能秉持「科技始終來自人性」，並以「對人友善、對環境友

善為核心價值」等觀念，以致於可以透過產學合作機制來增進國家競爭力，進一

步歸納出促進國家競爭力之產學合作類型，以作為我國未來發展之參考與建議。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原則上力求嚴謹，但礙於現實狀況與上述研究範圍，仍有以下數點研

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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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之相關文獻繁多，然由於各學者研究派典與切入

觀點不盡相同，故在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部分論述上難有一致性觀點，本

研究雖力求客觀周延，但在引用文獻與觀點時難以避免主觀的認定與選擇，

理論部分無法全然客觀廣博。 

二、國家競爭力涉及層面、因素廣泛，相互相關的因素繁多複雜，而本研究僅從

產學合作為研究視角窺探芬蘭、瑞典、丹麥擁有良好國家競爭力之因，有其

偏頗或不全之處，難以藉此理解芬蘭、瑞典、丹麥三國國家競爭優勢轉變之

全貌。 

三、即便北歐三國許多資訊多以英文呈現，礙於個人學識、語言能力和時間等主

觀因素之限制，本研究僅能以中英文文獻進行探討，無法將第一手的芬蘭語、

丹麥語、瑞典語的文獻資料與統計數據納入，因而在文獻蒐集、翻譯、分析、

整理上恐疏漏不全，可能產生討論面向過於窄化分析論述較為片段，整體架

構不夠周全。故本研究需在分析、評述時詳加斟酌，避免過度推論。 

四、在計算大學產出專利數時，係因人力、物力與時間限制，故僅能以大學名稱

查詢北歐三國大學之專利申請數，無法一一細查個別教授或學生以個人名義

所獲得之專利申請數，並受限於專利資料庫本身的限制，無法從北歐三國企

業申請之專利研判該專利是否為產學合作之成果，因此難以就此完全顯現北

歐三國大學真實的專利申請數。 



第二章 國家競爭力與產業、大學之關係 

國家競爭力指涉層面廣泛，舉凡一國的文化、政府領導力、資源稟賦與產

業組織都會影響國家競爭力的起落、延續與否。本章將以三小節說明產業與大學

對於國家競爭力存續之影響：第一節首先從國家競爭力的定義進行探討，加以陳

析 WEF、IMD 等國際評比機構所做的國家競爭力排名的意義，接著第二節再從

產業發展、產業競爭與創新的角度論述產業發展與國家競爭力的關係；本章的最

後即從大學理念與大學發展轉變分析大學與國家競爭力的關係。 

第一節  國家競爭力 

在全球化、知識經濟的脈絡之下，國與國之間互動、競爭的形態也隨之轉

變，國家競爭力所代表的意義並非國際評比排名上的競逐，而是政府與人民如何

在全球競爭的大環境脈絡下齊心為未來美好生活共同努力，發揮其國家能量的特

長，利用現有資源建構生活的環境，發展其優勢產業，使該國整體營運表現在全

球競爭市場上具有不可取代的能力並，獲取資源以及永續發展的利基。各國際評

比組織發表的國家競爭力排名則可做為政府施政及對外經商貿易、投資的參考。 

壹、國家競爭力的意涵 

Porter(1990)主張一國家在某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係於源於國家是否能為企

業營造出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使得企業具備競爭優勢，讓產業擁有市場競爭優

勢之能力，故「競爭力」在國家層面上唯一的意義就是國家生產力。Porter 認為

國家主要產業的國際表現即反映國家的競爭優勢，國家經濟會因該國當下的企

業、產業、產業群聚的國際競爭表現而有生產因素導向、投資導向、創新導向和

富裕導向四個階段的競爭優勢。為增進國家的競爭優勢，國家會運用國家資源來

增進整體的生產力，進而帶動經濟成長，提供人民高水準的生活。 

但因各國經濟係由各種產業組合而成，不同產業所需之條件或環境不盡相

同，競爭條件也因此有所差異，不見得會擁有完整的四個國家競爭力發展階段，

沒有一個國家的所有產業都具有競爭力，某一段時間有競爭力的產業，也未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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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永遠的優勢；從近代世界強權更迭觀之，要素稟賦匱乏的國家也未必沒有良

好的生產表現。這表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所有或是絕大多數的產業永遠獨占鼇

頭，擁有豐厚的要素稟賦的國家也未必能有良好的經濟發展，何況現今的市場競

爭變動不拘，無法僅以穩定、可預測的產業供應面的角度探討一國的競爭力，或

是以單一或是數個產業的發展情形定論競爭優勢之良窳。  

固然 Porter 過度單純化國家競爭力的意涵，忽略實際環境的變動性，但卻

提示吾人若要從一個階段進入下一個階段，需從政府到民間企業對於產業結構、

技術使用、企業經營等有全盤變革的魄力和決心。且 Porter 的理論亦指出對國家

競爭力關注的焦點應放在為何在某一時期某一個國家會是某些國際企業競爭成

功的基地，而非以整個國家為單位來探討該國為何擁有優異的國家競爭力。更為

重要的是，Porter 點明出「創新」在增強和維續國家競爭力所扮演的重要性，而

國家是否能建構一個鼓勵創新的環境，乃是獲取國家競爭力最終的致勝關鍵。當

回歸國家競爭力之本質，需強調國家競爭力乃是為多種相互關連面向的結合所展

現出來的綜合性國家實力，不單只是國家某一產業的生產力，舉凡一國的歷史文

化、對於事物的價值觀、人生態度都會影響一國對於國家競爭力的追求，故無法

單就一個或數個經濟因素來評定一國之國家競爭力。若欲評定一國之國家競爭

力，不僅要考慮其自身的要素稟賦，尚須將該國在全球貿易活動中所包含的如匯

率、GDP、進出口比因子納入其中，用多面向觀點加以衡量之（陳智凱，2005）。 

據此，IMD (2007:19)強調國家競爭力係指「國家必須在其經濟與社會結構

中，維持支援企業創造競爭力環境，在世界市場上創造附加價值，增加國家財富

的能力」。而 WEF 則較 IMD 強調國家長期發展的觀點，WEF 便將國家競爭力定

義為「國家追求穩定而持續的經濟成長率及高國民平均所得目標的總體能力」，

也就是說唯有當政府永續經營的政策規劃和企業優異的經營方針相輔相成時，國

家才具有國家競爭力(WEF, 1996；引自劉之怡，2004：4)。  

Kotler 等人(1997)進一步指出存有之國家文化、態度與價值和國家社會的凝

聚力、資源稟賦因素、產業組織以及政府領導力等向度的加總係為影響國家發展

之「國家能量」(nation’s capability)（如圖 2-1 所示）。各國在國家能量的每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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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表現不同，致使整體形塑出來的國家能量亦不相同。全球性競爭為國家帶來

明顯的機會與威脅，要如何善用自身的國家能量，掌握獲取額外財富的競爭利益

之機會與抵抗外在威脅，每一個國家的政策制訂者需對該國內部環境的優、劣勢

及外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進行評估，據此建構國家發展的競爭與合作策略。以下

茲依序分別說明上述五種國家能量向度(Kotler et al., 1997: 112-132)： 

政府領導能力

國家的文化
態度與價值

國家的資源
稟賦因素

國家的社會
凝聚力

國家的
產業組織

威脅

威脅

威脅
機會

機會

機會

 
圖 2-1  國家能量 

資料來源：Kotler, Jatusripitak, Maesincee (1997:112) 

（一）國家的文化、態度與價值 

國家能量在國家文化的層面上可視為個人主義式(Individualistic)以及社群

主義(Communitarian)的資本主義兩種典型的組合與變化。個人主義式的資本主義

強調以個體為自身利益為競爭基礎，藉以促進整體社會的利益，如美、英兩國的

文化即屬於偏好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自由競爭的文化。相反地，社群主義的資

本主義則是強調個人乃是附屬於組織與團體，透過組織與團體為個人做決策、提

供保護，展現個人對於社群的忠誠，如日本、德國與東亞部分國家的國家文化偏

好於採保護主義、政府干預與合作。此外，一國在經濟運作、生活態度、民族主

義、儲蓄、政府的干預和管制上的態度與價值也會影響到一國的經濟運作和表現。 

（二）國家的資源稟賦因素 

國家的資源稟賦因素涵蓋一國之自然資源、人口規模、人力資本、實質資

本3、技術與基礎建設，當一國的資源稟賦不足以應付國內需求時，可進口所需

的資源、設備來彌補不足，並且以向外出口或外債支付進口的開支。如同新加坡

雖地小人稠，缺乏大部分生產所需的資源稟賦，甚至連最基本的水資源也要從馬

                                                 
3 實質資本包括住宅存量、存貨與非住宅資本存量三類，而非住宅資本存量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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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亞進口，但新加坡在政府良好的政策支持與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下，積極發展

電子、機械、金融和貿易產業，利用出口獲得的利潤補貼進口的支出。 

（三）國家的產業組織 

產業組織乃是決定國家競爭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發展型態與國家公共政

策的取向密切相關，如美國的產業組織傾向於自由競爭，少政府限制，鼓勵資源

的移動，企業可以自由地進出某一個產業；然日本政府卻希望建立協力網(keietsu)

以作為排除國外進口和投資的組織障礙，藉以提升日本國家經濟長期發展的產

業，日本企業之間也因此有極高的相互依存關係。 

（四）政府領導力 

    政府的領導力不僅來自於國家領導人對於國家未來的發展和治理是否具有

遠見，還包括了政府單位貪污腐化的程度是否嚴重，以及是否將國家的資源過度

投資在國防軍事工業，或是未適當分配資源於不同產業部門，造成部分部門生產

過剩，部分部門生產不足的資源誤置現象。除此之外，國內政局穩定度也都會影

響一國政府的領導能力。好比菲律賓本為經濟繁榮富庶的國家，但因馬可仕政權

的專制獨裁和貪污腐敗，而產生社會治安敗壞，資金流失與高失業率等嚴重問

題，使得整個國家由盛轉衰，國家發展一蹶不振。 

（五）國家社會的凝聚力 

一個國家社會的凝聚力深受該國種族、語言、宗教、財富等因素的影響，

而這些因素又會彼此交互影響；即便一國擁有單一的種族、語言和宗教，仍可能

因為該國內貧富不均、階級衝突等問題減損其國家社會的凝聚力。猶太人係經過

近兩千年的流亡，二戰後在英美的協助之下在巴勒斯坦建國「以色列」，周圍的

泛伊斯蘭主義的阿拉伯國家為爭奪巴勒斯坦土地常向以色列發動戰爭；歷史仇恨

與強敵環繞，使得以色列有著濃烈的國家社會凝聚力，不只是全國上下不分男女

均服兵役，每當戰事爆發，旅居海外的以色列僑民，甚至還會歸國協助作戰。 

可藉由 Khalil(2000: 171)對於國家競爭力的比喻來強化吾人對於國家競爭力

的理解。Khalil 以足球賽來比喻世界各國對於國家競爭力追求的過程，他認為國

家間的競爭就像一場類似足球賽的競賽，世界各國均應邀參與這場比賽，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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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都是贏得比賽、創造價值與提高生活水準。各國政府的領導人像教練一樣帶

領整個由該國國民所組成的團隊，發展人員訓練、實行合作或者派人研究其他團

隊的績效與進行經驗轉移等比賽策略；但在比賽中各團隊不可為所欲為，均須遵

守經由國際協商而來的規定。最終，各團隊將贏得屬於自己的勝利，並以不斷參

加比賽來獲得連勝的紀錄。由 Khalil 對國家競爭力的比喻中，可以整理出以下數

項國家競爭力的特點（連戰，1996；吳清基，1998；陳聰勝，2002）： 

（一）國家競爭力考量的是一國整體的競爭力 

國家競爭力源自於所有的人民對於國家發展、生活品質抱持著會不斷進步

的相同信念和態度，其為國家各個層面之國家能量的積累，是全國上下全力為擁

有美好的生活而努力的結果，當中包含了政府和人民、中央與地方、行政體系、

立法與司法、企業與勞工，和彼此之間的合作與互動之統合；國家競爭力不僅是

一國在經濟方面表現的好壞，更包涵蓋政府的公共建設、行政效率、教育計畫、

生活品質、科技技術等方面的競爭力。  

（二）國家競爭力是存於全球脈絡之中 

一國之競爭力乃是不斷自我超越與追尋的過程，不僅是要與昨日之我相

比，不斷地精益求精，更重要的是身處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不該只是一味防禦外

來競爭者的威脅，應以遵守國際公約為前提，積極地向外尋求學習仿效、合作的

機會，並將國際間對於國家競爭力的評比納入施政的參考。 

（三）國家競爭力講求的是國家永續的發展 

一國當前若有優異的國家競爭力，乃是源於過往的努力，而當下的所作所

為又會牽動未來整個國家的發展。因此，提升國家競爭力需有長期性的規劃，除

了要強化現有優勢，改善目前不足之處之外，更要有前瞻的視野，不斷地創造新

的競爭優勢，並在創造經濟成長的同時，也要追求富裕安康的美好未來生活，營

造出一個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 

貳、國家競爭力排名的意義 

如前述所言，國家競爭力乃是由各種不同內外在因素交互作用所得的結

果，故國家競爭力較為完整性的評估方法為除考慮與生產、製造有關的經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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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仍須將國家的公共建設、行政效率、金融管理、教育投資、企業家精神、

生活品質、環境保護等非經濟因素納入評比項目之中（左峻德，1997；高希均、

石滋宜，1996；吳清基，1998；蓋浙生，2002）。近年來世界各國對於國家競爭

力越來越重視，因此有不少如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經濟學人訊息中心 (Economists Intelligent Unit)，以及美國競爭力評議理事會(the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等機構開始訂定國家競爭力指標，欲藉國際排名瞭解

一國之國家競爭力之強弱，在全球競爭中的定位，並借重國家競爭力排名良好國

家的經驗，以做為國家施政、企業對外投資之參考。其中，分別又以 WEF 與 IMD

所提出的《全球競爭力報告》和《世界競爭力年報》最受到重視。 

一、WEF 和 IMD 國家競爭力排名的差異 

IMD 和 WEF 在國家競爭力的評定上的差主要異在於，WEF 則較 IMD 強調

國家長期發展的觀點，重視國家的永續發展。進一步比較 WEF 和 IMD 每年所做

的國家競爭力評比結果，可以發現同一國家在 WEF 和 IMD 的同一年度的國家競

爭力評比中可能分別會有不同的表現。芬蘭、瑞典和丹麥從 2002 年到 2007 年在

WEF 和 IMD 競爭力報告中，非但同年有不同排名，甚至競爭力排名的升降也有

所差異。由圖 2-2 和圖 2-3 可知前五年芬蘭在 WEF 所做的競爭力排名都維持在

第一、第二名，然而在 IMD 所做的排名中卻落於五名之外，並且還有逐年遞增

的趨勢。而瑞典也有相類似的情形，瑞典在 WEF 所做的排名中約略在前五名左

右，但在 IMD 所做的排名卻滑落到十名之外，排名波動趨勢不一。丹麥雖然在

IMD 中排名略低於在 WEF 所做的排名，不過在兩種國家競爭力評比的排名中，

丹麥的排名卻有漸入佳境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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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芬蘭、丹麥、瑞典三國在 WEF 出版的全球競爭報告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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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芬蘭、丹麥、瑞典三國在 IMD 出版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的表現 

二、國家競爭力排名差異的原因 

WEF 評定國家競爭力的指標有二，分別為成長競爭力指標(the Growth 

Competitiveness Index, GCI)和商業競爭力指標(the 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Index, 

BCI)。其中，成長競爭力指標係指一個國家在未來五年到八年經濟成長的潛力，

WEF 以當年度 7 到 8 月間能拿到最新的數據資料為基準，並以全球菁英為問卷

對象，詢問全球菁英對於各國未來國家競爭力的看法，引用此兩類數據與問卷等

資料，評定一國在技術、公共部門與總體經濟環境等三領域的運作情形，並依此

排名預測該國未來的成長趨勢；WEF 自 2006 年開始將成長競爭力做為評定國家

競爭力主要依據。而在商業競爭力指標的評定上，WEF 則是針對國際菁英來進

行問卷調查來判斷當前國家競爭力，藉此來彰顯國際菁英對於各國當年度競爭力

的看法(WEF, 2006)。在國家競爭力的排序上 WEF(2007)乃依據基本需求、效率

增強和創新因素進行配分評比排序。此三分析項度的分項內容在「基本需要」上，

包含體制、基礎建設、總體經濟、健康與初等教育等分項；「效率增強」共有高

等教育與訓練、市場效率、勞動市場效率、金融市場成熟度、技術準備度、市場

規模六個分項；「創新因素」則包括企業成熟度、創新等分項。 

而 IMD 則是以經濟表現、政府效率、企業效率及基礎設施四大構面進行國

家競爭力的評定分析。其中，「經濟表現」指的是對國內總體經濟的評估，包含

國內經濟、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就業率、價格等項目；「政府效率」是指政府

政策有利於競爭力的程度，評估的範圍涵蓋公共財政、財政政策、政府組織架構、

商業法規、社會組織結構；「企業效率」則是生產、勞動市場、財務、管理實務，

以及態度與價值的角度瞭解企業的經營表現；而「基礎設施」則是包含基本基礎

建設、科學基礎建設、技術基礎建設、健康與環境以及教育等項目在企業中被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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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程度(IMD, 2007)。在國家競爭力的排序上，IMD 針對每一個細項指標下各

個國家的原始評比值以標準差法來作標準化的動作。在求出每項指標的標準差值

後，IMD 再將每一國家每一細項的標準差值加權，然後按照加權後標準差值的

大小，得出各國國家競爭力的排比。 

由 WEF 和 IMD 對於「國家競爭力」的定義、衡量項目、衡量方法、配分

之權重觀之，可發現二者在多處均有差異，因而評比結果有所差異乃為正常的現

象；況且當國家競爭力的評比分數相近時，亦可能因為些微的計算差距而造成國

家競爭力排名的昇落。由於 IMD 除了在國家競爭力的項目評定與本研究較為相

似，其在資料收集、或國家競爭力的排序上也均較 WEF 客觀，故本研究在後續

討論個別國家之國家競爭力時，將主要以 IMD 的評比結果為主，WEF 的排序為

輔，以期能窺得北歐三國國家競爭力之真意。 

三、國家競爭力排名的功能 

國家競爭力的排名無法全然代表排名在前的國家的競爭力就一定較其他國

家好，僅能保守地說在國家競爭力評比排名中名次高的國家在此一評比標準中的

競爭力較名次低的國家來得高。大體上，國家競爭力的排名，有下列兩種功能： 

（一）做為政府施政的參考 

若一國某一時期的競爭力排名若在不同機構所做的國家競爭力評比中同時

持續地上升或下滑，則可以對該國政府執政有相當程度的回饋作用，點出一國當

前與未來的競爭力，作為政府施政的參考(Frenkel, Koske, & Swonke, 2003)。再

者，即使各國風俗民情與經濟發展條件不同，但對於一國政府來說，透過國家競

爭力的排名可使之挑選出值得學習仿效或需引以為戒的國家、政策。 

（二）做為經商貿易和投資的參考 

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的時代，對於企業與個人來說，經商貿易的範圍早已

超出國家的邊界，為降低在外國投資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事前對於投資地的全面

性評估是有其必要性的，而國家競爭力排名除了可以瞭解一國之國家競爭力之強

弱，在全球競爭中的定位，亦可提供一國營運發展基本概況、經貿風險等資料，

以做為企業或個人對外投資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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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家在世界群體中的競爭力、創造財富僅是一種過程，國家競爭力最

終目的是希望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讓全體人民能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在社

會公平正義和理性思考中創造具有吸引力的大環境，使得國家在國際社會上擁有

生存的尊嚴和永續發展的願景（高希均等，1996）。是以，吾人不宜對 WEF 或

IMD 等機構所做的國家競爭力排名做過度的解釋，不過這些國家競爭力的評比

結果卻可成為一國全面提升其國家競爭力參考的重點與方向。 

總結來說，國家競爭力係為一國評估其國家能量之優劣勢，配合外在環境

的機會與威脅，適切地運用每一能量所具有的廣度與強度，在全球競爭的壓迫

下，由政府帶領人民不論是在內政上或是經貿發展，一同為美好生活之願景共同

努力，在持續自我追尋和超越的過程中，使得該國整體營運表現在全球競爭市場

上具有得以致勝的能力，獲取資源以及永續發展的利基。 

第二節  國家競爭力與產業發展 

影響國家競爭力的因素甚多，其中又以產業發展與國家競爭力有著密不可

分。近年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和科技的精進，產業發展形態的轉型蛻變，產業發展

也因此牽動著國家競爭力的存續；全球競爭形態的轉變，日漸彰顯產業創新的重

要性。產業創新不僅只是在技術上的創新，更包含為贏得全球市場的競爭優勢，

在產品行銷、服務等方面的創新。而國家創新系統則可透過國家、產業和企業創

新能力的整合，引領國家朝卓越的競爭優勢邁進。 

壹、產業發展與國家競爭力的關係 

產業係由許多企業所組成，因而企業之競爭力會影響所屬產業之競爭力，

產業的競爭力又會連帶影響國家整體的競爭力（陳松柏、謝龍發，2001）。Frenkel

等(2003)從 WEF 所發表的《2002-2003 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發現一國之國家競爭

力高低和國民生活水準之升落與其是否提供一個支持商業發展的環境有著密切

相關。故若欲提升國家競爭力，須先從企業及產業的競爭力做起，並將國家與企

業實力結合，並具此共同創造優勢發展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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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的定義與發展 

產業乃是由一定的工作人員、生產方法、材料、設備以及產品所組成，產業

內經營的個體（包含個人與公司）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具有可以滿足相同的基本

顧客需求的特性。市場對顧客基本需求的滿足與否決定產業的範圍，大多數的產

業均包含原料、加工、運輸和行銷等活動，擁有相關的產業群聚、上中下游產業，

並隨著時間和市場需求歷經不同競爭強度萌芽、成長、成熟與衰退的產業生命週

期(industrial life cycle) （如圖 2-4 所示）；產業內的競爭強度不僅會隨著生命週

期產生變化，公司間的相似與分化之處也會隨著產業的成熟與衰退日漸明顯（徐

作聖、邱奕嘉、許友耕，2003；徐作聖、陳仁帥，2003；Hill& Jones, 2007）。 

時間

萌芽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需
求 

 

 

 

 
 

圖 2-4  產業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徐作聖、陳仁帥（2003：31）。 

產業的更迭依循著人類文明發展。綜觀人類歷史，從最原始必須依據季節變

化而遷移的狩獵與採集業，到人們開始定居後所從事的農耕、畜牧業，都受到天

然環境和人力多寡的影響，無法進行大規模的生產，故在工業革命之前，人們多

是以務農或畜牧牲畜為生，或是在家庭中有小規模的手工生產，進行小型的社會

分工，直到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產業的組成型態才有了變化。工業革命帶來

生產工具的進步，人們開始可以用較少的人力從事農業生產，農業生產量也因此

大幅度地增加，從農業釋出的勞動力漸漸由農村移往都市，林立的工廠促進資本

的累積，產業的形態也由農業轉型到工商業，產業的類別也越來越多。由於工業

化時代講求的是專業分工，故工人不像過去以手工技術和手邊工具製作如鞋子、

衣服等產品，可以完全控制生產過程，反是僅負責成品中的一小部分，只需少許

的技術和訓練，便可勝任重複性高的簡單工作。 

隨著科技進步和創新與發明的增生，為求生產的效率和效能，各產業逐漸邁

入機械化、自動化的生產形態，以技術和服務為主的產業也開始出現。這不但改

變人們生活的模式，更影響到社會與產業的結構；雖然新興的產業提供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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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但卻伴隨著失業的負面效應，非技術與半技術的產業開始面臨被市場淘汰

或轉型的危機。面臨科技快速的變遷，新技術不斷地取代舊技術，故工人的素質

和再訓練變得相當重要，各國逐漸發覺教育的重要性，促成公眾教育系統的興

起。此外，交通工具的改良，使得商人、傳教士、觀光客、藝術家、學者和學生

可以輕易地在國際間遊走，而資訊科技和大眾媒體的發達，則是幫助新觀念、新

知識得以快速傳播到各地，跨國貿易漸漸成為產業發展的常態。近幾年則因為能

源危機和生態保育問題，使得人們開始思索調整和改變原有的生產方式，於是講

求永續生存的綠色產業也日漸興起(Light & Keller, 1985; Bradley, 1992; Whitty, 

1992; Giddens, 1993; Calhoun, Light, & Keller, 1994)。  

二、全球競爭對國家及產業的衝擊 

在日漸激烈全球競爭的環境脈絡之下，國際貿易和海外投資可以提供一國

國內缺乏的生產原物料、機器設備，讓企業有機會向外學習新的技術、新的生產

方法、新觀念，擴展海外市場，促進國際資金流動，帶動國內的就業與投資等優

點，並因此進而提升企業、國家生產力。再加上資訊科技技術的進步和網際網路

具有彈性化、虛擬化、透明化和全球連結性的特性，大幅降低資訊溝通、傳遞與

交易的成本，許多公司甚至因此將如客服專線等公司日常運作提供後勤服務的部

門委外到工資較低廉的開發中國家去。資訊科技興革影響所及不單只是企業而

已，其所產生的影響正逐步擴展至國家的財政、金融以及基礎建設，越來越多國

家開始將政府的行政業務電腦化、政府施政資訊公開透明化，藉以降低龐大的人

事成本支出和提高行政績效。甚者，跨國企業的研發活動也日漸全球化，跨國企

業常為了接觸開發中國家的市場、原料、設備等，或利用當地低成本的研發人才

和資源、蛙跳現象(leapfrogging)4的生產製造優勢及當地政府的獎勵政策等因素

前往開發中國家進行研發佈局（張元杰、史欽泰、沈宗毅，2006）。 

以往面對全球競爭的衝擊，各國常以關稅(tariffs)、配額(quotas)等方式來保

護國內的產業，然全球化的浪潮卻讓企業營運脫離以母國為主的觀點，國際貿易

改變了國家資產僅存於國內的絕對觀念，企業的向外擴張性及全球性則是使企業

與全球化更加緊密結合結合；不論是跨國的大公司或是中小企業為達到最佳的營

                                                 
4 蛙跳效應係指技術落後國（廠商）躍升為技術領先國（產商）的轉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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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狀態，漸以全球運籌的觀點來佈局，國家的保護政策卻使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

跨國以委託代工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簡稱 OEM)、設計加工

ODM(Own Designing & Manufacturing, 簡稱 ODM)的方式，將生產線外移到成本

較低的開發中國家，以降低成本、分散企業營運風險或取得在某些市場的佔有率。 

但國際貿易宛如是一把雙面刃，在它帶來好處的同時卻也正威脅本國的生

產力，造成部分產業衰退與勞工失業等問題。全球化固然帶給開發中國家人民工

作機會，讓他們可以脫離骯髒、貧窮的生活，可是卻讓富裕國家中的藍領階級與

中產階級面臨可能失業的窘境，而科技進步、自動化的廣泛運用更是加重薪資不

均及中產階級工資成長停滯等問題，這些問題亦正耗損著富裕國家的社會凝聚

力、政府領導能力等國家能量。但國家倘若因此採用大規模的保護政策來保障國

內勞工的工作權，又將使本國企業失去競爭力，被如中國和印度等迅速崛起之新

興國家得以取而代之(James, 2007)。是以，各國的主政者需意識到低價競爭的時

代已經過去，已無法再以政策、法規保護國內的產業、勞工的權益，然在全球競

爭脈絡下究竟政府要站在怎樣的立場，扮演何種角色來蓄積國家能量，營造出能

提升和創造符合時代需求的生產力的環境，並且將國家的資源、人力專攻在最具

生產力的產業，則需將此一議題放入國家本身經濟發展的脈絡中。 

貳、產業競爭與創新 

自十八世紀瓦特發明蒸氣機至今，工業革命已歷經蒸汽、電力和資訊科技

三大階段，各國產業的形態、競爭模式均不斷改變，再加上在全球化的框架下，

時間與空間不斷地壓縮，國界日益模糊，企業與消費者開始跨界活動，市場對於

產業的影響力日漸擴大，全球競爭環境的改變，使得高科技製造業的產業競爭形

態轉變為競爭者眾多且供過於求的情狀發展，供應商已不再握有市場競爭掌控

權，產業的驅動力會從供給面轉向需求面，企業的競爭力來自於其是否能生產滿

足或創造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這意味著在全球競爭、科技快速擴散及全球生產

過剩之下，企業的經營將由傳統以生產要素的競爭優勢轉變為以知識為主的競爭

優勢；此外，跨國企業普遍採用全球採購(global outsourcing)的策略，用發展高

品質、低成本的專業技術來確保企業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因此以研發創業

來發展專業技術也成為投資研發的重要誘因（徐作聖等，200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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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上，產品附加價值及競爭優勢的提升來自於企業對全球產業脈動及競

爭情勢的掌握、企業內部的經營與管理及環境面資源的配合等；而產業競爭力則

通常來自於產品的規模經濟、技術的領先和獨特性，然這些特性只是競爭力的結

果而非原因。深入分析產業領先與產業競爭優勢，可發現在不同競爭情勢下，產

業與企業須經營不同的競爭條件：在產業發展初期，市場競爭優勢主要來自技術

創新、企業對新產品開發的投資及對市場的掌握。在成長期階段，市場競爭優勢

則源自企業的行銷、量產、財務以及國家系統對產業技術擴散與知識交流之需求

的支持；其次，市場大小和發展潛力更成為企業是否投入的最大誘因（徐作聖等，

2003）。此外，生產技術、行銷、人才、研發、財務等因素會影響一國產業國際

競爭力高低，其中又以「生產技術」最為重要，唯有良好的生產技術方能提升生

產力，並快速到入新產品中，提昇產品的品質，故產業的技術的優劣常是影響其

在國際競爭市場上表現的最主要因素（吳榮義、林秀英，2003；許瓊文等，2005）。 

各國產業競爭的關鍵成功因素在於各國是否能善用其所具備之比較競爭優

勢，各企業需在衡量其比較優勢下，以專業化策略作為獲取最低機會成本與極具

發展利基的產業，產業專業化並據此因應而生(楊佳翰、徐作聖，2007)。當知識

經濟時代的來臨，產業競爭的基礎轉變為知識的創造、累積、傳播與擴散，國家

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國家須積極地協助企業在快速變遷的世界中取得競爭

優勢，因此創新和競爭優勢的維持也成為一種本土化的過程。由於產業競爭力之

提升與國家整體環境以及國家如何刺激產業改善和創新息息相關，其中又以創新

為最重要的因素，產業仍否持續不斷創新，有所開發和突破決定其競爭力的存

續；以下將就創新和產業競爭力的關係進行探討（賴士葆、謝龍發、陳松柏，2005；

許瓊文、劉尚志、蔡千姿、龍仕璋，2005； Khalil, 2000; Hill& Jones, 2007）：  

一、創新的定義與種類 

創新(innovation)係指一種構想與將構想開發或商業化之間的重要連結。其

包括產品、服務或是製程的革新創造，並將這些新的產品、服務和製程導入市場

使用或商業化，為顧客創造新的價值、新的需求。創新不一定要是嶄新或初創的，

只要是組織第一次採用這個構想，就是創新。創新不僅可降低成本、創造價值，

使顧客、投資者、專業人才對企業有更多的選擇與議價空間，為組織帶來商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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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及強化組織績效，成功的創新甚至還可以改變產業的競爭型態。即便創新有許

多優點，但對於企業來說，為了能在競爭的產業中存活，其最為重視的是投資是

否能產生商業利潤，故企業將人力、財力、資源集中在較符合投資報酬的應用型

研究、技術，企業的實驗室研究的方向也必須要配合公司產品的發展，以全力發

展出具有高市場區隔、高門檻的產品。 

二、單一產業的創新策略 

產業競爭力係來自於一國的產業技術競爭力，利用創新產品技術或新製程

技術，以提昇產品的功能、品質、價格競爭力，而產業技術競爭力除了可厚植企

業與產業整體競爭優勢外，更可增進人民的實質所得，所以對國家和企業而言，

強化產業技術的競爭優勢是首要的策略規劃，其中又以技術創新(technology 

innovation)屬實現策略最好的方法（吳榮義等，2003；許瓊文等，2005）。 

技術的出現和發展類似於生物生命週期(life cycle)，此一現象稱之為「技術

生命週期」(technology life cycle)。技術生命週期有萌芽期、成長期、成熟期與衰

退期四個階段，並在最後達到自然極限；若以技術績效當作 y 軸，時間當作 x

軸，此四個階段的發展將呈現出一個如同 S 的形狀（如圖 2-5 所示）。不同的技

術會有不同波度的生產曲線。萌芽期的技術處於探索、草創階段，此技術可運用

的範圍雖已大致確定，但卻需等到邁入成長期該技術方知如何實際運用於產業中

的各面向，成長期投入技術研發的機構和人員也較前一時期增加許多，技術成長

的速度明顯加快。到了成熟期因為相關的概念以為眾人熟所熟知和掌握，成長速

度趨緩，科技發展也達到了極限，逐漸邁入技術的衰退期(Roussel, 1991)。 

 
圖 2-5  技術的生命週期 

技
術
指
標 

時間 

萌芽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技術的自然極限 

資料來源：Roussel, P.A. (19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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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技術具有良好的市場效應時，將會引起其他競爭者對於相關技術的興

趣，投入技術研發與之競爭；此外，原有技術的得利者為維持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避免當技術進入成熟期之後就失去優勢，也會在發展原有技術的同時，開發新的

技術。新舊技術間消長的關係係為當舊技術發展到成熟期時，會出現新技術 X，

一開始的時候新技術 X 的效能（B 點）遠低於舊技術的效能（A 點），但隨著時

間的流逝，新技術 X 技術的進步與成長，舊技術終將被新技術 X 所取代，不久

新技術 X 又會被另一個新技術 Y 取代（如圖 2-6 所示），故技術將在不斷創新和

改良中，蛻變進步（賴士葆、謝龍發、陳松柏，2005）。若欲由技術取得競爭優

勢，不只是要擁有世界上最佳的技術，更需要不斷地在該技術上精益求精，亦即

不管技術是在企業間或國家間進行移轉，均不足以因此產生全球性的競爭力，要

有全球性的競爭力就必須得不斷地在技術上創新，研發新的技術(Betz, 2003)。 

 

技
術
指
標 

t 時間 

舊技術 

新技術 X 

新技術 Y 

A 

B 

圖 2-6  新舊技術關係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賴士葆、謝龍發、陳松柏（2005：32）。 

事實上，技術創新不僅要致力於技術本身的精進，仍需結合市場對於技術

的需求：芬蘭知名手機大廠 Nokia 本擁有約 35%的市場佔有率，但卻在 2004 年

初大幅下滑到 29%，主要是因為過於專注手機功能技術的提升，忽略市場需求，

未能及時推出照相式與折疊式手機，在產品和服務無法獲得市場的青睞下，逐漸

被其他如 SONY、Samsung 等廠牌所取代（高子羽，2004）。由此可知，市場需

求的牽引將促使技術的創新，技術創新透過商業化的過程，則將進一步創造實質

的經濟利益，即若技術創新無法創造任何的經濟價值，則該項創新僅能算是學術

上的成就，對於整體社會與經濟發展並無太大的實質貢獻（許瓊文等，20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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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佳翰和徐作聖（2007）進一步主張產業的創新發展策略應涵蓋產品研發

設計、產品驗證測試、市場及銷售、物流及運輸、銷後服務、其他支援活動等六

大領域，進而將之用於企業的運作和經營。綜合以上所言，產業的創新策略不應

只專注於技術創新，而是需擴展到各個層面。 

三、產業集群的創新 

產業的創新尚包含產業集群間的創新，當一產業可依投入和產出的部分及

上、下游產業連結的關係劃分為多個領域時，其發展形態屬於「垂直」導向，如

鋼鐵業與礦業、交通運輸、營建業所產生的垂直連結。反之，如該產業無法以投

入—產出的關係劃分，則該產業的發展形態即屬於「水平」導向。產業集群

(industrial clusters)係指一群擁有正向水平與垂直連結的產業，產業集群的創新成

功仰賴於使用者與生產者密集且持續的接觸，結合生產者的「做中學」

(learning-by-doing)與使用者的「用中學」(learning-by-using)，二者在知識、技術

和服務流動的「互動中學」(learning-by-interacting)中相互得利。一國之產業是否

存有相關產業(related industry)與支持產業(supporting industry)則將決定其國家競

爭力的強弱 (Kotler et al, 1997: 201,203)。產業集群的內部互動效應可分為產業集

群內的互動效應與相關產業在產業群中的互動效應(Kotler et al., 1997: 204-208)： 

（一）產業集群內的互動效應 

產業群內之創新效應可分為創新效應停留在原處不動的群聚效應(clustering 

effect)，以及創新效應會散佈到其他產業的群逆效應(converse effect)。前者係指

如汽車、與石化等封閉型產業因其創新所需的固定資本與設備費用高昂，不易遷

移到他處執行，使得此產業群中的創新與知識外溢到其他產業群聚的機會很低。

相對的，如 ICT 產業的創新可透過資訊科技與人員流動，在不同國家、產業創

新系統中流動，與其他產業關聯效果較高，其所產生創新的效應即為群逆效應。 

（二）相關產業在產業群的互動效應 

1.雪球效應(snowball effect)乃是結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相關產品的技術時，在所

結合的產品技術的功能未改變的情況下，可能會如同滾雪球般地產生新的合

成技術，如 3G 手機乃是由電話、相機、錄影機和電腦等技術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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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替代效應(substitution effect)是指創新技術源於相關產業在焦點產業與支持

產業與所產生的綜效5或對立效果6，如MSN與Skype等新興網路通訊技術，

取代原本email等溝通方式，創造出新的市場需求。 

3.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包含技術跨越(crossover technology)和融合技術

(fusion technology)兩個部分。技術跨越是某一產業的技術創新可以應用或溢

出到其他產業，如 LCD 的製造技術尚可應用到汽車導航器、攝錄影機、液

晶投影機等產品中。其次，融合技術則是指在不改變技術的基本特質下，結

合兩種不同構想，使得技術產生關鍵性的轉變，如巴西結合農業、機械、化

學等領域的技術研發出發展酒精汽車所需的技術。 

參、產業競爭與國家創新系統 

在知識經濟時代，產業競爭的焦點需投注在知識經濟最重視的「創新」之

上；創新的核心在於創意，創意可吸引許多有價值的人力與非人力的資本投入其

中，從而衍生出無窮的新產品、新市場、新機會，進而創造更多的財富，並促使

人類文明不斷地向前發展。自此而言，創意是推動一國經濟成長和文明進步最重

要的引擎，政府必須針對知識社會的特性，塑造產業創新所需要的環境（袁建中、

張建清、邱泰平，2004）。 

因企業位居全球競爭市場最前線，其創新能力代表國家科技發展的原動

力。然研發創新的風險極高，且投資研發創新在全球激烈競爭下，其成效又充滿

高度不確定，其中又以大型整合系統或高科技產品為最。故政府應適時的介入其

中，藉由國家創新系統孕育良好的創新支持環境與政策，推動產業技術不斷精

進，使國民的實質收入得以不斷增加，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然值得注意的是，

創新不該是為了獲得國家競爭力而創新，反是因為創新而具有國家競爭力。 

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NIS)係為在以國家為單位的創

新系統中，雖有不同的組織或制度，但結合政府、產業、企業、大學等機構創新

                                                 
5 綜效(Synergy)係指一加一會產生大於二的效果，即當兩個營運的個體合併加總在一起的整體價

值會大於個體價值總和。 
6 對立效果係指新且好的替代產品及制程對現有產業的廠商所產生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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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不同形式來促進知識的創造、儲存、應用與移轉，提供政府一個有利於

政策形成和執行的基本架構，進而增強創新績效和產業競爭力（國科會科學技術

資料中心，1998；徐作聖，1999b；孫智麗，2000）。完善的國家創新統可使企業

結合本身實力與國家整體資源，加速其生產技術的精進，從而帶動經濟成長，達

到提升國家競爭優勢的目標（蘇耿賢，2001）。國家創新系統係由政府產業創新

政策、國家整體科技系統和環境構面所組成（如圖 2-7 所示）。其中國家整體科

技系統和環境構面乃是構成產業創新系統的要素，前者係指如企業組織研發能

力、國家教育與訓練系統等國家創新能力及研發基礎結構的完整性；後者則是涵

蓋 Porter 所提出國家競爭優勢的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的競

爭力、企業策略和產業競爭等。故政府需塑造一個良好的創新與市場環境，讓企

業能在此一環境中與全球科技系統產生良好互動，並運用國家的比較優勢來發展

其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徐作聖，1999a）。 

 

國家創新政策 

科技系統 

國家環境構面 

全球科技系統 全球科技系統 

圖 2-7  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基本架構圖 

資料來源：徐作聖（1999a）。 

再者，Lundvall 認為生產者與使用者的互動不僅是技術創新的激勵因子，

也是國家創新系統的基礎行為，其中二者的互動行性包含知識與資訊的交流與技

術合作，亦即「學習」和創新是國家創新系統中的核心活動（黃文谷、張文龍，

2004：4）。另一方面，國家創新系統認為在全球創新脈絡之中，人和機構所產生

的知識與技術流動為創新的主要關鍵，廠商的創新能力不僅是來自於與國內大

學、研究機構、廠商、客戶等單位之間在人力資源和知識流通上頻繁互動的結果，

甚至還會與他國的創新系統產生互動（如圖 2-8 所示）。在此一體系下，這些研

發主體本身和群體之間均致力於新技術、新生產方法的發展和擴散，政府則應提

供一個鼓勵不斷創新的政策架構或是運用國家政策來推動產業的創新，以進一步

獲得在全球競爭中的優勢（孫智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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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創新系統 

國外創新系統 

廠商創
新能力 

供應商

異業
廠商

同業
廠商

國內創新系統 

研究 
機構 大學 

其他支
援創新
機構 

客戶

人力資源、知識流通 

圖 2-8  國家創新系統關係圖 
資料來源：孫智麗（2000：4）。 

總結來說，在面對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衝擊與挑戰，「創新」乃是從企業、

產業到國家均需好好掌握與發揮的重要項目。國家創新系統結合政府、產業與企

業的創新能力，完善的國家創新系統則在發展國家競爭優勢上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良好的創新及市場環境，可使企業與產業能整合既有之知識、技術和國內外

的資源，運用國家的比較優勢來加速其科技能力的精進，創造出新市場所需之應

用與技術創新，產生技術集成、應用與創新的功效，進一步提升企業、產業和國

家之競爭優勢。 

第三節  國家競爭力與大學之關係 

在強調知識與資訊分配、生產和利用的知識經濟時代以及全球化的推動之

下，國家不僅是在產品與服務上競爭，同時也是在教育和價值觀上競爭，故國家

需適時地調整其教育政策與提升教育品質，以避免被後來居上的國家取代。近年

來，世界各地的大學不論是在質或是量的發展上都大有進步，而大學不僅要扮演

傳統傳承知識、創造知識和人才培育的角色，也要能利用其在知識、技術的創新、

發明上帶動國家競爭力的提升。事實上，即便投資大量的經費在大學之上，大學

有優異的研發表現並不能完全地提升國家競爭力。 



壹、大學的理念 

Barnett (1990)指出大學的價值包含追求客觀真理、研究、博雅教育、學術自

主與自由、為質疑提供中立且客觀的討論空間、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力與自主性

及涵養學生的人格和保存社會的智識文化等。而若以大學的價值為基礎，大體上

大學的辦學理念主要有三，一是傳承知識、創造知識，其次是為社會培養適用的

人力資本、社會公民，最後是服務社會： 

一、傳承知識、創造知識 

大學自中世紀初創以來，其最主要的任務並非以增加物質的財富為目的，

而是致力於知識的創造與傳承人類文明，為擁有更美好、更方便的生活而努力。

係因大學以追求真理為目標，故大學需在超然獨立的學術自由之下，不盲從附和

地從事真理的探究，大學對知識的傳承與創新不重視經濟利益的獲得（楊國賜，

2006a），因而大學除了發展具有經濟價值的實用學科以外，其亦設立如考古、人

類學等並不一定有很高的市場價值，但卻在探索和保存人類文明上極具貢獻之人

文學科。在技術創新上，大學主要專精於學科領域的基礎研究，著重在現有技術

的改善或新技術的創造，不考慮所開發出來的技術是否具有商業化的價值，僅希

冀能藉此對人類的知識和文明有所助益及貢獻（許瓊文等，2005）。 

二、培養為社會所用的人力 

大學的功能涵蓋知識發展與人才培育等層面。傳統古大學希冀藉由博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使學生兼通人類文明精粹的知識，擁有良好品行、犧牲奉獻的

人格，成為兼具不偏於專門技術的通才，與具備社會意識的社會公民。隨著時代

的變遷與經濟發展的需求，也為避免產生學生學非所用或大材小用的現象，大學

不再著重博雅教育般的通才教育，轉向以特殊、專門的專才教育培養學生在畢業

前即具備實作能力，能將在大學所學到的知識技能運用於工作之中。其次，相較

於大學非高等教育的研發機構，鮮少培育人才，多聘用自大學畢業的人才，因此

大學比這些研發機構深具優勢的是大學在人力培育上的貢獻，大學教育不僅涵養

學生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更陶冶學生品格，養成具獨立思考判斷的世界公民，故

在全球化、知識經濟的浪潮下，大學必須體認到在強調知識、技術研發之餘，更

為重要的是為國家社會培育出優秀的人才（姜麗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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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社會 

大學第三種辦學理念、任務即為服務社會。大學的資源與經費多來自社會

大眾繳給政府的稅收，故大學應具備「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胸懷，肩負

起傳承、創造知識和培育人才的責任，並與社會緊密結合，將最新的知識、技術

移轉給產業界，為產業界帶來更多的商業利益與競爭優勢。此外，大學尚為引領

社會進步、變遷的舵手，需秉持超然中立的態度，對社會議題持有公允的見解、

關懷弱勢，針砭時政，對執政當局提出適切的建言，促進國家社會的改革與進步，

以及社會公平正義的落實。 

貳、大學對經濟型態轉變的因應之道 

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改變了全球競爭的型態，促發高度競爭的市場，許多國

家的產業結構紛紛從勞力密集型產業轉型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知識密集型產

業，在此一轉型的過程中，各國需針對經濟型態的轉變在教育與職業訓練等制度

進行適度的調適，以降低國內勞動人口因產業轉型而產生技能不足或失業的情形

發生。Daun(2002)指出歐洲在 197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中期失去世界市場的佔

有率、失業率上升及 GNP 指數下跌、成長趨緩時，大部分的歐陸國家與英美兩

國便著手進行教育的重建，藉以振興經濟的發展。 

1980 年代以降，各國為厚植研發能力與強化國家競爭力，紛紛由高等教育

均等之思維，朝向對卓越和品質的追求。然並非所有大學均以追求學術卓越為目

標，因相較於一般大學，短期大學與技術學院等則是技術訓練與協助學生做職業

準備為辦學目標（戴曉霞，2005）。近年如卡內基基金會等機構依大學性質進行

分類評鑑，讓大學除了重視辦學卓越與品質的追求外，也開始認真地思考自身的

定位，依其特色和條件分別朝向研究、教學等不同類型發展。而歐盟國家對於大

學的研究計畫與績效評估準則亦不再以學術卓越為惟一的標準，反加重了產業關

連性等之考量（中華經濟研究院，2001），大學的功能也因此不斷地轉化與調整。 

是以，知識經濟體系造成大學所提供的專業勞動市場產生擴張與急速的變

化，國家在期許大學能為社會解決更多經濟、社會問題。大學在面對政府財政緊

縮，補助日益減少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需積極回應產業經濟發展的需求，向可

立即商品化的應用型研究靠攏，擔負起提升國家競爭力之責。種種因素的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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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凸顯大學在傳承知識、創造知識以及培育人才上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並促

使大學朝向多元化的發展，持續調整其自身的功能，回應新世代的變遷與需求。

以下分就四方面論述大學面對經濟型態轉變的因應之道： 

一、課程與教學的調整 

存於大學之中的每一個知識領域都需適度在知識的傳承和創新上回應產業

與國家的需求，藉由課程設計幫助學生在彈性、挑戰及鼓勵創新的學習環境中不

斷自我突破，進而建構出增進國家競爭力的價值觀與態度。是故，在此需求互動

的推拉之間，大學被迫不斷地調整科系結構、課程、教法和更新現代化的設備來

因應時代的變遷與社會和產業界的需求(Clark, 1998; Gillespie et al., 2007)。 

（一）全球性溝通能力與視野的培養 

一般認為大學是靜止不動的學術象牙塔，但事實上大學會隨著時代、社會

環境變動而進行調整，如隨著民族主義和宗教改革的興起，大學原本共通使用的

拉丁文逐漸被各國語言取代，而當全球化的浪潮波及高等教育，學生在國際間流

動頻繁，如商管碩士等國際學位的普遍化，各大學又開始尋求以國際共通語言來

授課，其中以英語授課最為普遍。除此之外，各大學也開始在課程中添加全球性

的議題，涵養學生的全球溝通的能力和視野，讓學生在大學階段就便具有全球化

的思維，並期許學生進入職場之後，雖有全球宏觀的思考格局，但面對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的人時卻可以有在地化的作為，因地制宜(Altbach & Forest, 2006)。 

（二）創新精神的強調 

誠如前述所言，知識經濟最為重視的是創新，而創新的動力又來自於創造

力，當知識經濟觀念運用於教育時，即為創新精神的強調（高一菁，2001）。甚

者，受過創業教育之學生較沒有接受過創業教育的學生容易創業成功與具備創業

的意圖(Kolvereid & Moen, 1997; Rasmussen & Sørheim, 2006)。因而近來越來越多

的大學開始將創業相關的知能融入課程與教學的設計中，以活動為導向的創業教

育教導學生創業成功實例，提供管理、行銷與財務等商業運作相關的專業教育與

訓練，希冀學生可以在各方面都能產生有別於過去的構想和作法，進而成為符合

當代產業與科技發展所需之「適用」人才，為社會、產業養成能促進社會和經濟

發展的有效勞動力。目前歐盟整體高等教育的趨勢即為在正規教育與技職訓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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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提供學生創業精神與創新企業相關課程，讓學生有將創新概念實際演練的機

會，以期藉此孕育歐洲社會的創新文化（中華經濟研究院，2001；Rasmussen & 

Sørheim, 2006）。 

（三）對跨領域課程的重視 

現實生活的交相複雜性與經濟、科技的快速變遷，使得人們所面臨的問題不

像以往僅是單純的線性關係或單一獨立事件，反是問題之間存有複雜、相互依存

之關係。故現今具有競爭力的人才不再是擁有某一專長的專才，而是能結合不同

領域知識、瞭解人性的跨領域通才。於是，涵蓋問題解決、科技與人文的對話之

跨領域課程(Interdisciplinarity)日漸受到各國各層級教育的重視，教師開始以跨領

域的課程協助學生進行知識、學習經驗的統整。大學不單只是從文學研究、物理

學、生物學到教育、公共政策與環境研究等學科均開始進行跨領域之互動與磋

商，更有許多如電機與生物領域合作的生物 IC 之跨領域合作計畫也因應而生，

日益增加(Klein, 2004)。 

二、終身學習的場域 

由於知識的半衰期越來越短，若欲不被市場淘汰，人人都必須是終身學習

者，不斷地充實自我，學習新知，故終身學習成為不可避免的常態。再加上當一

國產業逐漸走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對於人力需求改變時，勢必要加強該國勞動人

口的在職進修與教育訓練，將員工的技能維持在最新狀態。近年來大學所招收的

學生也不再只是青年學子，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就業數年後再度回到大學繼續學

習、攻取學位，大學也為此增設許多在職專班以及開設職業訓練課程和講座，於

是大學亦擔負起回流教育的責任，並成為人們終身學習重要的場域之一（楊國

賜，2006b；Sporn, 1999; Duderstadt, 2005）。 

三、跨國的人員流動 

全球化促使企業採取用人唯才的人才雇用策略，企業用人不限於國籍，不

再忠於母國的人才。相對地，優秀人才也不再以本國企業為就業的第一考量，不

限國家，以進入經營良好的企業為首要目標。故當高水準的人才與優越的企業經

營績效相互為用，彼此產生良性循環。此對於學生，乃至學者所造成的影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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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選擇上他們未必會選擇本國的大學，反欲從全球的大學中尋求最佳的自我

成長和就業管道，使自己在未來世界的人力市場競爭中，能獲得更多的機會。在

此之下所蘊含的意義是，倘若本國的教育無法為學生或學者提供其未來的經濟價

值，則將促使學生及學者向他國移動（司徒達賢，2004）。 

另一方面，拜資訊科技發達所賜，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如麻省理工學院或鳳

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等，開始把教材、課堂的錄影放在網路的學習平

台上，人們可以輕鬆地跨越國界學習來自他國大學的知識，不過數位學習卻無法

完全取代到他國交流的學習，尤其是部分如醫學等實際動手做的學科與技術，更

是無法用資訊科技來取代實體的學習，是故派遣人員到他國學習或吸引他國人員

到本國學習仍有其必要性。是以，國家競爭力的提升與維持所需的知識流動無法

單靠本國的大學在知識上創新和多元化發展來強化一國之國家競爭力，仍需不時

派遣人員到他國學習、訪問或吸引他國人員到本國進行知識的交流。 

大學人員在國際流動來學習知識主要是以學生和學者的國際流動為主，其

中又以學生的跨國流動佔大學人員的大宗。在冷戰時代留學生所扮演的角色不僅

是知識流通的媒介、傳播體，也是美蘇兩大集團為鞏固勢力、拓展政經關係和促

進經濟發展的工具。近年歐盟透過伊拉斯謨斯計畫(Erasmus)、伊拉斯謨斯世界

計畫(Erasmus Mundus)、學者訪問計畫(Arion Study Visit)和學分轉換制度等，增

進歐盟會員國和非會員國的學生、學者間的交流，以及強化歐盟內部的整合(EU, 

2007)。因外國學生非但可以學雜費可貼補大學日漸短缺的經費來源，其異於本

國的語言和文化也有助於本國學生「全球性能力」的培養（戴曉霞、潘秀櫻，2006；

Taylor, Rizvil, Lingard, & Henry, 1997）。致使外國學生佔整體高等教育學生的比

例常被視為一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程度，圖 2-9 和圖 2-10 顯示出外國學生佔整

體高等教育學生的比例在 5%以上和外國學生目標國的都是國家競爭力排名在前

的歐美世界先進國家，這不僅表示這些國家有其學術上、國力上或語言上的優

勢，也透露出各國利用獎學金和各種創新手法吸引外國學生的成效。再者，藉由

國際研討會的召開，亦可增加不同國家學者、學生的溝通與交流，擴展彼此的視

野，激發知識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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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1998 年和 2003 年外國學生在高等教育所佔之比例 
資料來源：OECD(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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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2006).  

但是值得深省的是在先進國家（尤其是以英美為首的國家）主導的學術研

究之下，其他國家則可能因此被迫接受先進國家的準則、價值觀、語言、知識派

典，受其宰制與規範（沈宗瑞，2004）。換言之，大學人員的全球性流動不僅可

學習他國的長處，促進知識流通，亦可透過外國學生來本國學習的機會，取得學

術霸權的地位，以及傳遞本國的價值觀、意識型態。 

是以，學生的國際流動除了有助於知識的流通與創新，進而提升或維續國

家的競爭力，也蘊含著一旦本國的大學不能培養高水準的人才，回應國際企業的

需求，則將會使得本國大學的畢業生在全球人力資源市場失去競爭力；且當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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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優秀的人才選擇進入外國的企業，則將造成本國的企業更快走向衰微，連帶

減緩國家社會的進步，削弱國家的競爭力（司徒達賢，2004）。 

四、加強與產業界的互動 

在知識經濟時代中，科技的日新月異與產業環境的劇烈變化，迫使企業需

具備技術創新的能力，以加快發展新技術和商業化的速度，縮短生產週期。而國

家科學研究主要來自於大學，使得大學與產業的合作關係愈顯重要。大學除了需

擔負起傳統的知識創造和人才培育的責任，更被期待能運用自身的研發能量來協

助產業進行研發，使取得相關的技術其在科技研發與創新上的貢獻越來越被凸

顯。其次，自 1970 年代開始，各國政府因財政短缺，而大幅刪減大學經費，大

學與產業進行合作則可以由產業界獲得適度的經費、設備與人員資助，擴增大學

的經費來源。因此，大學在保持其基本基礎研究的水準之下，亦需要配合國家與

產業界發展，進行實用領域的研究，積極思考如何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新技術，使

大學的研究成果能協助企業發展可立即商品化之實用性的產品與技術。 

事實上，大學教師卻普遍缺乏產業界的實務經驗，缺乏產業人才需求的資

訊與溝通管道，再加上大學體制龐大，對於外在產業需求、經濟變動的反應不僅

很慢，甚至還缺乏彈性（林炳中等，2003），故造成大學畢業生有學非所用和大

材小用的現象。是以，大學和企業之間的知識交流不應只是單向地一味將知識由

大學流向業界，而是需要大學與產業不斷地進行雙向交流。於是，越來越多的大

學開始邀請產業界人士到大學演講，分享實務經驗，以及提供學習企業實習的機

會，讓學生在畢業進入職場企業前，能對產業生態與工作性質有進一步的瞭解。 

故大學加強與產業的互動，可強化大學自身的研發效率，彌補政府研發經

費縮減所產生的缺口，強化大學教育、研究與實務的關連性；而企業界則利用大

學的研發資源(包括研究人力和設施)從事新興技術的研發工作。故對於國家整體

來說，大學與產業的密切互動可增強國家整體的創新研發能力，進而健全國家創

新系統的發展，提升國家的國家競爭優勢。為促進國家、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有

越來越多的國家以鼓勵、提供資源或經費的方式，促進大學和產業的互動，加強

大學教育、研究與產業實務的連結，希望透過產業大學三方面的互動，擴大大學

對於社會發展的貢獻，驅動國家競爭力的成長（郭為藩，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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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學與國家競爭力之提升 

WEF 在 2006 年的全球競爭力指標(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指出一

國在高等教育和訓練方面的表現與其全國競爭力評比的總分成正相關（如圖 2-11

所示），亦即當一國在高等教育和訓練方面做得越好，其國家競爭力也越佳。此

外，大學和國家競爭力間的關係可由大學對國家能量的增進加以瞭解。以下欲將

前述四項大學的作為對應到國家能量上，窺見大學對於國家能量的增強：此外，

大學和國家競爭力間的關係可由大學對國家能量的增進加以瞭解。 

 
圖 2-11  WEF「全球競爭力」總分與「高等教育和訓練」分數之關係圖 

資料來源：WEF(2006)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一）強化國家的文化、態度與價值 

課程與教學的調整以及鼓勵師生到不同國家進行交流，讓學生體會到各國在

文化、態度和價值上的差異，在有形或無形之中培養學生全球溝通能力與視野，

進而將此一體認運用於對於國家認同的型塑，及日後職場決策的參考。其次，對

於歐美國家來說，大學本是傳遞、保存國家文化、價值的重要機構，但在全球化

的影響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之下，他們則可巧妙地利用對學術的主導進行國家

文化、態度及價值觀的傳播與強化，傳遞起像是世界主義(universalism)價值的西

方價值(Delanty, 2001)，無形之中強化了其國家的文化、價值與態度。 

（二）厚植國家的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論創始者 Schultz 認為教育為一種可期待其回收效益投資：對個人

而言，教育可以拓展人的選擇機會（特別是就業選擇）；對社會整體而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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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善生產技術的水準，提升生產力（羊憶蓉，1994），當一國加強對教育的

投資，將可能縮短與其他國家在創新、經濟成長上的差距（楊國樑、劉漢榆，

2005）。故大學不僅可為國家累積創新、跨領域、設計、具宏觀視野的人力資本，

尚可為人們終身學習的場域，精進國家人力素質，引領時代潮流。 

（三）提升國家產業組織的競爭力 

當大學在課程中涵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宏觀視野與溝通能力，提供跨領域知

識的訓練，成為終身學習的場域，並加強與產業界的互動與合作，都有助於國家

產業組織得以在全球競爭市場上不斷在各個層面進行創新的突破，蓄積產業的研

發能量，增強產業的競爭力。 

（四）展現政府領導能力 

大學對經濟型態轉變的因應策略係受到國家政局穩定與否、經濟發展狀況、

國家政策走向與政府資源分配之影響，並非全然可以由大學本身即可掌控或達

成。因而大學對產業、國家需求因應的作為乃在某種層度上反映了一國政府在國

家領導上的智慧與成熟度，展現了政府的領導能力。 

（五）匯集國家社會的凝聚力 

透過對於國家的文化、態度和價值的重新認識與肯定，人力資本的強化，與

產業組織競爭力增進，和展現政府良好的領導能力，不僅有助於人民得以在全球

競爭下取得利基點，安居樂業，更進而有助於鞏固國家社會的凝聚力。 

本章小結 
隨著經濟型態與國家競爭模式的更迭，創新能量日漸取代要素稟賦對於國家

競爭力存續的影響，而國家創新系統的建立可整合國家內外部的資源、知識與人

力，使得知識與技術之創新在本國與他國之國家創新系統中交流互動，進而奠定

良好的產業集群發展基礎，厚植國家、產業之創新能力，強化國家及產業之全球

競爭優勢。而大學對經濟型態轉變所做的回應，則具有強化國家的文化、態度與

價值，厚植人力資本及提升國家和產業組織等功能，進而強化大學促進國家經濟

發展和競爭力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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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 

經濟發展模式影響了產學合作發展的廣度與深度，故本章將先由產業更迭

研析產學合作的定義、方式與發展脈絡，對學術卓越和產學合作進行辯證，思考

產學合作的利弊得失，接著第二節再從國家創新系統的角度探討如何透過產學合

作的機制來強化國家能量，促進整體的國家競爭力。 

第一節  產業與大學之合作 

在不同經濟發展模式下，產業會以不同資源、方式建構其競爭優勢，因而

產生不盡相同產學合作的深度與廣度，各國因國情差異亦有不同的產學合作模

式。故探討產學合作時需國家與產業發展脈絡放入其中，本節將分就產學合作的

內涵與產學合作的優缺點進行探討。 

壹、產學合作的內涵 

不同經濟發展模式有不同的發展需求，不同產業所需的競爭優勢資源亦不

相同，即便是相同的產業，在不同的國家同樣也會有不同的發展。在此之中，大

學與產業的互動方式也會隨經濟發展模式轉變而改變，如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產生

主要是以煤和蒸氣機為動力，對於大學運作的影響在於要求大學增加對產業需求

人才的培育；以電力為主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導致專業化技術大學(technologically 

specialized universities)的創生，到了由資訊科技所帶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則驅使

大學朝向與經濟現實緊密結合及關注大學對知識經濟貢獻的風潮。係由知識帶動

科技發展的後工業時代，市場與技術的快速變遷，使產品生命週期越來越短，企

業若欲持續進步，擁有市場競爭力，必須以高品質的研發為發展基礎，進行研發

工作，但此種研發所需的經費非所有企業都能獨自負擔的，致使加強產業與大學

合作之動機（徐宗林，1991；戴曉霞，2000；Symes, 2000）。另一方面，再加上

政府對大學的經費刪減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為增取更多外部資源與資金的挹

注，愈加強化大學與產業進行合作之動機。以下將先針對產學合作進行定義與分

類，接著再進一步從產業變遷的歷史探討產學合作的發展。 



一、產學合作的定義 

    凡所有高等教育系統與產業經濟的互動均屬於大學與產業的連結，實際上大

學與產業互動、合作的方式甚多，Vedovello(1997)將大學與產業間的關係分為正

式的連結 (formal links)、非正式連結 (informal links)和人力資源連結 (human 

resource links) 三個類型。正式的連結包含產業界聘請大學教授當技術或營運策略

指導顧問，企業委託大學對產品進行分析與測試，及產學簽訂共同研究合約；非

正式的連結則有產業內部人員與大學教授私下的接觸，產學之間在專業文獻、技

術報告、研究與開發計畫和研究設備上的交流，產業界人士參與大學舉辦的專題

研討與會議，以及產業參與大學的教育訓練計畫；而人力資源連結則是涵蓋產學

雙方建立伙伴關係、在學學生參與產業研究計畫、產業顧用大學畢業生，以及大

學對企業員工施行在職訓練。在這幾種互動關係之中，產業與大學難免會有互動

上誤解和衝突，為保障產學雙方的權益和避免誤解、衝突，產學雙方會簽訂如特

殊技術領域合作合約、教授個人顧問合作合約和智慧財產權擁有程度之合作合約

等類型的合約（康自立，1985；李秋緯，2003；原山優子，2003；耿筠、陳娟娟，

2005；Saxenian, 1994; Symes, 2000; Lee & Win, 2004; Carrington et al., 2005）。 

產學合作常被建教合作混淆使用，二者的差別在於建教合作的範圍較為窄

小，主要是高職階段的學生在政府法令規章保護下到產業界實習，在就業前接受

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職前訓練；而產學合作則是舉凡大學對產業界的技術諮詢和移

轉、人力訓練、創業育成等均包含在內，主要目的在於在既有法令規範下，大學

和產業可各取所需，自主規劃合作的模式，取得知識或技術，甚至是獲得利潤（如

表 3-1 所示）。為更清楚區分產學合作的範疇，教育部 2006 年頒佈的《大專校院

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明文定義產學合作為「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

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辦理之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

項、各類教育訓練相關合作事項與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意

即產學合作係指產業和大學兩個不同領域的成員相互合作，共同從事專案研究、

產品開發、製程改善、研究發展等合作計畫，以提升大學和產業潛能的過程；產

學過程涉及教師的專業程度、學生生涯目標的職涯準備，以及企業的創新目標與

可用資源；產學雙方以契約關係進行合作，其效益有益於合作雙方預期目標的達

成。近年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和跨國企業的蓬勃發展，產學合作不再限於一國國境

內的合作形式，跨國、跨產業的產學合作也越來越普遍和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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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比較表 

項目 產學合作 建教合作 
理論 學校理論與企業實務 結合學校理論與實務訓練 

1.研究機關、公營事業、民營事業研究

人員、工程師與大學教授、學生都

可以是參與的對象 

1.以生產性工廠和學生參與為主 合作對象 

2.大專校院的各類型科系均可是企業

合作的對象 
2.以高職階段學校的工業類科為主 

合作內容 大學為企業提供技術、營運上的諮詢

與協助，並養成為企業所用人才與替

企業進行在職教育 

1.提供、培養基礎技術人力 
2.以地區需要為主 

合作效益 企業、大學、學生受益 學生、教師受益 

合作範圍 涵蓋教育行政體系的配合、師資交

流、設備支援、經費支助、課程規劃、

教材編制、彈性學制、研究發展、法

令規章等（整合性合作規劃） 

以學校見習為主（單位規劃） 

合作目的 1.訓練學生、企業員工 
2.提供產學雙方學習新技術設備機會 
3.提供產業合作開發的暢通管道 
4.提供產學雙方自籌經費的來源 

1.協助學校訓練學生 
2.提供學生學習新技術設備的機會 
3.提供穩定的基礎技術人力 
4.以輔導就業為前導 

合作策略 在法令的規範下，大學可自主規劃經

營空間以獲得得合法利潤；產業界則

可得到技術或營運上的突破，而獲致

利潤和市場競爭力 

由雙方依教育主管核定的規章簽合

約，主要以非營利的方式施行 

資料來源：修改自李秋緯（2003：9）。 

二、產學合作的方式 

產學合作的方式種類繁多，大體上產學合作的方式主要依循著大學教學、研

究與服務三大任務的與產業界進行合作（如圖 3-1 所示）： 

 

 企業捐贈與贊助儀器設備、設立講座教授 
 企業實習、在職進修 
 課程中培養學生具備「知識創新、問題解決、團

隊合作能力與企業家精神」 

教學

 研究中心、研發實驗室 
 產官學計畫共同開發 
 論文發表、技術移轉、專利申請 

服務

 衍生公司 

 顧問輔導 
 育成中心 

研究 

圖 3-1  產學合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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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方面 

面臨知識經濟與資訊社會的衝擊，各國大力推動創新和創業之發展，除了提

供創業補助基金，也要求大學增加整合性的課程，開設符合企業需求的課程，培

養企業所需之人才。故產學合作在課程設計的施行上，主要是根據企業用人需

求，以多元化的課程設計與和企業合作交流，並邀請企業人士以授課或演講的方

式把自身在產業實務的經驗知識、技能傳授給大學的教授或學生，將創業之精神

融入大學的經營管理層面，並在教學過程中提倡創新概念，與教授如專利申請、

專利侵權等創業投資相關課程，增進大學的師生對於產業實務的瞭解，進一步培

養學生具備企業家精神及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能力，發揮創意，進行知識的創新。

我國近年也舉辦許多鼓勵在學學生、研究人員運用所學、才能和理想設計創業計

畫書進行創業競賽（方元宏，2005）。另一方面，大學教授也可到企業界授課，

或是開設在職專班的課程，提供產業人士在職進修和繼續學習的機會。 

此外，產學合作最常見的是產業界在資金、設備上對大學贊助，此類型的贊

助多半是靜態且單向的性質，產學雙方較少有直接、密集的互動，舉凡企業員工

接受大學在職進修的計畫與大學學生的企業實習、企業捐贈大學研究經費、研究

儀器、設備、教學大樓、贊助大學各類型的學術和非學術活動，以及資助大學設

置講座教授等。由於多數國家為鼓勵產業界能與大學有密集性的接觸與合作，並

對大學活動有所捐助，便給予捐助大學活動的企業減免稅賦等優惠措施。 

（二）研究方面 

產業與大學常藉由產官學研究計畫成立合作研究中心、研發實驗室，進行尖

端、新興技術的研究與創新，大學教授與學生在合作合約的規範下將研究成果以

學術論文或專利等形式發表，展現研究與知識創新之成果（戴曉霞，2000）。而

研究與智慧財產移轉的產學合作主要是建立在產學雙方互動密切之上，主要為產

學雙方在技術、知識上的共同開發，在保護雙方的權益的合約條文下進行技術授

權與移轉，以及專利申請。其中，技術移轉係指將專門技術、知識、技術或文件

從移轉者轉移到另一個結合此新知識到其他應用的接受者的一個連串持續不斷

的行動過程；不論是移轉者或接受者都可以是單一的個人或是特定的群體，技術

移轉由企業內部不同部門的技術移轉、企業間的技術移轉和政府、大學等非營利

機構對企業的技術移轉，以及不同國家間的國際技術移轉。一般技術移轉有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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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直接銷售、授權、轉售、合作研發、委任研發、人才租賃與合購(merge)

或併購(acquisition)等方式。而成功的技術移轉需經過一種「社會技術學習發展程

序」(socio-technical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 TLD process)，即在技術移

轉的過程中，除了考慮經濟因素以外，尚須將社會的文化面、組織學習發展過程

納入其中，透過有計畫的訓練、強化及研究與發展，方能將技術成功移轉且深植

於接受者之中，使技術更加精進並可在新領域成長。在此一類別產學合作的技術

移轉主要是希望夠過大學的資源和設備協助產業順利將技術、知識從大學移轉到

產業去，並進一步進行技術商品化（賴士葆等，2005；Lee & Win, 2004）。 

（三）服務方面 

目前產業與大學的知識、技術交流，除前述的技術諮詢、合聘教授移轉技

術之外，亦包含成立育成中心與以大學所研發的新技術成立相關的衍生公司 

(spin-offs)。育成中心係由企業支付大學設備使用費，利用政府資金與大學的研

發人力、設備以及大學專業商業服務和管理服務，進行具市場時效與商機之創業

活動；育成中心可將大學多餘的研發資源、設備做一有效的運用，將大學的創新

理念與創新技術，發展相關的衍生公司。但因為技術有其模糊性、不可言傳性複

雜性，故使得產業和大學在技術移轉合約的簽訂與技術移轉應償付價格的評定上

有所爭議，甚至是產生衝突之處，如知名網路部落格網站—「無名小站」從國立

交通大學技術移轉出去時，便因移轉金和設備資源使用等問題引起極大的爭議。 

另一方面，企業亦以聘任大學教授擔任企業的技術或商業、法律顧問，借

重大學教授在技術、商業運作與法律等方面專業知能，提供企業營運之諮詢。此

外，許多大企業藉由提供學生清寒或優秀獎助學金，減輕學生的就學負擔，幫助

學生完成創新、探險的夢想，藉以回饋社會、提升企業的社會形象。微軟研究院

(Microsoft Research, MSR)與世界各大學的合作關係不僅是提供設備、技術與資

金上的支持，每年還會提供固定微軟學者獎學金，鼓勵大學教授、研究生在資訊

科技上進行創新的研究(Microsoft Research, 2008)。 

三、產學合作的發展 

C. Meyer 與 S. Davis (2003)指出近代經濟發展模式可分為圖 3-2 中工業化

(Industrial)、資訊化(information)與分子化(Molecular)三個生命週期，每一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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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生命週期都須先在萌芽期奠定有關新經濟時期的科學基礎，接著在成長期則

會由科學慢慢發展成具有新生產力的科技，隨著科學與科技的深化，在成熟期則

會出現新興的商業型態，最後在衰退期社會則會衍生出組織模式；而產學合作的

發展也大致依循著此三經濟發展時期之生命週期升落著。以下分就工業化、資訊

化與分子化三個經濟發展時期與發展階段來探討產學合作的發展脈絡： 

現今 2050年代 1950年代 1850年代 1750年代 

經

濟

價

值

增

加 

科學 

科技 

商業 

組織 分子化 

尚未出現 

新興媒體

資訊科技服務業

晶片 
作業系統 

網際網路 

固態物理 
消息理論 

工業化 

      醫藥基礎模型 
奈米科技 

蛋白質學 
基因工程 

    社會科學模擬器 
    經驗機械 
   全面指導者 

個人醫療  
事件遵循者 

調適型企業 

指揮與控制 
階級組織 
科技管理 

汽車 
消費性產品 

摩天樓 

鋼鐵廠 
石油 

設備 

電子工程 
化學 

資訊化 

材料 
奈米技術 

生物科技 

圖 3-2  經濟發展時期與發展階段 

資料來源：修改自 Meyer & Davis (2003:20).  

（一）工業化經濟發展時期 

14 到 16 世紀的文藝復興將人們從中古時期對神無盡的崇拜拉回對人世關

注，開始從自身的經驗上發掘自然界奧秘，積極從事科學新知之開拓，學術研究

風氣大興，隨後 17 世紀的科學革命則奠定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的研

究發展基礎，而 18 世紀強調理性邏輯的啟蒙運動更促使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擺

脫宗教的色彩，發展出如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獨立於宗教之外學科；

同時，當時各國君主對於科學研究與發明的獎助，更加速機械化的生產與科技的

發明，工業革命所需之科學知識漸漸完備。因地理大發現與航海技術的進步，促

使歐洲國家大舉向外拓展殖民地與開發新興市場，從殖民地和新興市場所獲得的

收益不僅增進歐洲母國的經濟成長，並促發銀行業務的發展與信貸制度的形成，

工廠制度因應起，工業邁向機械化發展，工商業的發展日漸蓬勃。 

工業革命自英國擴散後，歐洲各國紛紛展開一連串工業化活動，加強高等

教育對於工業化發展需求的回應：法國在 19 世紀初即增設許多與工業化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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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機械、化工、數學、政治、經濟成為大學新興的研究領域；德國更藉由

Humboldt 的大力鼓吹和上層統治者的積極推動，使大學教師在享有學術自由之

時，非但要幫助與指導學生從事研究活動，更須加強大學與工業化結合。柏林大

學所帶起的研究型大學效應，使德國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最重要的國家；英國

的高等教育本強調博雅教育和紳士的培養，直到 1840 年代中後期之後方才開始

回應工業化的發展需求，設立化學學院(the College of chemistry)與礦冶學校(the 

School of Mines)，Oxford 和 Cambridge 也在 1860 年代末期設置正式的科學課程，

逐漸從原本培養優雅紳士的歷史傳統，走向培養工商社會所需的技術、專業人

才；美國 1862 年通過的「莫瑞爾法案」(Morill Act)規定每一州至少需成立一所

贈地學院，教授以農業與機業為主的課程，使得實用性課程在美國快速傳播。 

第一次工業革命後，產業逐漸朝向製造業為主、服務業為輔的方向發展，

核心生產要素為資本、有形資產、勞動；1870 年以後興起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主

要由科學家參與煉鋼業、化學工業、電訊、交通等工業發展，實驗室的發明開始

以產品標準化與裝配線方式進行大量生產，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對經濟發展的提

升也因此逐漸受到重視。但大體上 18、19 世紀大學仍舊以進行基礎性的研究為

主，與產業的互動多著重在為產業培養產業所需之人才，尚未有其他密切的合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各國對於國防軍工業產品的需求，促成產業與大學在

技術研發的合作日益密切，光學鏡片、毒氣、硝酸鹽等軍工產品即為此一時期產

學合作的產物。然戰間期的經濟蕭條中斷了產業與大學的合作關係，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戰爆發後，國防軍事工業對於技術的迫切需求，大學方才再度與產業重新

建立合作關係，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大學因在飛航技術、核子物理、雷達等科學

原理與技術上有重大突破，故在技術的研發與應用上與產業有密切的合作關係

（徐宗林，1991；林玉体，1995；戴曉霞，2000；詹棟梁，2001；郭為藩，2004；

黃曉輝，2007；Aldrich, 2002）。 

此外，工業化的蓬勃發展促成以利用成本優勢、行銷策略，增加市場佔有

率和擴大經濟規模的新興商業模式興起，而機器化生產使生產流程朝向規模化、

自動化與集中化管理發展。日漸複雜的商業活動使企業營運開始以科層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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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對於組織進行有效的指揮與控制，Taylor、Fayol、Weber 等學者的管理理論

開始引發大學對於工廠及生產管理的關注和探討。 

統合上述所言，在工業化經濟發展時期中大學與產業的合作主要是從無到

有，從原本培育產業所需的人才到與國防軍事工業進行技術的研發與應用，並且

開始重視管理理論的探討與研究。 

（二）資訊化經濟發展時期 

因人力資本論的興起和產學合作在二次大戰中發揮了良好的效應，各國政

府當時普遍相信加強對大學的投資和鼓勵大學與產業的合作將可以促進國家整

體經濟的發展，並且歐美各國為維持戰後社會的穩定，以普設大學、增加對大學

經費的補助，協助退役軍人重返學校，大學也因此可以專注學術基礎理論的研發

與人才的培育。1950 到 1970 年間，各國的高等教育學生數居快速成長，日本增

加七倍，德國、瑞典增加五倍，其他發達國家則是增加二到三倍(Connell, 1980)。 

二次大戰後經濟復甦的榮景，帶來許多商機與創業機會，大學亦開辦創業

教育課程，回應產業發展的需求。Harvard 大學在 1949 年首創創業教育相關的課

程，以開放自由的方式教導學生撰寫商務計畫書、財務管理等創業相關領域之課

程，培養學生冒險、創新的精神及與產業銜接之能力。擔任 Stanford 大學副校長

的 F. Terman 教授認為大學應該走出學術的象牙塔，成為開發和應用科技成果的

大本營。他於 1951 年說服校長與董事會在 Stanford 校園內成立 Stanford 工業園

區(Stanford Industrial Park)，將校地承租給對大學發展有利的高科技企業；而園

區內的企業亦聘請 Stanford 大學的教授擔任顧問，雇用 Stanford 大學的畢業生。

同一時期，Stanford 大學開設「榮譽合作課程」(Honors Cooperative Program)，

吸引工程師申請就讀研究所課程，並透過電視教學將史丹福的課程帶進企業內

部，為企業提供員工的在職訓練，強化了業界與大學之間的合作關係。由 Stanford

大學外溢擴散的的半導體和電腦資訊工業，逐漸在矽谷形成電腦、半導體產業群

聚，將矽谷推上全球科技重鎮，成為人才創業與創新搖籃(Saxenian, 1994)。 

再者，蘇聯於 1957 年成功發射 Sputnik 號人造衛星刺激美國在大學學術研

發投入的經費成長了七倍，大學致力於基礎性研究，其中以消息理論、固態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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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電子通訊、物理論發展最為發達，電腦的技術也從真空管、電晶體發展到積體

電路。充足的教學與研發經費使得大學缺乏與產業合作從事實用性或商品化技術

的研發，而戰後產業的蓬勃發展，與部分企業急欲擴大影響力、加強產業形象，

開始自行成立研發實驗室，僅聘請大學教授擔任顧問，鮮少與大學有相關的合作

計畫。因此，大學與產業的合作與互動在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降到冰點。 

1970 年代石油危機的爆發，導致全球經濟的大衰退，由於各國政府財政問

題，和各類經費間的排擠效應，各國政府開始檢討高等教育的績效，普遍縮減對

於大學經費上的支持與贊助，要求大學應積極回應經濟發展需求。故在被迫自籌

財源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大學為了增加經費來源，開始多方開拓經費來源，除

了提高學費增加收入之外，並且也積極與產業界建立合作的機制，希冀可以透過

合作計畫或是創投公司，從產業界、政府爭取到更多的經費、資源，以便更有機

會從事更新、更高深的研究，保持在學術界的優勢地位(Clark,1998; Leslie, Oaxaca 

& Rhoades, 2000; Slaughter & Rhoades, 2004)。此外，大學也可以透過產學合作，

與企業共用特殊的設備儀器、技術、圖書，甚至是研發、顧問人員，藉以節省龐

大的經費支出。 

二次戰後美國將大量的資源投入國防科技和民生健康領域的研究，造就美

國在航太、醫學、生物技術上優越的領先地位，然自 1970 年代開始由於歐洲、

日本的競爭力逐漸增強和全球經濟形態的轉變，使得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領先優勢

飽受威脅，再加上當時由聯邦政府所資助的研究成果乃是歸聯邦政府所有，美國

大學的研究依舊以基礎研究為主，僅少數如資訊科學和腫瘤學等領域方才有應用

型的研究。為改善此一問題，加強大學和產業界的互動與合作，Birch Bayh 和

Robert Dole 兩位參議員於 1978 年提出「大學及中小企業專立法案」(The 

University And Small Business Patent Act，通稱拜杜法案(Bayh-Dole Act))，拜杜法

案 1980 年通過之後，聯邦政府允許美國大學接受聯邦政府資助研究的成果可以

申請並保有專利權，與研究發明者分享權利金，讓大學可以從聯邦金援研究中獲

取利潤，因而美國大學開始從基礎型研究轉向應用型的研究，美國的專利和授權

的數目都大量增加。拜杜法案不僅催化美國的學術研究商業與私有化，更使得聯

邦政府可以透過政府的資金分擔新科技的研發風險，扶持新興科技產業之發展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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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產業界的力量，並使得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發成果得以發揮其最大的效益。而美

國成功的經驗使得世界各國也群起效尤，紛紛制訂鼓勵大學與產業合作的相關政

策或法律（范文昇，2005；Mowery & Ziedonis, 2002）。 

在石油危機前大學從事許多科學基礎研究，資訊科技基礎建設已日漸完備， 

1983 年美國軍方選定 TCP/IP 作為標準的通訊協定，奠定日後網際網路的基礎，

隨著晶片和作業系統技術的發達與個人電腦的普及，網際網路於 1980 年代後期

日漸蓬勃；1991 年芬蘭 Helsinki 大學的學生 L.Torvalds 自創 Linux 作業系統，免

費開放原始碼，提供電腦使用者下載、修正。Linux 作業系統的出現大幅降低企

業、消費者購買電腦的費用，進一步帶動資訊科技市場的發展。Linux 作業系統

係屬一種開放資源(open source)，舉凡對程式設計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對 Linux 作

業系統進行研發，因而促成跨國開發開放資源的風潮。 

當全球劇烈競爭、技術生命週期縮短和研發成本的增加等競爭環境的改

變，傳統的產業管理已無法因應，故需在管理策略上進行調整，如將研發組織分

權化與扁平化、科技研發朝區域化和全球化發展或者與競爭對手合資或組成策略

聯盟（余序江、許志義、陳澤義，1998），而產學合作的模式也逐漸隨此商業管

理模式的改變而有所調整。Stanford 大學體認到 1950 年代所成立的技術移轉辦

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OTL)已無法應付資訊科技時代日漸複雜的

科技與法律問題，故 Stanford 大學法學院結合學者、法律專家、產業人士、研究

生等力量，於 1992 年成立網路社會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CIS)，

針對新興技術與法律問題進行研討。在 IBM、LG 等會員每年需繳納 15 萬美元

的會費，藉以共享 CIS 的研發成果，獲得 Stanford 大學教授的專業諮詢與延攬優

秀的畢業生(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2008)。此外，Microsoft 和 Intel

等公司為維持其競爭優勢，開始與世界各知名大學簽訂合作計畫、提供技術、設

備與財務資源，以朝向新興的尖端技術發展。 

資訊通訊產業的技術發展成本較其他產業低，甚至僅需幾台電腦便可進行

創業，因而在此一時期有許多如 B. Gates、楊致遠與 D. Filo 等大學的在校生或畢

業生，成功地以其創意與所學的新興技術創辦 Microsoft、Yahoo 等知名企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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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也從技術移轉與校友回饋捐贈中獲得不少收益。其中以 Stanford 售出 Google

的股票，獲得高額的技術移轉金最為出名。L. Page 和 S. Brin 兩位 Stanford 大學

博士生 1998 年在學校的協助下創立 Google，並將 Google 的公司股票作為繳交

給 Stanford 大學的權利金。2004 年 Google 股票上市後，Stanford 大學隨即將股

票賣出，獲得 3 億 3 千 6 百萬美元的技術移轉收入，Stanford 大學也因此成為當

年度獲得最高額技術移轉金的大學(Google, 2008)。 

同時，大學產學合作對象不再限於本國企業，擴大到與外國企業進行合作，

甚至還和多國企業與不同區域之大學共組產學合作聯盟。如 Intel 為保持在微處

理器中的領先地位，與 UC Berkeley、Cambridge 等頂尖大學進行合作，在大學

附近設立實驗性研究室，從其所欲探究的研究領域中，挑選出富產學合作經驗，

且有過良好合作關係的教授，以藉此進一步取得研究社群所產生的一部份成果，

並將前置研發成本分散到更為寬廣的研究圈中(Tapscot & Williams, 2006)。簡言

之，資訊化經濟發展模式的產學合作不僅是在類型上或是互動的頻率上均較前一

個時期來得深與廣。 

（三）分子化經濟發展時期 

分子化經濟發展時期雖仍在初步的發展階段，但因能源危機和環保意識的

上揚，大學與產業的合作關係從二十世紀後期日漸密切。隨著生物科技、材料、

微電子等產業的蓬勃發展，知識和技術的創新已成為企業獲取市場競爭優勢的來

源，許多企業紛紛以與大學進行研究合作的方式，投入生物科技、奈米技術和材

料的基礎性研發，以取得未來在基因工程、蛋白質學、奈米科技與醫藥基礎模型

等領域的發展先機(Mowery & Nelson, 1999; Meyer & Davis, 2003)。 

自 1953 年 J. Watson 與 F. Crick 發現 DNA 的雙螺旋結構後，基因工程與分

子科學界掀起大規模的技術革命，提供醫學、製藥業發展新醫療技術與新藥的學

理基礎。係由於分子化時期的產業需要較深厚的學理基礎，進行長時間的基礎研

究，方能稍有突破，因而不論是生物科技、奈米技術或是材料產業的研發，均需

長時間投入大量的資金、人力、物力來進行研發，故這些產業往往需有政府大量

的經費資助、研究設備提供，以及大學龐大的教學、研究體系等基礎建設的支持

方能有所發展(Mowery & Nels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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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的生物學研究經費 1980 年代前主要係由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資助，研究成果多發表於期刊與學術會議。1984 年以促

進研發、鼓勵創新和刺激貿易的國家合作研究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通過，大學和產業在聯邦法律的保障下，可以組成技術移轉聯盟，進行合作

研究。自此之後，多數從事分子生物相關領域研究的教授大多持有公司股票，或

擔任企業給職之技術顧問，生物科技的研究經費來自企業的比例日益擴大。而生

物技術的改善與新興生技醫藥公司的興起，大幅度促進生技醫藥產業的蓬勃發

展，並使得原本封閉的製藥產業開始走向垂直分工或與其他企業進行策略聯盟，

甚至還與各國的大學進行跨國的醫藥研究，加強知識與技術的流通與學習(洪裕

宏，2005；Teitelman,1994; Mowery & Nelson, 1999)。但大學同時卻也受限於和企

業簽訂研發合作合約，無法將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與整個研究社群所共享，其中

又以遺傳學領域影響為最(Duderstadt, 2004)。 

分子化經濟發展時期較前一時期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其高成本的產業技術研

發，使得此一時期的產學合作多由大學教授掌控與產業的互動。因為生物醫藥產

業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設備進行新興技術的研發，除了此一類型的研究需有政

府、其他金融機構或是企業在資金上的資助以外，企業在技術研發上更需要與大

學密切互動，聘請教授擔任顧問，進行技術與知識交流，而此一時期自大學衍生

出去的公司多由教授主導，大學與參與計畫的教授亦從技術移轉計畫中獲得豐厚

的經濟收益(Mowery & Nelson,1999; Duderstadt,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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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依據上述探討可總結出在不同經濟發展模式下產學合作的方式具有

不同的特色： 

表 3-2  不同經濟發展模式下的產學合作特色 

經濟發展模式 產學合作的特色 

工業化 
經濟發展時期 

1.從無到有 
2.培養產業所需勞力 
3.配合軍事工業在技術上進行合作 

資訊化 
經濟發展時期 

1.調整課程與教學回應經濟發展需求 
2.提供在職訓練的課程與學位 
3.大學增加商業導向的研究 
4.與產業共用研究設備、研究人員 
5.建立育成中心、技術轉移中心與研究中心 
6.企業任用大學畢業生和聘請教授擔任顧問 
7.申請專利與授權、發表學術論文 
8.教授、學生自行創業 
9.大學獲得校友在資金、設備上的資助 

分子化 
經濟發展時期 

1.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經費高 
2. 產業與大學在研究方面的合作日益密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產學合作之利弊 

社會大眾對於大學的期許係為追求學術卓越，為人類的知識文明貢獻心

力，使全體人類擁有更美好的生活，然究竟大學向產業靠攏對於學術的追求，甚

至是大學自身的發展究竟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則需詳加分析、辯證。 

一、產學合作的優點 

產學合作均有利於大學與產業雙方之益處，因而使得大學與產業的合作關

係得以延續，以下分就大學與產業兩方面進行探討（徐作聖，1995，1999；曾孝

明，2004a；郭為藩，2004；江雪嬌，2005；Riis, 2001; Lee & Win, 2004; Tapscott 

& Williams, 2006）: 

在大學方面，大學因著重於創新、前瞻、基礎性的研究工作，與產業合作

不僅可以增加政府、企業對大學經費、設備儀器的支持，亦可降低大學學術理論

與企業實務之間的落差。進行應用型研究和技術移轉所產生的效益，不僅可以呈

現社會對大學的投資在學術界和產業界之實質效應，為大學開拓經費來源，更能

藉由知識的傳播與擴散，加以彰顯大學對人類文明發展之貢獻。此外，當大學的

研究成果可為產業界或學術界突破瓶頸、提供專業服務，大學所衍生出的公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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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具市場競爭力，學生在受過揉合理論與實務的教育及訓練，不僅能有較好職業

選擇，甚至創業成功的機會也較大。 

在產業界方面，產業界與大學共享資源和研究設備，贊助大學的發展，非

但能節省其研發成本、獲得政府的支援與補助、分散企業營風險，進一步成立新

的研發中心，並且還可以為企業搏得良好的社會形象與聲望。其次，產業亦可以

透過與大學的合作吸收對最新的技術、科學新知，彌補其研究能力之不足，雇用

能隨即融入工作需求的畢業生，降低職前訓練所需的時間與成本，企業內部的員

工也可以持續接受專業的在職訓練，激發組織內部的研發創新能力。再者，企業

可以透過聘用大學教授為顧問，在技術、公司營運策略上獲得相關的建議與協助。 

大體而言，產學合作對於學術界與產業界之效益如表 3-3 所示： 

表 3-3  產學合作的效益 
效益 大學 產業界 

提升對科技發展的認識   
分散風險   
成本節省   
彌補研究設備、技術上的不足   
激發內部研發創意   
招募新進研究人員與員工訓練   
有助於成立新的研發中心   
獲得良好的形象與聲望   
獲得政府支援   
提供畢業學生良好出路   

註： 表示擁有產學合作的效益 
資料來源：修改自徐作聖（1995: 301）。 

二、產學合作所產生的問題 

產學合作表面上看似對於產學雙方都有益處，然而在產學合作光鮮的外表

之下卻潛藏了許多尚待解決得問題： 

（一）研究成果公開與否和持有權的問題 

知識經濟除改變現今企業的型態和價值結構外，亦帶動對於知識的保護。

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任何的競爭者都快速地模仿新興的創新技術或概念，使產

品價格降低，使原本提出創新的企業的報酬降低，模仿所帶來的效應嚴重的話，

甚至會讓企業失去市場上的競爭優勢，而企業則可利用專利制度來預防此一問題

（徐作聖，2000）。由於美國具有全球最大、最開放的市場，故美國專利數的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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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被視為一種衡量創新的指標，然而雖然專利獲得的質與量是產學合作績效指標

之一，但事實上產學合作最終的目的並不在於產生多少專利，而在於如何為產學

雙方創造如有效率地產生基礎性或路障型的專利和保護智慧財產等價值（曾孝

明，2004b）。另外一方面，由於產業界擔憂營業秘密或研發成果外洩的問題，常

會拒絕大學公開發表有關產學雙方的合作經驗，或是大學對其的個案研究。 

但當過度強調對於企業商業機密的保護，將不利於學術發展，甚至是與學

術的本質產生衝突的，尤其是當學術研究結果若對企業或其產品有負面影響時，

大學或研究者則會陷入遵守與企業簽訂之合約和學術道德的兩難之中(Bok, 

2003)。站在大學的立場上，大學的研發成果若要能對知識的提升、累積有所幫

助，則需仰賴於公開的自由發表與傳播，如果缺乏公開發表與傳播的機制可能會

造成研究的重複，時間與資源的浪費，影響甚至還可能會延宕重要問題的解決及

人類知識文明的進步。其次，因產學合作多屬團隊型的研究工作，研究生常是參

與成員之一，甚至研究生的論文主題就是產學合作的內容，若礙於商業機密而使

研究生無法自由討論其研究主題，不但違反學術成果公開發表、交流的理念，也

阻礙了學生的學習機會，甚至還可能會發生研究生指控教授盜用他們的研究成

果，圖利教授握有股份的企業。 

再者，不少大學的行政人員認為產學合作的研究成果乃是研究者利用大學

的各項資源所獲得的成果，因此他們認為大學應該享有研究成果經濟利益的優先

掌控權，但也有大學教授認為，研究最重要的是創新的點子或想法，故應該大學

教授應該享有該成果。不過，也有人認為產學合作所需的資源和人力有部分是來

自於政府的投資與補助，而政府的經費又源自人民的稅收，所以研究成果的智慧

財產權應該要歸全體社會大眾所有（戴曉霞，2000），所以學校行政部門與教授

也會因為專利權使用費的分配方式或雙方合資事業的管理方式產生衝突。但究竟

產學合作所得研發成果要算是屬於學術界、社會大眾所共有的公有財，還是應受

保護的企業私有財，仍舊是目前產學合作最具有爭議性的問題。 

（二）研究導向的衝突 

產業界競爭激烈，講求時效性，若能在越短的時間內做出比對手更好、更

先進的產品，便可取得競爭上的優勢，強調的是知識的可應用性，故產業界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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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學術界的研發成果能夠直接商品化，推出市場。但實際上大學的科技研發常

離商品化卻有一段落差，且對於大學來說，大學所追求的是長期知識的累積與發

明，在於生產對人類文明有貢獻的知識，偏重於長期性的基礎研究（戴曉霞，

2000；Symes, 2000），而不是將技術商品化，因此大學常會認為產業界要求提供

應用型的技術或將技術商品化，是強人所難的事情(Lee, 1996)，所以大學仍舊是

認為將新的科技研發商品化的工作還是必須仰賴於產業界。值得注意的是，當大

學向產業靠攏時，大學在研發、創新時會漸漸開始去考慮所產出的知識、技能是

否能商業化，是否能達到利益的最大化(Clark, 1998)，當大學過於在乎其研究發

展的實用性時，將會使得偏廢其原本對於人類知識文明進步的重視，漠視那些看

似沒有經濟價值的知識與技術，不利於整體人類知識文明的累積和進展。 

（三）產業對於大學學術自由的干擾 

產學合作除了會干擾到大學公開發表、交流和研究方向之外，還可以因為

產業對大學有贊助關係要求大學只呈現對產業有利的言論或研究成果，或者是要

求大學的課程、教學需有一定程度地配合產業的需求，干預大學課程的設計與實

施，如在課程融入具經濟潛力的貿易語言、科技資訊，教學過程中需使用合作伙

伴的產品，聘請產業界人士擔任講師，大學甚至為了迎合產業的雇用人員需求，

而在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力上做出妥協(Barnett, 1990; Symes, 2000)，上述這些作

為都會干擾到大學最引以自豪的學術自由，迫害到大學的學術發展。 

（四）大學教授的角色衝突 

由於現今大學教授升等、評鑑的標準多是計算教授論文、著作發表的質與

量，以及少部分的教學成效與學生意見，鮮少將專利申請、產學合作的參與列入

評比之中，因此在缺乏鼓勵產學合作的又因之下，大部分的大學教授多半對於將

研究成果申請專利並進行技術移轉興趣缺缺，且多半有「與其撰寫專利申請，不

如撰寫學術論文」的傾向（江雪嬌，2006）。再者，以往大學教授僅需專注於研

究與教學，校外的工作僅是像擔任學術期刊編輯、研究計畫和獎助的審查委員等

服務性工作，但教授當與產業合作時，在校外的工作時間卻大幅增加，尤其是當

研究成果的衍生公司興起，大學教授在新創公司所投注的時間和心力也越來越

多，甚至偏廢了原本其所應承擔的學術責任（戴曉霞，2000）。而在教授的聘任

上，部分決策人士甚至會以申請人是否能為學校帶入大筆企業捐助或是其研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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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大筆商業利益納入任用的考量(Bok, 2003)。故為固守大學的學術水準和學術

的中立性，部分大學或政府機關制訂規範，來確保大學教授能履行他們應履行的

責任與義務，在教學、研究或其他學術領域有所貢獻。同時，亦有給予大學教授

彈性的選擇空間之作法，教授某一段時間可用不等的形式被借調或聘任到產業界

去工作，以減少大學教授角色間的衝突。 

第二節  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之關係 

壹、產學合作對國家競爭力的貢獻 

一般認為教育投資對於國家發展除了有從學校教育得到知識之經濟效益，

亦有壽命增加、民主化程度提升等因教育所獲得的非經濟效益（張芳全，2007；

McMahon, 2000）。而國家科技能力係由多種創新活動與產業所構成，科技發展

將決定國家核心競爭力，McMahon 在 2000 年的研究則指出一國對高等教育的投

資越多，就有助於國家的高科技輸出與產業的轉型。然「教育投資」是一種看不

見的投資，教育投資往往需要等上數年、甚至是數十年的時間的才可以看到效

益，無法在短時間內就可以得到投資報酬。即人力資本理論將教育的投資與收益

過度理想化，其僅關注教育投資的收益和效果，但卻未能「具體」有效地衡量教

育對於人力素質的改善或教育的發展究竟能帶給國家整體發展多少好處（羊憶

蓉，1994）。即便在上一章提到大學的發展與國家競爭力良窳有正向相關，然卻

無法正確地計量究竟在大學投入多少經費與資源可以獲得多少增進國家競爭力。 

另一方面，曾孝明（2004a）也指出二十世紀世界各國的產業發展和該國

GNP 的關係為當一國的 GNP 越高，其產業越偏向進入障礙高、競爭力較佳的高

科技研發與製造，該產業對相對勞力素質和創新的要求也隨之升高。故研發與創

新資源投入、產出與中間轉換過程等影響最終的產業競爭力的技術因子便顯得格

外重要，並且影響著國家經濟的發展。OECD 在 2007 年的研究分析中發現世界

主要國家自 1996 年到 2006 年的研發經費佔 GDP 的比率約在 2%以上，且每年以

穩定的速度持續增加之中。在這十年內研發經費平均佔 GDP3%以上的國家包含

以色列、瑞典、芬蘭、日本等國，其中以色列、瑞典研發經費的平均支出更是佔

3.8%以上的 GDP，位居所有國家之冠（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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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歷年主要國家研發經費佔 GDP 比率  
（單位：百分比 Unit: %）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7: 33）。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平均

中華民國 1.82 1.91 1.98 1.97 2.08 2.18 2.31 2.38 2.45 2.58 2.17 
澳洲 … 1.47 … 1.51 … 1.69 … 1.78 … … 1.61 

奧地利 1.69 1.77 1.88 1.91 2.03 2.12 2.23 2.22 2.41 2.45 2.07 
比利時 1.83 1.86 1.94 1.97 2.08 1.94 1.89 1.87 1.86 1.85 1.91 
加拿大 1.66 1.76 1.80 1.92 2.09 2.04 2.01 2.01 1.98 1.97 1.92 
丹麥 1.92 2.04 2.18 .. 2.39 2.51 2.58 2.50 2.45 2.43 2.33 
芬蘭 2.70 2.86 3.16 3.34 3.30 3.36 3.43 3.45 3.48 3.45 3.25 
法國 2.19 2.14 2.16 2.15 2.20 2.23 2.17 2.15 2.13 2.12 2.16 
德國 2.24 2.27 2.4 2.45 2.46 2.49 2.52 2.49 2.48 2.51 2.43 

以色列 3.03 3.19 3.67 4.45 4.77 4.75 4.45 4.43 4.49 4.53 4.18 
義大利 1.03 1.05 1.02 1.05 1.09 1.13 1.11 1.10 1.10 … 1.08 
日本 2.87 3.00 3.02 3.04 3.12 3.17 3.20 3.17 3.33 … 3.10 
南韓 2.48 2.34 2.25 2.39 2.59 2.53 2.63 2.85 2.98 … 2.56 
荷蘭 1.99 1.90 1.96 1.82 1.8 1.72 1.76 1.78 1.73 … 1.83 
挪威 1.63 … 1.64 … 1.59 1.66 1.71 1.59 1.52 1.49 1.60 

新加坡 1.49 1.81 1.90 1.88 2.11 2.15 2.12 2.24 2.36 … 1.81 
瑞典 3.51 … 3.62 … 4.25 … 3.95 3.71 3.89 3.82 3.82 
瑞士 … … … 2.53 … … … 2.90 … … 0.68 
英國 1.81 1.80 1.87 1.86 1.83 1.83 1.79 1.73 1.78 … 1.81 
美國 2.58 2.62 2.66 2.74 2.76 2.66 2.66 2.59 2.62 2.62 2.65 

科技創新乃是提昇產業國際競爭力與驅動國家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科技

創新可分為需求推力(demand pull)與科技推力(technology pull)。需求推力為市場

競爭和消費者需求迫使科技以不斷創新來獲取競爭優勢；科技推力則是指因對教

育投資和產業人力培育所產生新的科學觀念、知識和技能，運用在產業、社會與

國家，進而促使國家各層面生產力提升的推進力(Clark & Guy, 1998)。技術、知

識移轉與國家競爭力之關係可以利用 IMD 2007 年的研究數據，進行知識移轉與

國家競爭力排名的皮爾森相關分析，分析結發現二者間達到顯著相關(r=.862, 

p< .01)（如圖 3-3 所示），亦即知識的移轉對於國家競爭力的有著極度正向相關。 

 
圖 3-3  IMD 2006 年知識移轉與國家競爭力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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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為開發中國家相當重要的經濟發展因素，故新興工業國家和發展

中國家不斷致力於技術的創新和轉移，以促進經濟的發展。係因大學與科技機構

不只要扮演新科技創造者的角色，更需擔負起技術性員工的提供者及調和經濟與

社會轉型的媒合者之責(Lee & Win, 2004)。自 1970 年代開始，產學間交流互動之

蓬勃發展在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均已是一種普遍的現象(Vedovello, 1998)。

如亞洲四小龍即因以技術為利基目標，致力於將技術轉換成世界級產品，漸在全

球競爭市場嶄露頭角，增進其經濟成長，獲致有別於世界其他競爭者的相對優勢。 

當再利用 WEF 在 2005 年所做的成長競爭力排名，進行產學研究合作與成

長競爭力的皮爾森相關分析，則可得到二者的關係達顯著(r=.706, p< .01)（如圖

3-4 所示）。其次，若以 IMD 2007 年的研究數據，進行在職訓練與國家競爭力排

名的皮爾森相關分析，則同樣可達顯著相關(r=.618, p< .01)（如圖 3-5 所示）。此

一分析結果顯示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與在職訓練有其高度相關的關係，良好產

學互動關係與機制將可帶來穩健的國家競爭力。故當知識的創新與擴散成為國際

競爭之要項，如何掌握知識、訊息與人才的流通來提升國家知識、技術創新的能

力，即成為各國矚目焦點。而各國便開始加強產學之間的合作關係，逐年擴增對

研發和產學合作激勵之經費(Ahlbäck, 2005)，希冀大學能為產業升級、國家競爭

力有所貢獻，故提供大量的產學合作經費以促進產學之間的合作。 
 

 
圖 3-4  WEF 2005 年成長競爭力與產學研究合作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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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IMD 2006 年 在職訓練與國家競爭力排名之關係 

即便產業與大學在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方面上進行合作可以得到節省研發

成本、加速技術、知識擴散的速度及獲得政府補助等好處，然表 3-5 卻發現在以

色列、南韓、瑞典、芬蘭和荷蘭等國的企業逐年增加對高等教育的研發經費支出

的同時，比利時、加拿大、丹麥、德國、英國及美國等國企業對於高等教育的研

發經費卻日益減少，但比利時和德國的高等教育卻仍舊有將近 12%研發經費係來

自於企業的支出。此一現象並非因為企業已無法從與大學合作互動的過程中獲取

利益，而是與企業受到全球景氣低迷、經濟衰退的影響大幅度減少研發方面的支

出有關；企業雖然減少對於大學研發經費出資的比例，不過卻以不同的產學合作

研發計畫、人才培育計畫、各式校園活動，增加與大學的互動，用較少的成本支

出獲得較多的人才、知識、技術的交流與互動。 

表 3-5  主要國家高等教育研發經費之企業出資比例 
（單位：百分比 Unit: %）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7: 33）。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平均

中華民國 … 3.03 4.75 4.13 3.23 3.25 4.21 5.16 5.78 5.56 4.34
澳洲 … 5.31 … 4.88 … 5.08 … 5.68 … … 5.24

奧地利 … 1.75 … … … 4.05 … 4.47 … … 3.42
比利時 11.23 11.14 10.53 11.83 12.67 11.37 11.56 9.99 10.86 … 11.24
加拿大 9.82 9.41 9.05 9.55 9.39 8.63 8.34 8.22 8.25 8.26 8.89
丹麥 3.42 … 2.08 2.03 3.01 4.23 2.70 3.02 2.36 … 2.86
芬蘭 5.23 4.52 4.71 5.57 6.70 6.16 5.82 5.83 6.51 6.56 5.76
法國 3.05 3.36 3.42 2.70 3.07 2.86 2.66 1.76 1.64 … 2.72
德國 9.74 10.54 11.31 11.63 12.19 11.83 12.59 13.18 14.14 … 11.91

以色列 4.32 3.61 4.11 3.69 4.88 4.90 7.57 … … … 4.73
義大利 … … … … … … … … 1.42 … 1.42
日本 2.43 2.26 2.26 2.50 2.34 2.81 2.88 2.77 2.82 … 2.56
南韓 14.91 13.06 10.79 15.89 14.26 13.86 13.57 15.90 15.19 … 14.16
荷蘭 4.34 4.96 5.10 7.03 7.05 6.66 6.83 … … … 6.00
挪威 5.25 … 5.08 … 5.82 … 4.98 … 4.74 … 5.17

新加坡 5.39 4.13 5.34 6.02 4.28 2.48 3.99 2.65 1.71 … 4.00
瑞典 4.80 … 3.88 … 5.50 … 5.46 … 5.16 … 4.96
瑞士 … 7.11 … 5.12 … 5.98 … 8.67 … … 6.72
英國 7.10 7.28 7.29 7.10 6.03 5.57 5.16 4.86 4.60 … 6.11
美國 7.27 7.45 7.39 7.09 6.49 5.81 5.26 5.08 5.04 4.89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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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過去沈浸於學術卓越的追求，歐盟的高等教育機構不再以追求學術

卓越為惟一目標，反是加重了產業關連性等考量，不斷地強調產學合作的重要，

且因知識工作者需透過持續學習新知，方能有效執行其工作，故歐盟各國也開始

推動終身學習觀念的具體落實。除此之外，歐盟各國的大學也開始在正規教育與

技職訓練學程中開設創業精神與創新等相關的企業管理課程，希望能藉此帶動整

體社會創新文化的建立（中華經濟研究院，2001），歐盟國家目前主要政策趨勢

是除了持續支持正式的產學合作研究之外，還特別著重在鬆綁大學及研究機構與

產業界交流的管制，容許大學教授可以在進修期間或以借調名義在產業界工作，

並有計畫推動大學與研究機構之人員流動與產業界交流，擴大產學雙方的人員學

習的深度與廣度。日本則是在面臨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的衝擊下，經濟產業省為

存續日本長遠的發展，不僅投資 4.2 兆日圓建立延攬優秀留學生在日本就業的機

制，提供為留學生期兩年的日本留學、研究費用，希冀亦能借此提高日本的國家

競爭力，另一方面，更於 2007 年投入 4 億日圓加強產業與大學之間的合作，提

升產官學的研發創新能力(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2007)。 

故在知識經濟與全球競爭的脈絡下，大學已無法躲在象牙塔中為研究而研

究，反需配合產業的需求訓練出高知識水準的人力，並將研發成果提供給產業及

轉換成商品，讓大學的知識與技術的研發能導入產業界、為產業界所用。除此之

外，大學除了要給予學生專門學科的教育之外，還必須要強化學生對於如英文等

強勢國際語言的能力，進而並帶動國家創造財富與經濟成長 (Odin& Manicas, 

2004)。同樣地，產業界也不只是知識的使用者，也應多與大學進行實務經驗的

交流，在科學知識的創新上與大學的研究相輔相成（江雪嬌，2004）。 

是以，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能否有效地透過產學合作來發揮一國整體的研

發績效，儼然已成為提升產業和國家的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故政府在規劃教育政

策時須審慎考慮應用何種產學合作的機制來使教育體系中的知識與人才能符合

產業的需求。但這裡必須強調的是，真正有利於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教育政策應該

是以「教育發展」來建構「產業發展」，而不是用「產業規模」限制「教育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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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創新系統中的產學合作 

在全球化與知識深化浪潮的推動下，為滿足技術創新的需求推力，各國政

府也將追求科技與創新的競爭優勢列為施政的首要目標之一，不僅設立相關促進

創新活動之媒介機構、給予從事科技研發、創新的機構在政策、經費上的支持以

外，亦訂定相關的法令與規章制度規範人員與社會互動之關係，建構健全之創新

基礎建設，增強大學與產業界的交流，以期新技術與知識得以發展與擴散，將其

知識轉換為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及服務，並利用科技的變革來增進人民的福祉（吳

榮義等，2003；曾孝明，2004a；Niosi, 2002; Carlsson, 2006）。 

國家創新系統係將國家視為一個創新系統，在此一系統中政府、產業、企

業、大學與研究機構透過彼此的互動與學習，進行知識、技術的創新、應用與移

轉，並與他國之國家創新系統進行交流，擴展其創新、合作範圍，藉以提升產業

創新績效與增進國家競爭力。雖然國家創新系統極為重視企業、大學、政府機構

對知識、新技術的創造與擴散，以及知識、資金與人員如何在這些機構中流動；

但是大部分深植於人腦的知識有其內隱性，甚至需從社會脈絡加以理解，因而此

種知識需透過人員的流動方能使知識得以流動(Niosi, 2002; Metcalfe & Ramlogan, 

2008)。再者，知識的擴散因與其地域接近度和個體連結度密切相關，使得知識

的擴散是極度區域性，而非全國性或國際性的，導致產業群集的產生，以及加重

研究型大學在產業集群中所扮演的角色，故許多跨企業便透過合作研究計畫或雇

用素質良好的外國人才(Carlsson, 2006)。 

有效的技術移轉則必須要有策略規劃並建立移轉的機制，這些機制可能是

技術移轉中心、資訊交流網路或是利用特殊團隊來實現技術移轉的有組織計畫。

另一方面，良好的語言能力雖然不會是技術轉移最重要的因素，但缺乏共同的語

言將會是專業及知識有效移轉的障礙，因此目前國際上的強勢語言—「英文」的

深度教育就顯得格外重要，尤其是沒有基本的英語能力，管理者無法與在其他國

家的同事及客戶溝通(Khalil, 2000)。 

WEF(2007)進一步指出產業群聚的創新環境與政府政策會影響企業的創新

能力的發展，因而一國政府需建立良好政策與就業機制，發揮大學在科技推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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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的機制，讓大學所培育之研發人才得以在其就業市場發揮其長才。表

3-6 中即可看到芬蘭在 2003 年到 2005 年每一千人的就業人口中即有近 17 位左右

的研究人員，雖遠高於其他國家，但卻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反之，瑞典、日本、

義大利與丹麥等國則是逐年增加研發人才在就業市場中的比率。 

科技需透過適當和有效地運用，方能為產業創造附加價值，帶來利潤；否

則，即便投入再多人力、物力與資金所進行技術的研發與創新，仍無法為產業創

造價值或增進整體經濟發展。表 3-7 呈現出 1997 年到 2006 年世界主要國家企業

研發經費佔產業附加價值之比率，此表反映出企業研發經費佔產業附加價值的比

率很小，企業研發經費佔產業附加價值之比率十年平均下來最高的國家─以色列，

也只有 4.56%，其次是瑞典的 4.47%，其主要原因在於企業是直接運用技術，間

接運用到科學，企業多從事應用型的研發工作，然能創造較多經濟價值的突破式

創新比改良式創新需要更多學理基礎的基礎研究，而此類研究所需耗費的經費往

往不是企業本身所能負擔的，故導致企業投入研發的經費較難對產業有極高的附

加價值。 

表 3-6  主要國家研發人力之每千就業人口研究人員數 
（單位：全時約當數 Unit: FIE）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7：40）。 

 2003 2004 2005 
中華民國 7.85 8.30 8.94 

澳洲 … 8.39 … 
奧地利 … 6.26 6.89 
比利時 7.46 7.77 7.87 
加拿大 7.48 7.75 … 
丹麥 9.05 9.52 10.18 
芬蘭 17.72 17.34 16.51 
法國 7.73 8.01 8.15 
德國 6.94 6.95 7.15 

以色列 2.91 2.97 3.39 
義大利 10.63 10.64 11.03 
日本 6.84 6.93 7.88 
南韓 4.5 5.05 4.91 
荷蘭 10.35 … 10.47 
挪威 9.08 9.11 9.23 

新加坡 9.38 9.68 10.25 
瑞典 11.11 11.32 12.73 
瑞士 … 6.08 … 
英國 5.85 5.73 5.8 
美國 9.92 10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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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應致力於加強產業與大學之間的合作，制訂產學合作相關之法

律、規章制度，提供經費的補助，以及建立增進產學合作之相關中介機構，有效

地結合產業、大學、國內外之內外部資源，將大學或其他官方研發出來的技術移

轉給產業，利用知識、人員、資金的流動，使技術得以從創造來源移轉到可以有

效運用該技術的地方，適切地使用科技來創造價值，建構國家創新系統之交流互

動網絡，藉以創造財富和提昇國家競爭力。 

表 3-7  1997 年到 2006 年主要國家企業研發經費佔產業附加價值之比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7: 39）。 

（單位：百分比 Unit: %）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平均

中華民國 … … 1.65  1.64 1.75 1.79 1.93 2.04 2.18  2.30  1.91 
澳洲 0.97  0.90  0.85  0.97 1.13 1.20 1.25 1.30 1.41  … 1.00 

奧地利 … 1.60  … … … 1.99 … 2.12 2.31  2.32  2.07 
比利時 1.90  1.91  2.02  2.07 2.20 2.00 1.92 1.89 1.86  1.84  1.96 
加拿大 1.35  1.43  1.42  1.54 1.72 1.58 1.52 1.50 1.44  1.38  1.49 
丹麥 1.89  2.15  2.29  … 2.61 2.78 2.87 2.75 2.70  2.60  2.52 
芬蘭 2.67  2.84  3.17  3.44 3.39 3.41 3.57 3.56 3.66  3.63  3.33 
法國 2.06  2.00  2.04  1.99 2.06 2.10 2.02 2.03 2.01  2.03  2.03 
德國 2.15  2.20  2.40  2.48 2.47 2.49 2.54 2.49 2.47  2.49  2.42 

以色列 2.86  3.13  3.76  4.95 5.41 5.48 4.89 4.97 5.04  5.13  4.56 
義大利 0.72  0.71  0.71  0.73 0.74 0.76 0.73 0.73 0.78  0.77  0.74 
日本 2.68  2.78  2.78  2.83 3.06 3.15 3.20 3.19 3.40  … 3.01 
南韓 2.40  2.18  2.15  2.38 2.69 2.61 2.76 2.98 3.15  … 2.59 
荷蘭 1.56  1.48  1.59  1.53 1.53 1.44 1.50 1.53 1.51  … 1.52 
挪威 1.37  … 1.38  … 1.37 1.40 1.44 1.26 1.16  1.10  1.31 

新加坡 1.12  1.39  1.53  1.49 1.70 1.70 1.66 1.81 1.95  … 1.59 
瑞典 4.04  … 4.18  … 5.10 … 4.64 4.30 4.55  4.49  4.47 
瑞士 … … … 2.68 … … … 3.11 … … 2.90 
英國 1.70  1.70  1.81  1.76 1.76 1.74 1.68 1.61 1.61  … 1.71 
美國 2.63  2.72  2.76  2.86 2.83 2.66 2.65 2.56 2.60  2.62  2.69 

本章小結 
在國家創新系統中，大學與產業合作並不單只是將大學的研發成果及訓練有

加的創新專業人才移轉給企業，使之獲取利益，更也不只是大學或產業要藉由產

學合作的過程得到更多資金、設備的補助，而是大學需要透過與產業合作、交流

的機會肩負起協助國家經濟發展的任務，並在強烈競爭的壓迫下為提升產業與國

家的國際競爭力貢獻心力。而產學合作的成功有賴於政府對於產學合作媒介與機

制的規劃，以及國家研發人才素質之提升，進而強化大學與產業的知識、技術的

交流，將大學、產業合作的研發成果商品化、滿足市場需求，以研發成果帶來創

新收益，促進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增強國家整體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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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北歐三國之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 

北歐三國係屬技術後進國家，自 1980 年代採取「後起者優勢」策略，切入

資訊通訊技術產業及生物科技等產品生命週期即將大幅成長的產品領域，善用內

外部資源，多方擴展產業、國家發展所需之核心能力，構建產業發展所需之基礎

建設，進而增強其國家創新系統，促使產業升級，擴大市場、客戶群，強化在全

球競爭市場之競爭優勢。傳統上，北歐的高等教育為公眾服務，政府支持大學的

經費與設備，學生可免費就讀大學，但政府也對大學有一定的掌控權。惟近年北

歐三國政府逐漸有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與賦予大學自主的現象。政府減少對

於大學的經費補助，使得一向仰賴於政府補助北歐的大學不得不向外尋求新的經

費來源，增加與產業界的合作。也因為可參與大學事務的外部機構增多，越來越

多人開始關注於大學的辦學績效、創新與競爭力，強化大學師生的國際交流與合

作，希冀大學能對於區域與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有所貢獻，增強國家創新系統的發

展(Kalpazidou Schmidt, 2006)。 

本章旨在探討北歐三國之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第一節首先著重於北歐三

國產業發展與國家創新系統的概述，第二節到第四節深入研析芬蘭、瑞典和丹麥

三國產學合作的發展脈絡與內涵。最後，第五節再由北歐三國產學合作對於創新

能量的促進，加以研析北歐三國產學合作對其國家競爭力之貢獻。 

第一節 北歐三國產業發展 

壹、 產業概況 

北歐係位居歐洲大陸偏遠北部，靠近北極圈，長時間的酷寒和缺乏豐厚天

然資源，使得北歐人不得不向外發展，獲取資源。匱乏的資源與海上的不確定性，

讓西元五世紀到十六世紀縱橫於北海、波羅的海一帶的維京人，較其他的民族更

強調團隊合作、民主和平等的重要性，並養成冒險犯難、重視創新的文化(Flaherty, 

1993)。身為維京人的後裔，芬蘭、丹麥、瑞典等北歐蕞爾小國承襲維京人冒險、

創新、好平等的性格，發展為講求社會正義與平等的福利主義國家。因體認到國

內市場狹小，天然資源有限，北歐三國以開放的態度積極地向海外發展，將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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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視為國家最重要的資產，著重學生創意、團隊合作與獨立思考能力的養成，

努力化弱點為優勢。 

為加強北歐國家間的合作關係，二次大戰後北歐各國政府分別於 1952 和

1971 年成立北歐理事會(Nordic Council)以及北歐部長理事會(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每年定期針對北歐國家的經濟、貿易、教育等議題進行討論，簽訂合

作計畫(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2007)。同時，芬蘭、瑞典和丹麥三國為加強

與歐洲國家的互動與合作，分別先後加入歐盟，目前已在經濟、文化、教育等方

面的政策上配合歐盟的相關關定，芬蘭甚至還為了加速與歐洲經濟的整合，以及

增強芬蘭與其他歐洲國家貿易的流通，在 1999 年將貨幣從芬蘭馬克改為歐元。 

北歐三國本以林木、礦產等資源密集的產業為主，但隨著生產成本高漲、

東歐、印度和中國大陸等國家崛起，及全球競爭型態轉變所浮現之傳統產業面臨

產業外移和失業率上升的問題。北歐三國自 1980 年代起便投入大量的研發經

費，透過研發投入與人才培育、交流，及吸引海外人才加入研發工作等方式，用

高素質的人才和創新研發加強產學合作，並以科學園區發展產業聚落，促使產業

轉型或升級為知識密集型的產業，進而降低產業對要素稟賦依賴，強化產業競爭

力。即便芬蘭與瑞典分別在 1990 年代因經濟衰退發生大規模的失業，然透過此

一產業升級與轉型的方法，使其由 1995 年高達 10%以上的失業率，逐漸降低為

個位數（如圖 4-1 所示），並因此提升其國民所得，使其成為高度工業化、自由

開放的市場經濟，高所得7的福利國家。以下將簡述北歐三國的產業發展概況： 

 
圖 4-1  北歐三國與 EU13 國 1995-2006 之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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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2007) :16。 

                                                 
7CIA(2008)於 2007 年的統計資料中，丹麥的 GDP 高達 37,400 美元，為三國之最，其次是瑞典的

36,900 美元，以及芬蘭的 35,5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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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芬蘭 

芬蘭位於北緯 60 到 70 度間，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位於北極圈內，受到冰

河作用的影響使芬蘭氣候嚴寒、境內多冰蝕湖，而芬蘭的礦產資源亦相當有限，

惟近 70%的國土被針葉林覆蓋。狹小的國內市場迫使芬蘭企業不得不向外發展，

形成芬蘭以外銷為導向的經濟模式。1860 年代到 1950 年代芬蘭以生產要素為導

向的林木業為主，自外國引入產業發展所需的技術，接著再以低廉的價格將成品

外銷至海外，藉以彌補國內市場狹小的問題。此一仰賴外國市場的經濟模式易受

到世界經濟循環與外匯波動的影響，無法為芬蘭奠定持續成長的良好基礎

(Steinbock, 2001)。 

二次大戰後，芬蘭因冷戰緊張的政治局勢，並未接受馬歇爾計畫的經濟援

助，僅以其豐沛的林木資源發展林木造紙業，獲取國家發展所需的資金。但由於

蘇聯要求芬蘭以工業產品賠償鉅額戰款，故迫使芬蘭在 1950 年代中期迅速發展

工業能力，逐漸從資源密集的林木造紙產業，走向工業化的製造業(Ahlbäck, 

2005)。1960 年代芬蘭為了增強整體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平衡區域發展，於開

始新設大學、技術學院(Mauri, 1997)。1967 年芬蘭成立國家研究與發展基金會

(Finnish National Fund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itra)，主要提供創業投資基

金給創新與高科技產業，協助成熟的技術進行商品化。1970 年代末期芬蘭政府

更進一步調整芬蘭的科技管理體系，在 1979 年成立主導全國科技研究與發展的

國家技術委員會(National Technology Committee)，藉以推動其國家創新系統的建

設。 

1980 年代芬蘭政府為隨著全球經濟變遷調整國家發展策略，便以大量的教

育和科技研發投資，將芬蘭產業從資源密集的農工業，提升到知識、技術密集高

科技產業。芬蘭政府在此時期積極地發展科技，訂定國家創新策略，成立大量以

應用為主的科技學院(Steinbock, 2001)。芬蘭於 1983 年在工業貿易部之下設立國

家技術發展局(National Technology Agency, Tekes)，承擔促進企業、大學、研發機

構共同進行技術與產品研發之責。為了加強芬蘭全國的科技研發與產業發展之整

合，1987 年包括芬蘭總理、工業貿易部部長、教育科學部部長、財政部部長等

重要內閣官員，以及勞工工會主席、大企業總裁與學者專家共同組成芬蘭國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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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技術政策理事會(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Council of Finland, STPC)，每

年召開四次例行性會議，商議芬蘭科技、創新政策的走向，規劃芬蘭全國之研發

經費的分配（孫福全、陳寶明、王文岩，2008；Werner, 2003; Tekes, 2008）。 

芬蘭真正的經濟結構改變來自於 1990 年蘇聯解體的影響。芬蘭本有 50%的

出口量來自蘇聯，然芬蘭與蘇聯以貨易貨的制度卻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崩解，造成

芬蘭工業產品的出口量大幅衰退，國際貿易停滯，使得芬蘭經濟於 1991 年到 1993

年嚴重衰退，失業率從 3%急速攀升為 20%(Ahlbäck, 2005)。直到芬蘭政府降低

幣值，提升外貿競爭力，整體國家經濟方才回穩。為重建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芬

蘭引入「國家創新系統」的概念，於教育、研發工作上挹注較 1980 年代多一倍

的經費，培養大量的工程、科學人才，並統籌各機構之研發創新能力鼓勵人員流

動，積極加強政府、企業與大學的知識、技術交流，協助傳統企業轉型為知識型

產業（康來詠，2004；Wagner & Vocke, 2001;  Werner, 2003）。芬蘭政府甚至為

了能更便捷地與其他歐盟國家進行經濟貿易的互動與交流，在 1995 年加入歐盟

之後，隨即在 1999 年改用歐元，加強與歐洲國家的貿易流通(Bergman, 2008)。 

此外，係自知小國自然與人力資源之有限性，無法多方發展不同產業或進

行多領域之研發，故芬蘭於 1980 年代末期、1990 年代初期，依己之特性與資源，

將資訊通訊與生物科技列為重點發展產業，用經費補助來引導科技研發的走向，

藉以刺激各組織間的交流與合作，建立起大學間、產學間之研究合作網絡（劉聰

德等，2007）。 

甚者，由於資訊科技的影響力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脈絡中日顯重要，積極

發展 ICT 產業被芬蘭政府視為解決高失業率和高齡化社會等社會問題的主要方

法之一，欲借 ICT 產業的發展來增進國家競爭力與就業率。芬蘭在 1995 年加入

歐盟的同年提出「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的構想，投入資訊通訊科技的

研發，鬆綁對電訊業的控制，大力發展 ICT 產業，以多元化的方式來結合新科技，

提出各種促進經濟的方案（康來詠，2004）。芬蘭的 ICT 產業也因芬蘭加入歐盟，

利用歐洲 GSM 標準成立的契機，與歐洲其他國家進行整合，在行動電話與網際

網路業上密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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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kia 長久以來扮演芬蘭經濟創新領域扮開拓者，Nokia 的公司歷史宛若小

型的芬蘭經濟發展史；隨著政府政策推動發展無線通訊服務，Nokia 成功在 1990

年代開始快速成長，帶動芬蘭在手機、電子通訊等資訊服務業上的發展，Nokia

不僅因此成為國際無線通訊主導大廠，亦成功地將芬蘭從經濟危機的谷底拉向擁

有良好國家競爭力的國家之列，使芬蘭的經濟快速走向創新導向為主的經濟。雖

然目前芬蘭經濟係以機械、電子、木材、造紙、化學與生物科技等產業為主，出

口機械設備、電子、化學、造紙等產品，但是芬蘭整體產業結構仍以 Nokia 為首

的資訊通訊產業為主。故當芬蘭的國家資源過於集中在資訊通訊產業時，不但使

芬蘭的經濟發展容易受到非歐洲區域的景氣循環的影響(Bergman, 2008)，也芬蘭

在全球 ICT 產業的日趨成熟和產業成長趨緩，及其 ICT 產業的中下游產業缺乏

國際競爭力時嚐到苦果，高社會福利支出和人口老化成為芬蘭經濟發展成重的負

擔，芬蘭近年的國家競爭力也因此不斷下滑（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7b；Ahlbäck, 

2005; CIA, 2008）。 

二、瑞典 

瑞典有 60%以上的土地為森林所覆蓋，再加上受到冰河作用，使得瑞典境

內多山脈、荒原、冰蝕湖和沼澤地形，只有 6%的土地可為耕地。不過相較於其

他北歐國家，瑞典的天然資源較為豐富，針葉林覆蓋面積大，亦有遍佈全國的鐵

砂與黃鐵等礦產，礦產、林木業相當發達。因瑞典有計畫地保護與開採其森林資

源，故使瑞典可以在大量出口木材、紙漿、林業化工等林業、造紙產業下，仍可

保持長期穩定成長的森林覆蓋率（商務部投資事務促進局，2006）。其次，瑞典

礦物資源中以鐵礦最豐富，係為歐洲最大的鐵礦砂出口國，然第一次工業革命

時，瑞典卻因缺乏煤礦而無法與英國、德國等歐洲大國在量產的商用鋼材上競爭。 

1970 年代以前，瑞典政府施政重心主要以扶持與補貼衰弱產業解決就業問

題，鮮少關注新興產業的發展。自 1980 年瑞典則開始投入極高的研發經費，進

行技術研發，瑞典工業技術發展局(National Board for Industrial and Technolical 

Development, NUTEK)將資訊科技、生物技術與材料產業列為優先發展產業。1990

年代初期瑞典爆發嚴重的勞資糾紛，政府財政與貿易赤字大增，失業率上升，經

濟陷入困境。而全球化經濟的影響與加入歐盟，瑞典部分頂尖的公司也因為高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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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與瑞典過度干預的法令規章逐漸外移，原本瑞典人所引以為豪的高稅收、高社

會福利政策則被視為是阻礙個人、國家創新的絆腳石。於是，瑞典政府被迫改變

其治理模式，放棄對於產業發展的干預，全力支持區域發展及鼓勵產業進行研

發，逐步進行經濟重建。並因資訊通訊產業具有投資的資本小、獲益大，掌握關

鍵技術即可獲取市場等優點，再加上歐洲 GSM 標準成立的契機，瑞典將資訊通

訊產業列為瑞典獲得全球競爭優勢的利基產業，積極投入資訊通訊產業的發展，

解除政策管制與進行產業民營化，啟動民間創新的發展，致力於全球電信平台等

技術的創新，在無線通訊與生物技術等領域的尖端創新得到相當的報酬，Ericsson

更因此成為世界無線通訊主導大廠 (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2006c)。 

再者，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爆發讓瑞典人意識到開發石油以外的能源之重

要性，因而瑞典便持續發展石油之替代性能源。2006 年瑞典政府發表《2020 邁

向無油國家宣言》(Making Sweden an Oil-free Society by 2020)，希望藉由把廢水、

廚餘、動物排泄物等汙泥提煉成沼氣，將伐木後廢棄的木屑粹取為纖維素酒精，

以作為發電之用。同時，瑞典亦鼓勵 VOLVO 等汽車大廠開發使用替代能源的環

保汽車，減少汽車對於汽油的消耗。期許瑞典可以加強石油使用的效率，並用生

質能提高石油替代率，減少工業石油消耗量的 25%到 40%，逐漸降低對石油的

依賴，使瑞典在 2020 年成為全球第一個無油經濟體，以低石油依賴度來提升其

國家競爭力(Commission on Oil Independence, 2006)。 

瑞典係因國內市場狹小，無法支持大企業的成長，而使如易利信、Alfa-Laval 

Atlas-Copco 等企業多為跨國發展的經營型態。是以，瑞典政府提供完善的自由

市場經濟體制，強力推廣其尖端科技和優秀產業，吸引國內企業和外資進入資訊

通訊技術、電子、汽車、生命與生物科技、食品與林木加工等五大產業投資，因

而為瑞典奠定長期經濟成長的基礎。瑞典主要的產業也逐漸由仰賴於國家既有天

然資源的鋼鐵業、林木造紙業，轉向航空業、核電業、汽車製造、軍事國防科技、

ICT 業、生化醫藥產業、奈米科技、光學等產業。在這些產業中，瑞典有以生產

各式車輛及運輸設備的 Volvo、各式車輛及軍民用飛機的 Saab、通訊設備的

Ericsson 和生產家具用品的 IKEA 等著名的跨國企業（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6；

CIA, 2008; 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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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丹麥 

丹麥雖擁有石油和天然氣，並為歐洲第三大石油輸出國，然其他礦產藏量

很少，所需煤炭更仰賴於進口。但因丹麥的地形係由冰河作用構成，海岸線曲折

多峽灣，而北大西洋暖流與西風吹撫，使其溫度較同緯度地區溫暖，海港冬季不

結冰，再加上丹麥位處大西洋與波羅地海之間的門戶，首都哥本哈根為歐洲大陸

通往北歐的海陸空樞紐，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網絡，促使丹麥的漁業、運輸業、

配銷業及食品加工業蓬勃發展，丹麥有 75%的商品均藉由海運出口。此外，由於

丹麥土壤與氣候適合飼料作物生長，鄰近英國、德國、瑞典等國，在政府鼓勵與

扶持之下，丹麥的農牧業相當發達，一直到要 1950 年代之後製造業才漸漸取代

第一級產業（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3；陳照雄，2005；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7）。 

體認到資源的有限性，丹麥在 1970 年代投入生質能、風力發電等能源產業

的研發，著力於污水處理、垃圾焚化爐等環保產業的發展。政府政策的推廣與輔

助使丹麥的風力發電產業形成由大型跨國企業與能源技術提供分包商構成完整

的供應鏈，風力發電設備主要外銷到瑞典、挪威、德國等國，擁有全球超過一半

以上的市占率，為丹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與吸引外國企業前往丹麥投資。同

時，為逐漸降低對於石油的依賴，丹麥積極發展如再生能源酵素、生質酒精之生

質能源，希望能逐漸增加生質酒精在市面販售油料中的比例，激發企業對於第二

代生質酒精開發之意願。 

1980 年代為丹麥之國家發展之奠基時期，丹麥政府大力推動教育和技術的

發展，重點發展生物科技、製藥、資訊、材料科學、能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等科技

產業，其中又以生物製藥、風力發電和資訊技術表現最為優異。丹麥真正對生物

科技發展的重視開軔於 1986 年通過的《基因科技法案》(Gene Technology Act)，

該法案不僅為丹麥生物科技發展訂定法律基礎，開啟丹麥政府對於生物科技產業

之發展，更使生物科技產業成為丹麥優先重點發展產業之一，丹麥政府開始投入

大量的人力與經費進行生物製藥技術的研發與創新。由於 Øresund 具有地區深厚

的醫學基礎，1996 年丹麥政府與瑞典政府聯合在 Øresund 灣區的兩岸成立跨國

醫藥研究科技聚落—Medicon Valley，且進一步發展出丹瑞生物科技網絡組織

(Dannish-Swedish Biotech Network)，吸引全球生物科技公司前往投資與設立據

 75



 

點。Medicon Valley 旨在透過政府建立良好的生技醫藥研發環境，結合跨國性生

技醫藥產業、大學、醫院、生技醫藥投資者的研發能力與資源，進行專門領域之

生物醫藥的研發工作，並加速研發成果的商業化。Medicon Valley 目前係為歐洲

地區，以糖尿病、抗憂鬱症及治療皮膚病的藥物聞名世界（中華經濟研究院，

2002；郭書祥，2004；馬維揚，2005；Medicon Valley, 2008）。 

丹麥國內市場狹小和企業以中小型為主，導致丹麥企業的產品多銷往國際

市場為主，使其經濟發展極度仰賴國際貿易所帶來的收入。為增進丹麥產業的發

展，丹麥政府十分強調自由貿易，並制訂相關政策鼓勵產品出口。丹麥以中小企

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特性影響丹麥相關創新與研發政策的之訂定與執行。丹麥的研

發經費雖然和芬蘭與瑞典一樣多來自企業界，但因多中小企業的緣故，丹麥的研

發活動缺乏像瑞典一般大型企業的支持，所以使得丹麥的企業在研發經費投入的

比重稍低，丹麥企業大部分的研發活動仍需仰賴外在研究機構的協助。丹麥政府

為鼓勵企業從事研發，於 2001 年修正稅收法案，給予與公共研究機構進行研發

合作的企業減稅優惠，如中小企業提供公共研究機構研發所需的經費，則可以得

所提供經費 150%的租稅減免，而從事科技研發工作的研究人員亦可在工作前三

年獲得 25%的所得稅減免（孫福全等，2008）。2005 年丹麥政府進一步成立高科

技基金會(High Technology Foundation)特別針對奈米技術、生物技術與資訊通訊

等領域提供研發所需的資金，加強丹麥創新系統內組織間的合作與網絡的連結。 

再者，而丹麥的電子產業則具有其重視產品的研發與設計之丹麥典型的製

造業特色，並且在通訊設備、助聽器、電動馬達、變頻器、大型不斷電系統、消

費性電子產品等產品項目上極具國際競爭力。當前丹麥產業係以生物製藥業、資

訊通訊業、運輸設備業、綠色產業、食品加工與化工業、煉油業、冶金業為最主

要的產業（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4；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7a；CIA, 2008）。 

貳、 北歐三國之國家創新系統 
一、芬蘭  

芬蘭的國家創新系統係在政府、國會與芬蘭科學與技術政策理事會的技術

規劃下，搭配教育部、貿易工業部和其他部會的配合，由芬蘭科學院(the Academy 

of Finland, AOF)與 Tekes 以及科學技術與創新策略中心擔負起促進與支持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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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積極鼓勵大學、技術學院、芬蘭科學研究中心(Technical Research Centre of 

Finland)、其他公共研究機構，以及研發實行公司與聯合研究機構進行技術的研

發和創新，然後再將研發、創新之成果技術移轉給科學園區、芬蘭投資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Finland investment)、大學/研究基礎之技術移轉公司和就業與經濟

發展中心(Employ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entre)等，並且由 Sitra、

Finnvera、Finpro、產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和私人創業投資家等支持芬蘭的創業

投資活動。據此，芬蘭的國家創新系統中組織之關係係可由圖 4-2 表示之(Werner, 

2003; 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2006)。以下分就芬蘭國家創新系統中較

為重要的機構作一介紹： 

 
 
 
 
 
 
 
 
 
 
 

 

 

圖 4-2  芬蘭之國家創新系統組織圖 

Sitra                      產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私人創業投資家 
 Finnvera 
 Finpro 

大學(20) 

技術學院(29) 

科學技術與創新策略中心 

  創業投資支持 

就業與經濟發展中心 大學/研究機構基礎之

技術移轉公司 
芬蘭投資基金會 科學園區 

連結與技術移轉 

芬蘭科技研究中心 其他公共研究機構(19)

公共教育與研發組織/私人研究機構 

研發實行公司與 
聯合研究機構 

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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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與支持組織 

政策理事會 
芬蘭科學與技術 

資料來源：修改自 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2006b: 6) 

（一）Tekes 

國家技術發展局(National Technology Agency，2006 年重組改名為 Finnish 

Funding Angency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enter, Tekes)為芬蘭工商部所屬

之工業技術研究與發展機構，旨在推展芬蘭技術多元化和提供研究機構專案的經

費補助，增添芬蘭產業結構的多樣化，提升產業產量和出口量，建構就業和社會

福利所需的基礎，以強化芬蘭產業競爭力。Tekes 為進一步激發大學與企業進行

具有創新性和高風險性的技術研發之意願，係以經費補助來迫使產學研需進行技

術的共同研發：不單是大學、研究機構的研究計畫必需要有企業參加，企業申請

的研發計畫同樣也需要有大學的參與，方才能獲得補助。此一作法直接促成企業

 77



 

在研發上的投入，並加深企業、研究機構、大學三者在國家創新系統中互動與交

流。另一方面，Tekes 還進一步推廣創新成效資訊、新興技術、技術標準及產品

規格，設立區域辦事處(Technology Relay Center)來輔導與推展中小企業進行研發

工作，具體實施所規劃之技術政策，活絡國內各區域間之創新能量。而為與他國

之國家創新系統進行交流，Tekes 在海外設立辦事處以蒐集海外市場情報，推展

芬蘭研發之技術，邀請國外創新機構參予其科技研發計畫，擴大芬蘭技術研發之

深度與廣度(Chakrabarti, 2003; Werner, 2003; Tekes, 2007)。 

（二）AOF 

芬蘭科學院(the Academy of Finland, AOF) 為由科學政策專家組成之芬蘭教

育部下的科學行政單位，其主要負責芬蘭策略性科學政策之規劃、基礎研究與研

究訓練，整合芬蘭各部會之科學研究活動，以資金補助高階研究及研究人員的培

訓，創造良好研究環境和國際交流與互動的機會，增強芬蘭的科學研究及國際研

發合作，促進芬蘭學術活動的發展，進而提高芬蘭的研究品質及聲望(AOF, 2007)。 

（三）Sitra 

國家研究發展基金會(Finnish National Fund for Development, Sitra)設立於芬

蘭國會之下，係為以科技為主的創業投資基金，籌措芬蘭國會提出研發經費之經

費，補助資訊科技公司與民間新興企業從事創新活動或將研發成果商品化，促進

芬蘭創業投資的發展與加強大學與產業之合作  (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2006)。 

（四）科學技術與創新策略中心 

係因芬蘭多以短期專案的形式來資助研發與創新活動，在許多方面未能應

付未來社會發展之挑戰。故 2006 年在 Tekes 與 AOF 的主導下成立「科學技術與

創新策略中心」(Strategic Centres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擔負起

芬蘭重要社會、商業與產業發展之規劃，著重建構大學、企業與研究機構間的合

作網絡，要求大學與企業、研究機構需合作開發未來五到十年內芬蘭企業在實務

上所需技術之應用與需求，並提供研究計畫所需經費之資助，鼓勵企業進行創

新，創造具國際競爭力之新興領域(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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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檢視影響芬蘭企業競爭力與社會變動的因素，強化芬蘭整體創新能力，

擬定相關國家發展策略，AOF 與 Tekes 於 2005 年聯合發起《2015 年芬蘭國家前

瞻計畫》(FinnSight 2015)，整合科技與社會人文等要素，依據全球化工作環境的

改變、商業與社會的新興需求、科學與技術的未來發展三大議題，邀請來自科學、

商業與社會領域的 120 餘位專家學者組成十個專家小組，大規模針對芬蘭的科學

與技術進行前瞻規劃，擬定芬蘭未來的國家發展方向 (AOF & Tekes, 2006)。 

二、瑞典 

在圖 4-3 中可以看到瑞典的國家創新系統組織係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個層級

係為政策形成與制定，政策情報主要由瑞典成長政策研究會(The Institute for 

Growth Policy Studies, ITPS)、創新政策理事會(Innovation Policy Council, IPC)和政

策研究理事會(Research Policy Council, RPC)蒐集，接著再由教育、研究與文化部

統籌規劃瑞典全國的研究政策；第二層級則是由研發經費補助組織所組成，其所

涵蓋的組織有：(1)研究委員會：瑞典研究理事會(The Swedish Research Council, 

VR)、瑞典工作生活與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The Swedish for Working Life and Social 

Research, FAS)、瑞典環境、農業科學及空間規劃研究委員會(Swedish Research 

Council for Environment etc., FORMAS)；(2)國防導向研發機構；(3)民間任務導向

研發機構：瑞典創新局 (Swedish Governmental Agency for Innovation Systems, 

INNOVA)、瑞典能源局(The Swedish Energy Agency, STEM)、瑞典國家太空委員會

(The Swedish National Space Board, SNSB)；(4) 縣市議會與(5)半公共研發基金

會。第三層係由研發組織構成，主要由大學與研究機構進行研發工作，然後再由

第四層的瑞典商業發展局(The Swedish Agency for Economic and Regional Growth, 

NUTEK)和 ALMI 商業伙伴(ALMI Business Partner, ALMI)之商業發展機構、創新中

介與產業基金之創業投資組織，以及 FDI 投資促進的瑞典投資局(Invest in Swedish 

Agency, ISA)提供新興技術商業化之協助與資金補助(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2006c)。以下則針對瑞典國家創新體系中較具代表性的機構進行介紹： 

（一）VINNOVA 

瑞典創新局(Swedish Governmental Agency for Innovation Systems, VINNOVA)

係屬增進瑞典成長與繁榮的官方機構，其主要任務在於用專款資助以需求為導向

的高品質研究，支持電子、運輸、通訊等領域的研發，並強化此一研發創新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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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擔負起連結瑞典研發與創新的角色，希冀在穩定的發展之中，瑞典可以成為

高科技研究品質的領導研究國家，以提升產業競爭力和擴展成功的企業來增加就

業率，亦鼓勵瑞典人參與歐洲和國際的研發合作及分享創新的經驗，使瑞典在成

長國家中發展領先(VINNOVA, 2007)。 

圖 4-3  瑞典之國家創新系統組織圖 

研發經費補助 

政府 
研究政策的調和係由

教育、研究與文化部

統籌 

研究委員會 
(VR, FAS,  
FORMAS) 

國防導向 
研發機構 

 

民間任務導向 
研發機構 

(VINNOVA, 
STEM, SNSB)

縣市議會 
（研發） 

半公共研發 
基金會 

機構 大學 

半公共研發基金會 

縣市議會 

創業投資組織 
創新中介 
產業基金 

FDI 投資促進 
ISA=瑞典投資局 

商業發展機構 
NUTEK=瑞典商業發展局 
ALMI=ALMI 商業伙伴 

大學 

機構 

研究委員會 
VR=瑞典研究理事會 
FAS=瑞典工作生活與社會科學研

究理事會 
FORMAS=瑞典環境、農業科學及

空間規劃研究理事會 

防禦導向研發機構 

民間任務導向研發機構 
INNOVA=瑞典創新局 
STEM =瑞典能源局 
SNSB=瑞典國家太空委員會 

政策情報 
ITPS=瑞典成長政策研究會 
IPC 創新政策理事會 
RPC=政策研究委理事會 

精選團體之國家關鍵行動者 

商業化與資金補助 

商業發展機構

(NUTEK & 
ALMI) 

創業投資組織

(創新中介與產業

基金) 

研發執行 

=研發經費補助

政策情報 

FDI 投資促進 
(ISA) 

(ITPS, IPC,RPC) 

資料來源：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2006c: 6) 

（二）能力中心 

瑞典商業發展局於大學之下設立能力中心(Competence center)，由瑞典商業

發展局、大學和企業共同出資支持 5-10 年的研究計畫，集中研究資源，進行以

問題為導向的跨領域研究，在各大學之間建立起水平式的網路連結。係因能力中

心長期存於大學之中，不只是能力中心的人員可以到企業工作，企業的員工亦可

參與能力中心的工作，產學雙方的人員可以自由流動以外，能力中心並積極鼓勵

碩博士生參與研究計畫，邀請產業實務工作者共同參與校園中的研究活動，進而

增強學術網絡與產業社群之互動，在國家創新系統中扮演著知識利用、移轉與創

造的中介者角色（孫福泉等，2008；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2006c）。 

 80



 

三、丹麥  

為了在知識經濟時代中獲取競爭優勢，同時強化其國家創新系統，丹麥政府

於是在研究諮詢系統、大學、政府研究機構制度、技術與創新法案等層面上進行

一連串的改革：除了強調大學、研發機構與產業應該建立互動交流的文化，大學

亦須開設符合科技服務業需求的新課程。產業與知識機構也必須在研發上進行合

作，每年更對現有公立研究機構提撥固定的研發經費補助(OECD, 2004)。 

丹麥的國家創新系統乃是由國家層級之科學與技術機構和科技政策所形成

之基本架構來主導大學、研究機構、政府部門和政府政策等的運作，以個別或合

作的形式搭配不同的組織、制度，增進新興技術的發展與擴散，改進丹麥創新能

量。丹麥的國家創新系統主要係由國會制訂相關創新與研發政策，丹麥研究政策

委員會(Danish Council for Research Policy)再針對丹麥未來的研究發展訂定相關

改革策略，接著由不同的部會及科學、技術與創新部(the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分別規劃施行策略：科學、技術與創新部門所訂定的

策略可由大學直接執行相關的研發活動，亦可再透過技術與創新理事會(Council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的 分 析 評 估 ， 交 由 技 術 服 務 中 心 (Advanced 

Technology Group, GTS)和科學園區/育成中心進行技術的創新研發；另一方面，

科學、技術與創新部門以外的部會在採納丹麥政策研究理事會的創新研究政策

時，直接將其化為具體計畫，由政府研究機構從事研發工作，並接受公共研究委

員會的建議。最後則由丹麥獨立研究理事會(Danish Council for Independent 

Research)、丹麥策略研究理事會(Danish Council for Strategic Research)、丹麥國家

研究基金會 (Danish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和丹麥研究局 (the Danish 

Research Agency)等機構首長所共組之研究協調理事會(the Research Coordination 

Committee)擔負起諮詢與經費協調之責，由研究協調理事會和科學、技術與創新

部、國會、其他部會針對政策執行相關資源分配、合作進行溝通協調。接著政府

研究機構、其他公共研究部門和大學再依照協調之結果進行技術的創新與研發，

以多元化的機制與策略將研發成果擴散至企業、不同之研究組織，使得各組織、

單位、個人之創新能量得以在整個系統中交流互動（如圖 4-4 所示）。以下亦將

分別針對丹麥國家創新體系中重要之機構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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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會 

公共研究 
委員會 

政府研究機構 其他公共研究部門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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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創新

委員會 
丹麥研究政策

國會 

政府 

科學園區/ 
育成中心 

圖 4-4  丹麥之國家創新系統組織圖 

資料來源：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2006a:12). 

（一）科學技術與創新部 

2002 年丹麥政府為整合丹麥的研究資源與促進全國的研發效率，成立科學

技術與創新部(the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統籌規劃原本

分散於教育部、商業貿易部與科學與資訊技術部之產業、大學、研發等相關創新

政策，主導丹麥的技術、產品的研發活動，致力於建構丹麥知識社會的基礎建設，

促進企業、大學與知識機構的交流與人員、知識的流動，發展技術面、管理面和

市場面的知識，凝聚丹麥的創新能量（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OECD, 2004）。 

（二）丹麥國家研究基金會 

丹麥國家研究基金會(the Danish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係成立於

1991 年，為丹麥政府欲使丹麥所有學科領域均具備世界級的研究水準而設立。

丹麥國家研究基金會主要以支持以研究機構為首的大型研究計畫為主，鼓勵資深

研究員、博士生、博士後研究員以及國際客座研究員共同組成卓越研究中心，從

事國際合作之研究計畫，藉以增強丹麥研究之國際化。此外，丹麥國家研究基金

會還成立博士學院，加強對於參與博士生的培訓（孫福全等，2008；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2006a; The Danish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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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芬蘭產學合作 

壹、芬蘭產學合作的發展脈絡 

芬蘭將教育視為國家資源，強調人人均有受基本教育的權力，人們可不受

經濟因素影響，依據自己的能力與需求，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教育機會均等在

芬蘭施行的意義，不僅是基本公民權的展現，更是藉以促進芬蘭人向上社會流動

的機制(KYRÖ & NYYSSÖLÄ, 2006)。二戰後芬蘭利用社會政策大幅提昇人們的

受教程度，堅實能力和高水準的教育程度為芬蘭帶來了幸福與繁榮的生活。1950

到 1960 年間關乎芬蘭國家發展的科技與科學政策仍在規劃發展中，並同時增設

許多經濟、科技機構，大學也擁有較高的研究自治權。瞭解到教育對於國家發展

的重要性，芬蘭從 1960 年代起持續增加對教育的投資，教育經費在芬蘭的國家

預算中也越顯重要。芬蘭在 1960 到 1970 年代進入增強國內平衡發展的階段，芬

蘭政府大舉在東部與北部增設新興大學以平衡區域發展和提升勞工素質

(Mauri,1997)。1970 年代中期以前芬蘭國內普遍認為最有價值的科學研究是「社

會導向」的研究，故致力於民主政治與福利國家的發展。雖然芬蘭 1980 年代的

科學政策與科技政策兩者間並沒有明顯的整合，但大學所需承擔以科學促進社會

發展的責任卻日漸加重（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 

1990 年代早期芬蘭面臨嚴重的經濟衰退，公共支出的縮減連帶影響到芬蘭

政府對大學經費的補助，然大學就學人數卻明顯增加，外來的資金補助因而對大

學愈形重要。同時，芬蘭引進入國家創新系統的概念，科學政策與科技政策開始

密切整合，政策強調應用導向與研究的有效性，大幅拓展大學、企業與政府研究

單位組成之網路互動，大學扮演國家經濟提升之促進者的角色 (Chakrabarti & 

Rice, 2004; Ahlbäck, 2005;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另一方面，芬蘭的教育

系統亦在 1990 年代經歷了重大的教育改革，其中最重大的意義在於中央行政體

系權力的下放，將教育的決策權和責任從中央移轉到地方，而教育評鑑也成為芬

蘭主要的教育政策之一，教育評鑑的目的主要在於檢視教育是否讓學生學到對的

東西，並透過教育評鑑的機制來增進教學品質 (Kyrö & Nyyssölä, 2006)。面對經

濟型態的變化，芬蘭的大學也逐漸在行政與研究上對於社會經濟的需求和跨領域

學習 (interdisciplinary)有較佳的回應 (Kalpazidou Schmidt, 2006)。Mannie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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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rough(2000)的研究發現芬蘭的中小企業雇主希望員工具備專業的實做技

能，芬蘭的大學畢業生可符合雇主的期盼，具備專業的實做技能。 

貳、芬蘭產學合作內涵 
一、教學 
（一）擴大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自 1980 年帶代開始芬蘭大力發展資訊通訊科技產業，提供產業發展所需之

相關資源、設備，Nokia 的營運在政府政策的扶植之下快速成長，並進而帶動分

然電子通訊訊產業的蓬勃發展，然因芬蘭缺乏技術勞工，故產生技術勞工的供給

嚴重失衡的問題。因而從 1990 年代開始，為配合資訊通訊產業發展與順應資訊

通訊產業對於專業人員的需求，芬蘭政府透過培育大量資訊、電子工程人才，積

極改善大學教學品質與績效，大幅增加資訊科技相關的進修課程，增加國家整體

的研發人才，以及重視研究人才的訓練發展（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二）改善教學品質以縮短博士修業年限 

1995 年初芬蘭政府分別在 93 所研究所中增加了 950 個教職空缺，以改善

原有研究所課程的教學品質與效率，促使研究所能成為有系統及高標準的教育

發展，讓全職博士生得以在四年內完成博士學位，藉此降低國內博士畢業生的

年齡。芬蘭政府並且提供年輕的博士畢業生較以往更多國內與國外的就業機

會，使其都順利地投入學校或研究機構工作，更有效運用人力資源。芬蘭政府

還透過制度的設計讓研究人才可不必擔心年資的累計，自由地在私人機構和大

學、公立研究單位流動。上述作法不僅促進芬蘭國內人才、知識與技術的流動，

更強化芬蘭的國家創新系統的創新能力（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 

二、研究 

雖然芬蘭大學的經費多源自於政府補助，但 Tekes、Sitra 和 AOF 等外部機

構近年的經費補助也逐漸增加在芬蘭大學總經費的比例，尤其是 Tekes 所贊助的

研究計畫更促使大學從事以問題解決目的企業導向研究(Chakrabarti, 2003)。除此

之外，1971 年成立的芬蘭發明基金會(Foundation for Finnish Inventions) 係主要在

支持與促進芬蘭的科技發明，提供發明人、研究人員和中小企業科技將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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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之相關法律諮詢與財務支持，為發明者、大學、研究機構與產業建立交流

互動的機制。芬蘭發明基金會扮演著類似創業投資機構的角色，其所提供的財務

支持包含在發明早期無須償還之補助金、用於專利申請及產品開發與商品化之支

持基金，以及發明在發明商品化之後所申請之低息借貸（孫福全，2008；WIPO, 

2008），希望能藉以協助個人、中小企業將技術發明商品化。 

三、服務 
（一）新大學帶動地區產業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培養優質勞動力，奠定地方研發之基礎，增強國

家經濟與各方面的發展，芬蘭政府自 1960 年代開始廣設大學、技術學院，因而

芬蘭的高等教育機構、研究機構在 1960 到 1980 年間快速成長。新大學的成立

不僅可以促進地方產業的發展和滿足地方的需求，大學與產業的合作研究計畫

亦可促成知識的累積與擴散，以及產生產業集群的互動效應，故地區之特性亦

會反應在新大學的發展之上(Mauri, 1997; Laine, 2004)。有鑑於新興大學對於地

方發展之貢獻，芬蘭政府更進一步於 1999 年到 2004 年推行《教育與研究發展

計畫》(Development Plan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希望可以透過大學積極與

當地社區進行互動、合作，進而促進區域的發展。 

以 Vaasa 地區為例，Vaasa 大學(University of Vaasa)、瑞典經濟商業管理學

院(Swedish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業藝術大學

(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Arts)等位於 Vaasa 地區的大專院校除需和一般大學一樣

從事研究與教學外，亦需配合地方的政策進行實務性的研究計畫，為當地的中

小企業提供短期的在職訓練與空中遠距教學。Vaasa 地區產業與大專院校的互動

交流促成當地勞工教育水準的提升，並增強 Vaasa 市在芬蘭所有都市中的競爭

力(Mauri,1997)。 

（二）科技園區扮演育成中心之角色 

芬蘭的科技園區由民間大型企業創辦，係以研發、創新為主要運作方針，

不追求產值、利潤或是成為外資生產研究之策略性研發中心之機會。芬蘭的科

技園區強調在完善設施、濃厚團隊合作精神之經營環境中，提供中小型企業高

效率的管理機制與創業服務，並給予創業者創業基金及財務諮詢，從事類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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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心之相關工作，園區內設有技術移轉公司協助大學或研發機構將研發成果

商品化。芬蘭的生化產業多鄰近大學或科技園區，除 AOF 和 Tekes 提供新興生

化公司所需創業的研發技術指導與資金補助，Sitra 和數家創投公司亦投入大量

的經費，扶植芬蘭生化產業的發展。以位於芬蘭首都－赫爾辛基鄰近之 Otaniemi

科技園區為例，因 Otaniemi 科技園區與 Helsinki 大學關係密切，園區內有多家

技術移轉公司和創業投資公司，協助將研究成果技術移轉和商品化，再加上

Tekes 對於產學合作的支持與補助，因而自 Helsinki 大學衍生出多家生化科技廠

商（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 

（三）促成區域創新與專業網絡 

為維持企業競爭力與確保勞工素質穩定，故芬蘭企業重視員工之終身學習，

其所學亦必須與職場結合，其中又以資訊科技產業最為重視員工的在職訓練。

1996 年 Lapland 地區在芬蘭教育部和 Tekes 的參與下，推動 Poweria 計畫，結合

Rovaniemi 技術學院、Lapland 地區最大的企業—Salcomp Oy、Oulu 大學、Lapland 

TE 中心以及 kemijäri 職業機構，希冀能系統化地增加 Lapland 地區電子電源供應

的專業人員和計畫管理師、團隊工作者等，給予相關領域人員適切的教育訓練，

促進大學與企業在科技計畫的共同執行，進而提升產業研究與產品研發的深度與

強度。該計畫不單只是 Lapland 地區產業與大學、研究機構等的互動，尚包含

Oulu 大學與 Tampere、Lappeenranta 等地的科技大學共同合作的電子電源供應研

究計畫。此一計畫不僅幫助 Salcomp Oy 節省生產成本，亦提高其員工的工作意

願、能力，Salcomp Oy 的員工也在接受此一計畫之後提升了參與繼續教育的意

願。係因該計畫由大學、企業和研究機構等多重組織參與，因而產生區域電源供

應領域之創新與專業網絡(Arkko, 2002)。 

第三節 瑞典產學合作 

壹、瑞典產學合作的發展脈絡 

瑞典的大學在二十世紀中期後急速擴張，1970 年代瑞典的大學大學被要求

回應社會的需求與解決社會問題，因而瑞典開始將政治與社會因素納入其辦學策

略中，並進一步轉變其發展方向(Lind, 1999)。1980 年代末期瑞典政府積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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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產業的合作計畫，允許大學接受企業的研究經費補助，大學的研發成果也

因此較能與產業需求配合，快速地在產業、學術界傳播擴散（中華經濟研究院，

2002）。1993 年瑞典進行高等教育的新改革，不僅降低中央政府對大學的控制，

將去中心化觀念導入決策制訂中，並增加機構效能與產出的控制的需求；同時，

大學也開始回應對於當地社區的需求。瑞典高等教育去向大眾化、大學自主、品

質、創新與競爭力等重點方向發展(Etzkowitz & Klofsten, 2005)。 

即便瑞典從 1997 年至今在研發上的投資將近占整體國家 GDP 的 4%，但因

瑞典的產業發展相當國際化，使得政府在研發上的投資並不是很明顯，大多數研

發經費多由大型的跨國企業出資，少數幾個大的跨國企業的出資即佔了整體 GDP

的 3%以上。自 1950 年以來，瑞典大學擔負起瑞典技術發展之任務，導致瑞典的

研究機構的規模均不是很大。然而瑞典的大學卻無法完全透過與產業或其他非學

術的合作，擔負起促進瑞典社會的共同發展的責任(Gergils, 2005)，再加上瑞典政

府對於大學研究經費的補助多集中在基礎研究，僅少部分用於產業需求導向之應

用研究。是以，瑞典大學應用研究經費的缺口，不僅要有產學合作計畫的支持，

更需要其他外部經費與資源的挹注。 

貳、瑞典產學合作內涵 
一、教學 
（一）擴大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瑞典的高等教育具有濃厚的中央管理與政府出資之色彩，大學的課程與科系

招生數均需配合政府所做市場需求與預測調查結果，因而瑞典高等教育畢業生的

失業率遠低於其他 OECD 國家，且高技能的工作也較低技能工作者容易找到工

作（劉聰德，2007）。自 1992 年開始瑞典各大學開始設立不同的資訊教育學程供

學生選修，資訊科技的相關科系亦在 1990 年代後期持續增加，藉以培養資訊科

技發展所需之專業人才，事實上即便 1999 年瑞典從資訊科技領域的研究生已經

比 1977 年成長了 325%，但瑞典企業就仍舊出現資訊科技人才供不應求的現象

（徐作聖、張維邦、蔡昕翰，2002）。 

「校園資訊科技計畫」(IT Programme for Schools)旨在透過大學增設資訊科

技相關科系，以培養優秀之資訊科技人才。其中以瑞典皇家技術學院(KTH)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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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holm 大學電機學院共出資一千億瑞典克朗於 Kista 科學園區設立「資訊科

技大學」(IT University)最為出名。IT 大學除了主要以通訊技術研發、提供 Kista

科學園發展所需的產學合作機會為主以外，更希望能藉以培育大量素質佳且有良

好訓練的電機與工程領域研究生，以回應瑞典資訊科技產業對於專業資訊科技人

才的需求。為使學生畢業後可以快速融入資訊科技產業，IT 大學的學生在在學

期間參與科學園區內的產學合作計畫，參與技術研發，畢業後可以直接獲聘於合

作的企業，節省在職訓練的成本與時間。且為使學生可快速融入職場，瑞典 13

個以資訊科技發展為主的科學園區的廠商均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徐作聖、張維

邦、蔡昕翰，2002）。 

（二）統合職場所需知能  

為回應產業的徵才需求，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Chalmers 科技大學(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othenburg)、Linköping 科技學院(Linköp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U)、瑞典皇家科技學院(the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TH)共同發起 CDIO

之創新工程教育架構(the CDIO initative)。不同於以往在教導學生學習產品與系統

的概念與設計時，動手實做解決問題，CDIO 之創新工程教育架構將產業界對於

工程理論與實務，以及其他工程真實工作環境中所需的相關知識，具體化為工程

教育的課程改革，希望能在「構想」(Conceiving)、「設計」 (Designing)、「應用」 

(Implementing)與「操作」 (Operating)之課程架構下，培育下世代所需之工程人

才。目前共有美國、瑞典、丹麥、南非、愛爾蘭等國家的大學參與 CDIO 的工程

教育架構。而瑞典則主要有 Chalmers 科技大學、Linköping 大學、Jönköping 大

學、Umeå 大學等大學加入此一課程架構(CDIO, 2008)。 

為培育下一個世代的工程領導人所需具備之知識、技能與態度，CDIO 的課

程兼容基礎科學、工程知識與實務操作，欲透過多元化的學習與活動，讓學生在

教室、工作坊、實驗室等地方進行實驗、小組與企業實習，並邀請工程領域的實

務工作者分享實務經驗，讓學生提早瞭解身為一個工程人員所必需具備的知能，

以便在在學期間及早學習；同時，教師也減少授課時間，希望學生能有多餘的時

間進行課外活動的學習機會。CDIO 的課程規劃強調創造力、設計與企業家精神，

以增加動態與手做的學習、強化問題形塑與問題解決的能力、加強概念的學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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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習反饋機制等多學科訓練，將課堂所學與真實的工程工作現場有所連結，回

應真實工程工作環境中的複雜性(Gaidi, 2003)。 

（三）創業育成計畫的施行 

瑞典的經濟係以大型的跨國企業所構成，較少中小企業；然面對全球劇烈的

競爭，瑞典應發展具研發能力與技術基礎之中小企業來維持其生產力與競爭力，

因而「創業」與「創業精神」係為瑞典當前關注的焦點議題之一。瑞典政府目前

正在規劃從小學到大學建立一個整合性的創業教育，希冀在教育體系中傳授與建

立創業的精神(Gergils, 2005)。 

許多瑞典的衍生公司係源自於創業學程的教學，以 Linköping 大學為例，

Linköping 大學為鼓勵學生自行創業，設計了為期近一年的創業與新事業發展計

畫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Programme, the ENP 

programe)。此一創業育成計畫希冀透過全校性創業文化的建立，學校提供創業

的環境與平台，與科技知識密集公司進行合作，藉由創業課程、特殊的訓練，教

導學生撰寫商業計畫(Business plan)，並且以舉辦工作坊的方式由專業人士帶領

學生探討在創業過程中可能面臨到的行銷、銷售與法律等問題，搭配建立企業家

導師諮詢制度，給予學生在不同層面的建議與協助。因而，學生可以透過課程嘗

試將其想法化為實際的商業計畫，企業家導師也給予適切的建議。Linköping 大

學每年平均有 100 家公司是由創業的訓練活動和與其他大學的合作計畫中衍生

出來的(Klofsten, 2000; Etzkowitz, 2004)。 

（四）跨領域訓練課程 

Linköping 大學在 1979 年發展出一種研究所階段的主題課程架構 —

「Tema」，並由名為 Tema 的研究機構推行之。Tema 係建基於科學與社會相關面

向之問題為導向的跨領域訓練，其共包含科技與社會變遷、健康與社會、傳播研

究、水與環境研究、兒童研究、倫理學和性別研究等七個領域的研究與博士訓練

課程。Tema 多學科訓練多主要用在研究問題的陳述，要求學生從不同學科觀點

來分析問題與尋找較為全面性的解決方案(Lin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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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 

雖然瑞典企業投入大量的研發經費經費，然瑞典的研發工作多在大學所進

行。為強化瑞典創新研發的網絡，促進網絡間各組織的合作與交流，VINNOVA

為改善瑞典整體的研發、創新環境，即以專款補助大學從事產業需求導向的應用

研究，支持大學在電子、運輸、通訊、材料與生物科技等領域的研發，協助大學

將研發成果商業化(Gergils, 2005)。科技連結基金會(Technology Links foundations)

同樣也在促進企業與大學進行共同研究，旨在連結大學與企業之研發和知識密集

活動，協助大學和企業將研發成果與所申請之專利商業化。而有別於知識基金會

主要負責促進資訊科技在社會中的運用與支持瑞典大學與產業進行研究上的合

作(the Knowledge Foundation, KKS)，瑞典策略研究基金會(Swedish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Research, SSF)則是進一步贊助小型的高科技公司從事為期五年之新興

跨領域之大型（每年 200 萬美金）研究計畫，鼓勵自然科學、工程與醫學領域的

研究生與產業直接進行合作，使之研究成果能符合產業的需求，藉以強化政府對

於大學從事應用研究的支持(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 2006c)。 

三、服務 
（一）科學園區扮演育成中心之角色 

瑞典的科學園區緊鄰大學或國家研究所，係由大型企業創立經營，瑞典的科

學園區具有類似育成中心的功能，除了具有普遍企業研發之風氣以外，亦提供新

創企業所需的創業環境及相關協助。為使大學所培育的資訊科技人才能快速融入

於產業中，瑞典 13 個以資訊科技發展為主的科學園區分別有其各自合作之大

學，讓學生在就學期間可以參與研究合作計畫、共同開發新技術，畢業後即可進

入合作的公司任職（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Lund 大學與 Ideon 科學園區進行

「溫室計畫」(Greenhouse Plan)的合作，以類似創業育成中心的方式，讓學生可

以在就學期間在學校的輔導之下，向園區內的創投公司提出創業計畫書，在由科

學園區所提供場地與設備進行創業活動，若在三年的期限內創業有成時則需遷出

向外發展（徐作聖、張維邦、蔡昕翰，2002）。 

（二）人才流動制度的改革 

即便近年瑞典大學不斷被賦予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使命，然而相較於美國

創業活動著重於研究與經濟發展的聯繫，大學的師生可以一同自由創業；瑞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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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授因如欲進行創業，就需面臨離開大學的抉擇，故降低瑞典大學教授從事

與其教學和研究不相關的創業活動。由於大學教授的身份限制了瑞典大學教授主

動進行產學合作的動力，抑制教授到企業兼職或是擔任顧問的機會，使得瑞典的

大學教授均是以其身為一個大學教授所應當扮演的角色與產業進行互動（周春彥

譯，2005）。因而為增進人員與知識的流動，瑞典近年不論是在勞工聘用政策、

人才培育與延攬政策，或大學的組織結構和相關規定上都做了重大的改革，希冀

能藉此增加勞工市場需求的媒合、提升聘任制度的彈性、擴大人才的跨國移動（劉

聰德，2007）。 

第四節 丹麥產學合作 

壹、丹麥產學合作的發展脈絡 

大體而言，丹麥的高等教育體系的特色在講求彈性與終身學習，面臨未來的

挑戰，改善與產業界的關係，如增加國際化、跨領域訓練導向與講求品質表現和

產業合作，並且配合就業市場的需求，將人文社會學科的畢業生比例從 66％調

整為 50％(Kalpazidou Schmidt, 2006)。Mannien 和 Hobrough 在 2000 年的研究中

指出，丹麥的中小企業雇主希望員工具備調適、合作與學習的能力，以能適應於

學習型的組織文化。而實際上，丹麥的大學畢業生所具備的能力除了有學習力、

適應力以外，尚具備了工作熱情與忠誠度。 

自 2000 年起丹麥政府鬆綁對大學的管理，丹麥大學漸漸擁有自主管理的權

力(Gergils, 2005)，2003 年丹麥通過新的《大學法》(University Act)將大學定位為

在科學技術與創新部下獨立公開的機構，賦於大學自主、自理之自由。同時要求

大學需以組織再造、彈性化的課程教學設計與國際交流，走出學術的象牙塔，積

極回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加重對高訓練與研究的重視，強化知識將換與技術

移轉之角色，承擔起與社會共同合作之義務 (OECD, 2004)。 

2004 年丹麥政府以《知識重新安置：通往高科技區域》(Knowledge Relocates- 

The Path to High-tech Regions)計畫加強各地區的基礎建設，建立區域技術中心與

知識嚮導，進而強化區域產業的競爭力和增進大學畢業生在中小企業的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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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nish Government, 2005)。2005 年丹麥就業部(Minister for Employment)為

增進丹麥整體就業率與國家的創新研發能力，依據《歐盟成長與就業策略：里斯

本策略》(EU’s Growth and Employment Strategy: Lisbon Strategy)規劃《丹麥國家

家改革策略》(The Danish Reform Strategy)，以調整大學與研究機構的組織管理

結構與提供經費補助的方式，擴展丹麥大學與其他國家大學的合作交流，以及增

強與產業的互動與合作。為配合產業發展需求，該計畫亦強調整合學士與碩士課

程，使大學的課程設計更佳彈性、協調，並且加倍培育自然科學、技術、健康科

學領域的博士生與增加產業博士計畫，發展產業、社會所需的知識與技術(The 

Danish Government, 2005)。 

貳、丹麥產學合作內涵 
一、教學 

丹麥的教育政策與目標，起源於對個人與文化之陶冶，接著進入職業陶冶，

最後再進入綜合陶冶，使之具備全球知視野。為保有其在世界競爭市場之競爭地

位、提升國家競爭力及培育歐洲菁英企業家，持續涵養國民具備企業家精神、創

新之能力，並發展其獨立之文化和教育之政策和措施可以不斷創新（陳照雄，

2005）。丹麥產學合作在教學上的具體作為如下所示： 

（一）擴大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丹麥為解決資訊人才缺乏的問題，於資訊與科技部之下設立兩所 IT 大學，

並由專業人士與產業界人士組成之董事會來主導，並且每一所大學均設有創業育

成中心（中華經濟研究院，2003）。2003 年科學技術與創新部進一步提出《知識

的成長策略》(Knowledge in Growth)，揭櫫丹麥政府的知識策略，針對大學、政

府研究機構等知識機構進行改革，並透過《更好的教育》(Better Education)之行

動計畫、產業博士計畫的提案與國家職能帳戶(The National Competency Account)

的建立，培養能力佳、具競爭力的員工，並進一步加強知識機構與產業間的互動

和交流(The Danish Government, 2003)。 

（二）統合職場所需專業知能 

皇家獸醫及農業大學(the Royal Veterinary and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VL)

主要提供丹麥最高層級林業教育(forestry education)，其研究所畢業生近年在環境

 92



 

與自然資源管理領域中表現極佳，原因來自於皇家獸醫及農業大學近年的林業課

程將環境議題納入課程之中， 融合生態、經濟、社會、文化、休閒與科技等領

域的知識與觀點。碩士級的造林學(Silviculture) 便以學期中的實地考察旅行和暑

期工作坊等方式，透過講課、作業、小型的研究計畫統合職場上所需具備的專業

知能，讓學生了解在造林實務工作可能面臨的管理衝突、協商，教導學生在環境

與自然資源管理(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中所需有樹種等生

態學的知識，並從環境面、社會面的角度，涵養學生在系統化思考、質性研究方

法等方面的知能，從問題解決與協商中獲取實務經驗，培養學生能宏觀地將整體

社會的利益納入造林考量中(Leth & Sriskandarajah, 2004)。 

（三）企業家精神的培養 

在 2001 年《全球企業檢測年度報告》(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s 

Report)中指出雖然丹麥的教育制度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然而卻未將此一

獨立思考的能力轉換為企業的企圖心。北歐部長委員會之北歐研究所於 2002 年

所提出《企業訓練、範圍、品質與各國差異之 2002 年國家調查報告》(Training in 

Entrepreneurship, Range, Quality and National Difference: A National Survey, 2002)

也提及北歐各國的教育部門應以培育學生具有生產力、教育活動需與商業、就業

有關，並且重視設計工作以及以經驗為基礎之學習，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據此，為積極回應世界的變遷與產業發展對於創新的需求，以企業家精神和

創新增進丹麥經濟的成長，丹麥政府於 2002 年提出《更好的教育》之行動計畫，

強調大學需以開放的態度不斷與企業、其他組織進行互動交流，建立鼓勵創新與

企業家精神的校園文化，增加教學、課程與制度的彈性，在課程中加入創新與企

業家精神之元素，探討大學研發成果如何應用於企業界，並加以提升學生能力與

水準，使學生進入勞動市場時有足夠之能力(The Danish Government, 2002)。2003

年，《教育與企業訓練之最佳程序計畫》(Best procedure project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entrepreneurship)進一步主張丹麥的國家或教育政策應以培養企業之

人才達國家標準，發展創意，建立長期願景，且能產生深遠之影響，整合目前的

評量策略，促成企業文化之再造與創新（陳照雄，2005）。2004 年丹麥教育與科

學、技術與創新部共同編撰《丹麥教育體系：創新、企業家精神與獨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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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a Culture of independence in the Danish Education 

System)報告書，希冀透過教導學生撰寫經營計畫、帳戶管理等實用技能，以及

管理、組織和行銷等基本知能，來加強學生具備開放的態度以及創新、創業的能

力，奠定丹麥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之基礎，培育具創新能力之菁英企業家，確保丹

麥在全球競爭市場之競爭優勢(Ministry of Education &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Denmark], 2004b)。 

（四）加強國際交流 

丹麥近年相當重視學生的國際交流與學習，在 1992 年出版的《丹麥教育簡

介》(Education in Denmark: A Brief Outline)中提到丹麥的教育不僅要提供統整性

的課程，加強國際文化之交流，使學生具備就業所需之知識與技能，並要與私人

企業合作，將丹麥教育體系所研發之新知、技術輸出外國。而 1997 年丹麥教育

出版的《教育原則與議題》(Principles and issues in Education)，再次強調丹麥的

教育制度應在彈性多元的原則之下，促進社會穩定發展，使個人具備就業之能

力，且能回應高科技社會發展之需求。為此，2000 年丹麥在教育部之下設立丹

麥國際教育、訓練合作與互動中心(Danish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Mobility in Education Training)，提供各類教師、學生各國文化與教育之資訊，使

用英語教科書，增設許多以英語為主的交換學生計畫，與他國交換學生，進行文

化交流。故有不少丹麥大學生在國外獲取文憑，丹麥的博士生更是必須到著名的

國際研究機構訪問，進行國際的教育與研究訓練(Kalpazidou Schmidt, 2006；梁

宏、姜波，2002；陳照雄，2005)。 

2004 年丹麥教育部與科學技術與創新部共同提出《加強丹麥教育與訓練的

國際化》(Enhanc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Danish Education and Training)計畫，在深

具國際思維的脈絡，不僅鼓勵丹麥人在外國從事研究、學習與工作，讓學生與教

師可以透過資訊科技或參與學術活動、交換計畫、國際論壇，有國際交流的機會。

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吸引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教師、研究人員與勞工，強化不

同國家間知識與技術的創新和交流。讓丹麥的國家創新體系可以在跨國合作與競

爭的機制下，不斷精進與成長 (Ministry of Education &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Denmark], 20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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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 

2007 年由丹麥科技學院(Danish Academy of Technical Sciences, ATV)主導推

動《丹麥產業博士合作計畫》(Danish Industrial PhD Fellowship Programme)以鼓

勵企業雇用博士研究生進行研發工作。該計畫為企業導向的博士培訓研究計畫，

以執行研究計畫的方式，訓練博士生進行產業實用性質的研究，促成企業與國內

外大學進行結盟與合作，將大學的知識與技術移轉給企業，使企業能因此獲致最

前緣的知識與有價值的技術，藉以培育出具產業相關競爭力的博士，提升丹麥產

業的研發能力，及建立丹麥產業與國內外研究機構之知識交流網絡。該計畫不限

制參與計畫博士生、大學的國籍，參與計畫的博士生僅需具備一定的學業成績與

實際能力，即可與在丹麥設有辦公室的企業簽訂 3 年聘用合約，博士生在合約其

間需至少同時受到大學與產業兩位以上的指導老師指導，在大學與企業各一半的

時間進行研究，並修習專案管理、組織、傳播、專利與商業化等商業管理課程。

此外，丹麥政府亦分別給予大學和企業補助經費，以鼓勵大學與產業積極參與此

一計畫，增進丹麥整體的創新研發能力，提升專利授權的申請數(FIST, 2008)。 

三、服務 
（一）促進區域產業的發展與區域創新與專業網絡的形成 

Aalborg 大學係位於丹麥的北 Jutland 地區，其不僅為地方培養素質佳的人

才，吸引國際學生前往交流，提升整個區域的知識水準，更因 Aalborg 大學重於

研究，從事尖端技術之研究，因而吸引許多國際電信企業前往北 Jutland 地區，

與 Aalborg 大學進行高層次研究；Aalborg 大學進一步提供勞工的在職進修和透

過研究計畫，與當地政府和 NOVI 科技園區內的企業進行合作，並以產業聯繫辦

公室(Industrial liaison Office)增強大學與產業之間的網狀研發活動，促成知識密

集之電信產業集群的形成。有鑑於電信產業集群之成功，當地欲以相同模式建立

起生物醫藥科技產業集群增進地區的發展。除了運用 Aalborg 大學和 Aalborg 醫

院之研發人力以外，Aalborg 大學亦提供多種程度之生物醫藥領域之學程，其產

業聯繫辦公室甚至還架構起六個生物醫藥科技網絡，希望能透過整合企業、研究

機構之現有知識與資源，建立起良好的創新環境，吸引國外的生物醫藥領域之參

與一同進行互動與交流，增進北 Jutland 地區的發展(Villadse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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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學園區扮演育成中心之角色 

丹麥的科學園區位於大學或國家研究機構附近，由一群專案經理和少數管理

人員組成之私人管理公司，主要任務在於將企業、技術創新與資金緊密結合，為

學生、研究人員、發明家與具創新想法的企業提供創新所需之咨詢服務、資金、

辦公及研究場地和設備，協助將高潛力之知識技術的創新構想商品化，發揮育成

中心的功能，達到加速研發成果商品化，扶植中小企業發展的目標（中華經濟研

究院，2003）。 

第五節 北歐三國產學合作對國家競爭力之貢獻 

能否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全球競爭脈絡中掌握知識的創造、傳遞、轉化和運

用，係決定國家和產業競爭力之強弱。產業與大學的交流與合作，不只可以為彼

此帶來好處，亦可活絡國家創新系統之知識、技術、人員和資金等要素的流動，

進而增強國家的創新能量，提升國家之競爭力。以下將從產學合作對國家創新能

量增進之觀點，論述北歐三國產學合作對其國家競爭力之貢獻。 

壹、國家競爭力排名與知識經濟指數的改變 

圖 4-5、圖 4-6 和圖 4-7 可得芬蘭、瑞典和丹麥三國從 1998 年到 2007 年，

十年間分別在 IMD 和 WEF 的國家競爭力排名的變化。在此之中，除了瑞典國家

競爭力的起伏較大，較不亦看出趨勢以外，芬蘭和丹麥國家競爭力排名均有相當

明顯升落的趨勢：雖然芬蘭曾經一度在 WEF 的國家競爭力排名中名列一、二名，

甚至在 2002 年 WEF 和 IMD 的評比中，國家競爭力的排名均有名列第二，然近

幾年卻因為高社會福利支出，和國家發展過於集中於資訊通訊產業，而使得芬蘭

的國家競爭力排名同時在此二機構的評比年年衰退。相反地，丹麥經濟、基本設

施、政府行政效率的表現傑出，大幅改善國內的生活水準，促使丹麥的世界競爭

力排名一年較一年進步（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7），當前為此三國中國家競爭

力排名最為優異的國家，其次則為瑞典、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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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芬蘭近年國家競爭力排名變化 

整理自：IMD(1998-2007), WEF(199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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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瑞典近年國家競爭力排名變化 

整理自：IMD(1998-2007), WEF(199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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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丹麥近年國家競爭力排名變化 

整理自：IMD(1998-2007), WEF(1998-2007).  

WEF 和 IMD 所作的國家競爭力排名係為一國整體之競爭力評比，世界銀行

所做「全球知識經濟指數(Knowledge Economy Index, KEI)」則是更進一步從經濟

激勵機制、創新系統、教育與人力資源以及資訊通訊科技基礎建設的角度去評定

一國所具備之知識創造、調適與傳播的能力高低。丹麥、瑞典與芬蘭分別在世界

銀行 2008 年最新全球知識經濟指數的調查中名列前三名。圖 4-8 到圖 4-10 呈現

了芬蘭、瑞典和丹麥北歐三國 1995 和 2007 的知識經濟指數的差異。從這三個圖

 97



 

中可以發現北歐三國主要的國家競爭優勢仍舊係以人力資源與資訊通訊科技為

主，且相較於 1995 年此三國 2007 年的之知識經濟指數在稅賦、品質管理上有較

突出的進步，不過 GDP 的成長率卻普遍衰退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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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芬蘭 1995 年和 2007 年知識經濟指數的變化 

資料來源：KAM(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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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丹麥 1995 年和 2007 年知識經濟指數的變化 

資料來源：KAM(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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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創新能量的評估 

國家創新能量/績效的衡量起始於 1970 年代 OECD 所提出之科技指標

(Science & Technology Indicators)及其編撰之「Frascati Manual」手冊，爾後

OECD、EU、WEF、IMD 等機構開始根據不同之目的或需求編定衡量國家創新

能量/績效之指標（江雪嬌，2008）。吳榮義、林秀英（2003）統整各類衡量國家

科技與創新指標後，提出以投入、過程與產出三個層面來探討國家科技發展與創

新之績效。其中，投入層面包含研發經費投入、創新支出、研發人員數、知識投

資等；過程指標則包含如 ICT 設備與應用概況、文獻與專利被引用次數等知識擴

散指標，以及如技術策略聯盟數、產官學合作情形等研發合作模式指標；產出指

標則涵蓋專利件數與被引用次數或頻率、科學論文篇數與被引用次數等。 

大學與產業在國家創新系統中的互動，不只是各取所需，促成知識、技術人

員與資金等在自系統內的流動，發揮知識與技術擴散和應用的效應，更透過跨國

的人員流動、合作計畫整合及運用不同國家創新系統間的人才、知識與技術，進

而創造出更高的價值和提升國家在知識經濟與全球競爭脈絡中的競爭優勢。雖然

OECD(1997)曾提出若欲探討大學與產業在國家創新系統中互動時知識流動情形

可 從 大 學 年 度 報 告 (university annual report) 、 專 利 紀 錄 分 析 (patent record 

analysis)、發表分析(publication analysis)、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和企業調查

(firm surveys)等方面著手之。然而產學合作的運作與成效則會牽涉到政府政策與

相關法令措施，大學自身的研發能量、產業承接意願與方式（江雪嬌，2005）。

故以下將參考吳榮義、林秀英（2003）所提出分析的架構，試圖從投入、過程與

產出等三個層面評估北歐三國產學合作對其國家創新能量之貢獻。 

一、投入層面 
（一）研發經費與研發人力投入 

從 1997 年到 2006 年芬蘭、瑞典、丹麥三國平均每年在研發經費的投入上所

佔之比例呈現逐年上升的情形，並以瑞典 3.82%為最高，其次是芬蘭的 3.25%，

最後則為丹麥的 2.33%。而企業對於高等教育機構研發經費的出資比例則呈現芬

蘭跟瑞典企業的出資比例為逐年上升，丹麥卻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且受到丹麥

企業多為中小企業的影響，丹麥企業在高等教育研究經費的出資上僅有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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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遠不及芬蘭與瑞典企業所出資的 5.76%和 4.96。再者，在國家研發人力向度上，

在 2005 年的統計資料中，芬蘭在每千就業人口中即有將近 16.51 人的研究人員，

較 2003 年略為下降外，瑞典和丹麥的每千就業人口所含的研究人員比例則呈現

逐漸增加的趨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7）。 

（二）政府相關法令 

由北歐三國政府的相關政策、法令規章觀之，在完成制訂政府所欲發展產業

之相關政策與法令之後，三國政府均開始透過政策、相關計畫，拉攏大學與產業

之間的距離。而在教育政策的層面上，不論是芬蘭或是瑞典跟丹麥政府均因國家

經濟發展之需求而逐漸放寬對於大學的控制，在給予其較多自主的空間的同時，

卻也希望大學能多培育國家、產業發展所需的人才，瑞典政府甚至還有計畫地依

照國家發展需求培育國家、產業發展所需之人才。為增強大學所培育出來的優秀

人才可以在不同的機構中交流互動，芬蘭透過制度的設計讓優秀的研究人才可以

在年資累計受到保護的情況下，自由地在國內外的私人機構、大學、研究機構就

業，瑞典亦著手進行制度的修訂，藉以進一步帶動人員與知識、技術的流動。 

（三）相關中介機構 

北歐三國在增進大學與產業互動合作的中介機構分別有芬蘭補助產業與大

學進行合作計畫的 Tekes、補助產學合作與提供創業投資基金的 Sitra 以及支持長

期產學研究合作計畫的科學技術與創新策略中心；瑞典以專款補助產學合作計畫

的 VINNOVA 和附設於大學之下的能力中心以及主導丹麥產業、大學與知識機構

互動交流的科學技術與創新部。 

二、過程 
（一）教學 

為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芬蘭、瑞典和丹麥三國的大學均擴大培育產業

所需人才，尤其是為了回應資訊通訊科技的發展，北歐三國均在 1990 年大量擴

增資訊、電子與工程系所，芬蘭以改善教學品質來縮短博士的就學時間，瑞典與

丹麥則甚至成立了 IT 大學，來滿足產業對於資訊通訊相關專業人才之需求。另

一方面，雖然大學為了知識體系的發展需鑽研特定領域的知識，但隨著社會、科

技的快速變遷，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問題卻是極為複雜，不同領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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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知能都可能交雜其中，因此大學也需於教學中進行知識的統合，且進行更多

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研究與知識發展(Chakrabarti, 2003)。而瑞典和丹麥的大學教

授亦開始體認到知識統等的重要性，開始在課堂的教學過程中幫助學生統合職場

所須的知能，將學生未來工作職場可能遇到的問題納入課堂討論，進行跨領域的

教學，強化學生對社會因素的關懷與重視。其次，瑞典與丹麥的大學也透過創業

育成課程計畫與國際交流活動的施行，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能力、創業家精神與增

進大學與不同國家知識交流的機會。 

（二）研究 

在研究方面，芬蘭的 Tekes、Sitra、AOF 和芬蘭發明基金會，以及瑞典的

VINNOVA、科技連結基金會與和典策略研究基金會等不同中介機構，以專款補

助的方式刺激產學雙方從事不同類型的研發合作。而丹麥則以產業博士計畫，讓

博士生在受到兩位以上大學和產業導師的指導下，為企業進行研發工作，在就學

期間及早熟悉產業之工作型態與進行應用型研究。 

（三）服務 

芬蘭、瑞典和丹麥的科學園區大多都設立於大學附近，其對於不單只是企業

的群聚而已，還扮演育成中心的角色，協助將大學的研發成果商品化，而大學的

學生可以在其就學期間與科學園區的廠商進行研究計畫，或是利用科學園區所提

供的設備、資金自行創業。此外，人才流動制度的改革與新興大學的成立帶動了

地區產業的發展，促成產業集群的形成，甚至更進一步在芬蘭的 Lapland 和丹麥

的 Jutland 等地產生區域創新與專業網絡。 

三、產出 
（一）論文發表數的增加 

隨著芬蘭、瑞典和丹麥等國自 1990 年代在高等教育上投資大幅度增加，表

4-1 和表 4-2 呈現出北歐三國分別在 SCI 和 EI 上論文發表數的變化，其中瑞典為

北歐三國中論文發表數為最高者，每年投稿 SCI 和 EI 的期刊論文均分別平均有

15,536 篇和 3,989 篇，但是其年平均成長率卻是三國最低的。即便丹麥不論是在

SCI 或是 EI 的論文發表數並未能瑞典相提並論，然丹麥的年平均成長率卻是三

者中最高的，分別在 SCI 和 EI 有 2.82%和 14.28%的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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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芬蘭、瑞典和丹麥 2000 年到 2006 年 SCI 論文發表數的變化 

國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平均 年平均

成長率

芬蘭  7100  7393  7266  7798  7409  8203  8238  7630 2.65% 
瑞典 14384 15301 14956 15758 14884 17039 16428 15536 2.47% 
丹麥  7535  7752  7556  8403  7925  9006  8770  8135 2.82%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7）。 
 
表 4-2  芬蘭、瑞典和丹麥 2000 年到 2006 年 EI 論文發表數的變化 

國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平均 年平均

成長率

芬蘭 1647 1642 1654 2347 2953 2919 2961 2303 11.41%
瑞典 3090 2902 2882 4315 4998 4847 4888 3989 9.43% 
丹麥 -- -- 1098 1810 1967 2224 2204 1329 14.28%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7）。 

（二）專利與授權的改變 

專利除了係以法律的效力保障發明人之權益以外，專利亦可以做為衡量某一

組織、地區或學家科技創新能力，而一國專利申請核准的數量可以藉以衡量一國

的創新能力(Ahlbäck, 2005)，故 WEF、IMD 與 OECD 等國際研究組織均嘗試以

專利評估一國國家創新能量的重要指標。表 4-3 顯示了芬蘭、瑞典和丹麥從 2000

年到 2006 年在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的專利申請數的變化，芬蘭自 2000 年開始便在 USPTO 的專利申請上有大幅度

的增加，年平均成長率約為 25.37％，但丹麥和瑞典在 USPTO 的專利申請數就

顯得相當緩慢，瑞典的年平均成長率甚至還達到-3.34％。 

表 4-3  芬蘭、瑞典和丹麥 2000 年到 2006 年 USPTO 專利申請數的變化 

國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平均 年平均

成長率

芬蘭 618 732    809    865    918    720    950 802  25.37%
瑞典 1577 1743   1675   1521   1290   1123   1243 1453  -3.34%
丹麥 436 479    426    529    414    358    439 440  1.72%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7）。 

然當細部去計算芬蘭、瑞典和丹麥等國大學專利申請數占全國專利申請數之

比例時可以發現，在 USPTO 中，芬蘭的大學專利申請數占全國專利申請數之比

例為 0.23％，係為三國大學在 USPTO 中比例最高，而丹麥的大學則是在

EPO(European Patern Office)的申請中 0.83％（如表 4-4 所示）。部分的原因在於

丹麥自 2001 年起，丹麥大學的研究人員不再完全佔有其研究成果，研究成果需

由研究人員、研究機構與大學平均分配，因而大學需投入更多的資源與經費來促

進專利申請與研究成果商業(Gergils, 2005)雖然瑞典全國的專利申請數為三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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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但是大學專利申請數佔全國專利申請數之比例卻相當低，此一現象與瑞典的

智慧財產權的歸屬有著密切的關係，因如美國等國智慧財產權係為發明人與大學

共同擁有，而在瑞典則是因 1949 年所通過的大學法案，將智慧財產全的所有權

完全歸由教授擁有，故難以從專利資料庫中搜尋到以大學申請人之專利，然而這

些由大學教授所申請之研究成果卻鮮少將之商品化（周春彥譯，2005）。 

表 4-4  芬蘭、瑞典和丹麥大學專利數及其所佔比例 

專利申請數芬蘭全國

專利申請數芬蘭大學

USPTO
USPTO  %23.0

14433
33

=  
專利申請數芬蘭全國

專利申請數芬蘭大學

EPO
EPO

%10.0
7701

8
=  

USPTO
USPTO

瑞典大學 專利申請數

瑞典全國 專利申請數
 %05.0

28045
15

=  
專利申請數瑞典全國

專利申請數瑞典大學

EPO
EPO

%08.0
14196

12
=  

USPTO
USPTO

丹麥大學 專利申請數

丹麥全國 專利申請數
 %19.0

7775
15

=  
專利申請數丹麥全國

專利申請數丹麥大學

EPO
EPO

%83.0
5192

43
=  

資料來源：EPO(2008); USPTO(2008). 

（三）衍生公司的成立與地區創新網絡的形成 

由前述的探討得知，北歐三國的大學、企業可以透過相關產學合作中介機構

的資助與科學園區的育成作用進行創業，成立衍生公司。此外，如芬蘭的 Lapland

地區或丹麥的北 Jutland 地區，即利用大學與國外企業、大學進行合作計畫與教

育訓練，活絡地方與產業集群的創新能量，增加跨國企業前往投資的願意，進而

形成區域創新網絡，加強國家的創新能量與績效。 

參、小結 

由上述論述可以得，當一國政府在投入面投資大量的研發經費、人力，並輔以

產學合作相關之法令與規章制度，及建設促進合作之中介機構，接著產業和大學依

據不同目的與需求在大學之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方面上進行產學合作之活動，以進

行知識創新與技術移轉，產學雙方在過程面積極地進行合作、互動與交流，即可在

產出面有專利、學術著作發表、衍生公司、區域創新網絡形成等創新代表因素，增

加國家創新知能量，進而提升國家在知識經濟與全球競爭脈絡中競爭優勢。 

本章小結 
當面臨世界經濟型態與國家競爭模式改變之際，芬蘭、瑞典和丹麥三國透過

政府政策引導與技術創新，以及用資訊科技加速知識的傳播與擴散，成功地將其

產業結構逐漸由仰賴森林、礦產之天然資源密集的產業，轉型為知識、技術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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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科技產業。芬蘭、瑞典和丹麥三國在 20 世紀中後期均極為強調資訊通訊產

業產業對於國家發展之重要性，不單是投入大量的資金建構國家資訊與通訊之基

礎建設，亦培養了大量資訊通訊產業領域的人才。日漸加劇的能源危機使得瑞典

與丹麥開始著手於替代性能源的開發，以降低產業、人民生活對石油的依賴。不

像瑞典和丹麥除了發展資訊通訊科技以外，亦將重點發展生物科技、材料等產

業，芬蘭因過度將國家產業重心投入於資訊通訊產業，而發生全球資訊通訊產業

日趨成熟之獲利下降與產業外移的問題。 

在此過程中，北歐三國大學面臨的不僅是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政府經費刪減

和政府與社會大眾對於高等教育品質及效率的要求，大學亦需擔負起產業技術創

新和國家經濟發展之責，故大學在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方面上均與產業有著密集

的互動與交流，甚至還促成產業集群的產生。北歐三國以加強產業創新基礎建

設，以自由創新之態度與文化，制訂鼓勵大學與產業、研究機構合作的機制，藉

由產業與大學的合作，國家內外部的資源、知識與技術得以在知識、技術、人才

的交流和互動快速整合，國家創新系統也得構建，完備企業核心能力、產業科技

創新能力及產業集群也因此日漸茁壯，國家整體即因國家能量的提升，而進了其

國家競爭力。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產學合作對於國家競爭力的增進，目的在於瞭解國家競爭

力之意涵，研析產學合作的發展脈絡與內涵，進一步分析在國家創新系統中國家

競爭力與產學合作之關係，接著再以芬蘭、瑞典、丹麥產學合作模式之發展與其

國家競爭力之關係，北歐三國如何藉由產學合作來促進其國家競爭力。以下先就

本研究第一章到第四章之研究發現與分析結果逐一整理與討論，第二節再以北歐

三國之經驗對我國未來欲以產學合作提昇我國之國家競爭力提出相關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壹、北歐三國以開放態度，利用教育投資與技術創新提升國家競爭力 

在全球競爭的脈絡下，一國運用涵蓋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自然資

源等領域之國家能量，進行國內部發展的優劣勢與外在環境的機會點與威脅點的

分析，依國家發展願景和其國家能量之特長，訂定短中長程之發展計畫，藉以整

合內外部資源、知識、人力，觸發知識技術的能量與應用，建構良好生活環境，

發展具競爭優勢的產業，獲取資源及國家永續發展的一種能力。國家競爭力的意

義在於一國擁有獨特、難以取代之國家競爭優勢，國家競爭力的維持與提升為動

態的過程，包含對於良好物質與精神生活的追尋，並非只是在國際排名中競逐。 

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中，「強者恆強，弱者恆弱」似乎是難以反轉的鐵

律，然自本研究中卻可發現，即便是芬蘭、瑞典、丹麥等北歐蕞爾小國依舊可以

在秉持著均等與自由開放的文化價值和態度下，以其民主、廉潔的政府領導力，

透過高經費投資厚植人力資源與科技研發，以及人才、教育、資金和訊息等要素

的交互作用，整合國家內外部資源，建立產業發展所需之基礎建設，發展知識、

技術密集之高科技產業，善用自身既有的優勢和大環境的機會，制訂出最適合國

家發展的政策規劃，進而強化國家創新系統的功能，發揮以小御大之槓桿優勢，

提升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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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濟模式改變深化大學與產業教學、研究與服務上的合作 

產學合作係指大學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與產業進行合作，藉以回應知識

型態的轉變，增加外在資源的挹注，配合國家與產業發展之需求。產學合作主要

進行的方式可分為教學、研究、服務三大方面：在教學上，大學可透過接受企業

捐贈與贊助儀器設備、設立講座教授改善其教學品質，並以學生企業實習和提供

企業員工在職進修的機會，加強大學理論與產業實務的連結，以及在課程與教學

中培養學生具備知識創新、問題解決、團隊合作能力與企業家精神。在研究上，

大學可與產業成立研究中心、研發實驗室，共享研究資源，或是透過產官學計畫

共同開發新技術，以及將研究成果發表為期刊會議論文、進行技術移轉與專利申

請，讓技術進一步商品化。在服務上，產學合作包含了企業與大學擔任彼此的顧

問，提供相關之意見與技術輔導，大學並且以育成中心的方式提供新興創業公司

場地與設備，進而使得大學的師生可以自此成立衍生公司。 

大學與產業的合作發軔於工業化經濟發展時期，大學在教學上主要以培養

工業化發展所需的勞力為主；為配合第一次世界大戰軍事工業的發展，大學和產

業加強在技術研究方面的合作，然大學與產業的合作關係卻隨著經濟大蕭條而中

斷。進入資訊化經濟發展時期，許多大學以調整教學、課程和提供在職訓練的課

程與學位來回應經濟發展需求；係因政府大幅刪減對大學經費的補助，而使大學

增加商業導向的研究，與產業共用研究設備、人員，並設立育成中心、技術轉移

中心與研究中心，企業也開始聘用大學畢業生和大學教授擔任顧問，進一步將共

同的研發成果申請專利與授權、發表學術論文。因資訊科技的擴散性與低成本導

致出現由教授或學生自行創業的資訊科技公司，創業有成的校友亦提供大學資

金、設備的資助。由於生物科技、奈米技術與材料等產業需要高成本的技術研發，

因而使得產業與大學在分子化經濟發展時期的互動與技術移轉更為密切，然當大

學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經費來自於產業，大學卻不得不從事贊助者所需的技術應用

研究；在服務上，產學合作增進了科技的進步與新興的生技、材料企業創業成功，

大學教授對於產學合作的主導性也越來越強，除參與研究計畫之外，亦為企業的

顧問或是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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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北歐產學合作對國家創新系統增強的作法 

一、政府政策的支持 

當國家欲以產學合作來增進國家創新系統的建設與能量，首要之務在於營

造支援產學研合作創新的良好政策環境，制訂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的相關法律，

為產學研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芬蘭、瑞典與丹麥等北歐三國都制訂促進產學研合

作的經費支持政策、產學合作研發成果歸屬和促進人員流動政策等。不論是芬

蘭、瑞典或是丹麥均因政府政策有計畫地利用新大學本身所擁有之效益與創新研

發能力，來帶動地區企業、產業的創新活動，增進產業集群的發展。 

同時，在政府政策之下，政府亦需有支持產業發展與創新的產學研合作的

計畫，透過政策、科技發展計畫、研發基金等不同形式進一步將政策具體化為促

進產業與大學的合作與創新的實施策略，落實政策所勾勒之願景，提升大學與產

業投入技術研發工作的之意願，並以國際合作的方式進行交流，增進知識的創

新、應用與傳播。  

二、產學合作中介機構的輔助 

在北歐三國的產學合作機制中，包含不同目的之產學合作中介機構，並依

據企業類型、大學特質給透過不同形式之經費補助、設備提供，芬蘭的 Sitra 主

要為新興企業提供創業基金，即與瑞典以專款補助大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VINNOVA 來增進大學與產業的合作，且進一步促成人員、知識、技術和資金可

以在不同的創新組織中流動，統合更多的資源與技術，增加整體創新體系之創新

能量。 

三、產業與大學的互動 

雖芬蘭、瑞典和丹麥的大學需配合國家、產業發展培養所需之人才，然隨

著北歐政府對大學去中央化的管理，而使得大學擁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權，大學不

管是在行政上、經費的運用上有或是課程上均有較多的自主空間，能與其他機構

進行更為密切的互動，傳遞與擴散所研發出來的知識。瑞典、丹麥大學的課程設

計亦多跨領域訓練，以科際統整的課程，並透過企業實習、交流的方式幫助學生

統合在大學所學到的學科知識，養成職場所需知能，並且為企業員工進行在職訓

練。再者，育成中心、博士生參與產業研究活動之計畫，以及大學與產業共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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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室，不僅可以使產業與大學共享研發資源，亦可得到政府的補助，而當

大學的研發成果技術移轉給產業、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時，亦可以達到商品化的

效果，和增進產業群聚之創新能力，使得新興技術、創新之能量得以在系統中流

動，致使形成區域創新網絡。 

肆、需進一步探討產學合作與國家競爭力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試圖探究產學合作與國家競爭力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在第三章利用

WEF 和 IMD 的研究數據進行產學研發合作、在職訓練與國家競爭力之相關分

析，得到產學研究合作和在職訓練與國家競爭力間有高度的正相關之結果。本研

究在後續第四章芬蘭、瑞典和丹麥的個案研析中發現，當此三國政府透過增加研

發經費與研發人員的投入、訂定相關的政策及成立中介機構，大學則會調整教

學、研究與服務之內涵來回應產業的需求，積極與產業進行研發合作計畫，增進

學生、教授與產業之互動，因而此三國逐年增加 SCI 和 EI 的論文發表數，以及

USPTO 之專利申請數，同時亦成立許多相關之衍生公司，部分產學合作活動頻

繁的地區甚至形成了區域創新與專業網絡。 

然本研究卻仍舊無法未能以直接、客觀之相關產學合作實證資料解答何以

近年來芬蘭的國家競爭力會不斷向下跌落，丹麥的國家競爭力會持續地向上提

升，其主要受限於以下幾點條件：其一產學合作產出與運用有其不可計量性，吾

人無法藉以得知此三國有哪些的 SCI、EI 論文係源於大學與產業在研究方面合作

之成果；其二，本研究因人力、物力與時間的限制無法一一評估每一專利申請是

否為產學合作的結果，亦無法從眾多的專利中挑選出哪些係為企業、大學教授或

參與計畫之研究生是以個別名義將產學合作所得之成果進行專利申請，或是對產

學合作申請之專利加以追蹤調查，瞭解其是否已進入商品化之階段；再者，教育

的發展有其國情脈絡與歷史背景，以及教育投入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其成效，即便

本研究嘗試量化數據與質化資料呈現北歐三國產學合作與國家競爭力之關係，但

依舊無法完全解釋何種產學合作模式能真正增強此三國之國家競爭力。因而產學

合作與國家競爭力之間的關係需更進一步加以深入探究與研析。 



 

第二節 建議  

本綜合前述研究之研究與分析，擬提出相關建議，為我國以產學合作提升

國家競爭力提出具體可行之參考與建議。 

壹、建立國家發展願景 

從前述的研究結果得知，芬蘭、瑞典和丹麥三國國家競爭的提升，並非僅

由單一的產業或教育政策促成，而先有一國家發展之願景，然後再一此一願景制

訂不同領域、層面、產業的改進與發展政策，結合政府、大學與企業的資源和人

力進行一連串的改革計畫。是故，與北歐三國同屬缺乏天然資源小國家的台灣，

若欲以產學合作提升國家競爭力，則需先依據國家發展之優劣勢，和外在環境之

機會與威脅，建立國家整體的發展願景，將國家整體政策做一系統化的規劃與思

考，加強產業結構調整所需之基礎建設，塑造自由、開放與包容的國家文化與集

體意識，建立開放、自由、合作與創新的產業環境，並善用外部的資源、知識與

人力，朝向產業專業化發展，進而達到強化國家競爭力之目標。 

貳、制訂產學合作之明確支持政策 

因產業與大學的本質與目標不同，故除了政府要以相關法令規定各方權責

之外，當大學與產業進行合作時亦需明確規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以互信的機制

保護雙方之權益，合理分配研究合作成果之受益，降低合作過程中的價值衝突，

及避免技術、經濟糾紛等。雖然我國已有如《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產

學合作相關法規，但多是規定產學合作之應為與不應為，及研發成果之歸屬，未

有以國家層級之整體願景，整合各部會的資源、人力來增強產學合作的運作，或

是其他鼓勵產業與大學進行創新研發之中介機構。此外，政府亦需提供相關的支

援、配套政策，如產學合作之租稅減免等政策，有系統地將現有的科技發展體系

與產學合作活動結合，並且依據不同的產業需求、企業規模規劃出不同層次產學

合作計畫。 

参、成立相關產學合作中介機構 

係因各產業、各企業與各大學自身所擁有的創新能力各有所不同，因而其

所要進行的產學合作活動亦不會相同，故若欲使產學合作真正發揮其效用，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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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相關之產學合作中介機構，提供產業與大學在知識、技術、財務與法務等方

面的協助，與給予適切的咨詢服務，如此方能使知識與技術的創新得以發會期功

效，並加以產學合作之成果增強國家創新系統知能量。 

肆、大學教育應進行課程統整 

因受到大學授課之時間、空間的限制、學科知識結構，以及社會大眾次大

學需在某些領域上進行深度的基礎研究之要求，而使得大學不得不將各領域之課

程細分為不同之分項。但學科本身，甚至是真實適切的每一事項均是難以分割簡

化的，因而大學教授應引導學生將其所教的課程進行統整，然後再進一步針對複

雜的現實狀況加以探討即進行跨學科領域之整合。 

伍、加強產學合作與國家競爭力之相關中介變項的探討 

係因本研究之人力與時間限制，僅能根據現有的統計資料與質性資料進行

產學合作與國家競爭力之研析與討論。然國家競爭力係由多種複雜因素交織而

成，即便本研究未能明確指出產學合作與國家競爭力明確之關係，然而利用統計

分析與從國家家創新系統的理論架構觀之，仍舊可以窺得二者之關連性。因此，

在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之間應含有其他據影響研究結果未知的中介變項，後續

的研究宜從加強研究分析的視角、分析資料的蒐集，針對影響產學合作對國家競

爭力之貢獻的中介變項進行研析，並試圖加以排除中介變項對於研究之干擾，進

而找出產學合作與國家競爭力之間的關係。 

陸、深化我國產學合作情境脈絡之研究 

本研究乃是針對芬蘭、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進行國家競爭力與產學合作

之探討，亦如文中所一再強調各國之國家競爭力的形塑和產學合作有其個別歷史

脈絡與發展的獨特性，與每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國家能量息息相關，此三國均為提

倡社會福利之高所得國家，與我國之施政方向多有不同，故我國未來政策制訂時

若欲參考北歐三國產學合作之經驗，仍需先針對我國產學合作之發展情脈絡上再

進一步予以廣泛研究，俾更瞭解產學合作對於我國國家競爭力促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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